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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我们从何而来


  


  人类的家谱


  从180多年前第一块人类化石发现至今，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大量有关我们祖先的化石记录。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


  插图 维克托·迪克（Viktor Deak）


  翻译 傅强


  



  本文作者


  凯特·王（Kate Wong）是《科学美国人》撰稿人兼编辑。


  



  维克托·迪克（Viktor Deak）将油画、素描和雕刻与最新的电脑技术结合在一起，绘制出的人类史前图像，犹如照片一样真实。迪克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一道，为《最近的人类：23种已灭绝人类的自然界生物图解》（The Last Human: A Field Guide to 23 Species of Extinct Humans）一书配了插图。这本获奖作品的第一版已经销售一空。迪克于1977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孩提时代跟随父母移居美国，在新英格兰市郊长大。现在在纽约市生活和工作。


  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时候，仔细地思考了从兰花到鲸鱼等各种生物的进化过程。但很明显，他漏掉了一件事：这部划时代的巨著竟然几乎没有讨论“人类是如何产生的”。书里仅仅轻描淡写附了一句：“（进化论）将有助于我们弄清人类的起源和历史。”学者们认为，达尔文之所以对此保持缄默，是因为他不愿意刺激维多利亚时代的教会 （包括他虔诚的妻子） ——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生物，尤其是人类，都是上帝的作品。


  拥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却没有这么保守。在1863年出版的《人在自然界的位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一书中，他明确地将达尔文理论应用于人类进化，宣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也许是受到了赫胥黎的鼓励，8年之后，达尔文完成了《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在书中，他基于解剖学的相似性，宣称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是现存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他还预测，人类最早的祖先生活在非洲，我们的猿类近亲至今依然生活在那里。而在那个时候，被人发现的人类化石很少，而且都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


  自那以后，大量化石和遗传分析证实了达尔文的推断。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人类在大约700万年前～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那时,与黑猩猩分道扬镳，走向了各自的演化道路。我们还已经知晓，在人类史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曾与其他人科动物共享过同一片蓝天。事实上，人类进化远非一个朝着直立物种演化的线性历程，人类家谱（family tree）中包含有很多已经灭绝的分支。


  时至今日，有关人类起源的故事还远未写完。古生物学家（Paleontologist）热切期望能发现黑猩猩和人类的最近共同祖先的化石。研究者也一直想知道，智人如何战胜并取代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原始人种。有关我们家族的许多秘密依然没有解开。毫无疑问，达尔文的见解将继续指引我们去破解这些难题。


  
    储藏室里的骨骼


    这里的进化树，是众多关于人类化石记录解释的其中一种。一些学者将化石鉴定为更多的种，而另外一些则倾向于将它们归为数量更少的几个有限的种。尽管一些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了明确的支持（红色实线），但还有一些尚待确认（红色虚线）。下图中的全景画和肖像，让这些人科动物鲜活起来，展现了人类进化历程中的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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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得沙赫人


    [image: p003]


    首次发现：乍得，托罗斯美那


    拉地区，2001年


    意义：公认最早的人科动物。


    争议问题：它们能直立行走吗？尽管发现的仅是些头骨和颌骨的化石，但有些研究者相信，这些头骨的特征显示这个物种是两足行走的。


    南方古猿阿法种


    [image: p004]


    首次发现：埃塞俄比亚，哈达尔，1973年


    意义：人属和傍人属的祖先。


    争议问题：这些人科动物的社会结构更接近人类还是更接近大猩猩？


    能人


    [image: p005]


    首次发现：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1962年


    意义：已知最早能制造石器的人科动物。


    争议问题：我们对能人所知不多，能人与南方古猿很相似，实际上它们可能属于南方古猿属而非人属。


    匠人


    [image: p006]


    首次发现：肯尼亚，图尔卡纳湖，1971年


    意义：最早离开非洲的人科动物。


    争议问题：专家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最终促使我们的祖先，在人类诞生了大约500万年之后离开了它们最初的家园。


    尼安德特人


    [image: p007]


    首次发现：比利时，昂日，1829年


    意义：这是一群勇敢的狩猎者，它们在冰河时代统治欧洲和西亚近20万年。


    争议问题：它们是否与智人存在杂交颇具争议。


    弗洛勒斯人


    [image: p008]


    首次发现：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2004年


    意义：灭绝时间最晚的人科动物，它们的大脑和身体非常小。


    争议问题：谁是这种人科动物的祖先？是人属中一个体形更大的物种，还是一些更像南方古猿的物种？


    智人


    首次发现：已知最古老的化石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奥莫，1967年


    意义：唯一遍布所有大陆的人科动物，也是第一种系统地使用符号的人科动物。


    争议问题：智人是一开始就会使用符号呢，还是后来通过遗传突变获得了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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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法（Afar）这片干旱的不毛之地，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偏远地区，一直是古人类学者最爱去的化石猎场。许多人族动物都曾经生活在那里。所谓“人族”（hominin），是指人的始祖与黑猩猩的始祖分道扬镳之后，人这一旁支里的所有物种。也许是因为出土了“露西”（Lucy）化石，阿法这个地方闻名于世。露西是生活在32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遗骸，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以下简称阿法南猿）。现在，学者又在迪基卡（Dikika）发现了一具阿法南猿骨架标本，它距露西出土地点不过4千米。露西过世时已经成年，而新化石却是一个女童的遗骸，生活在330万年前。大家叫她“露西的孩子”。

  


  其他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包括露西的化石，都不及这具骨骸完整。此外，?迪基卡出土的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族儿童骨架，它给了科学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研究我们远古亲戚的发育过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起源研究所所长唐纳德·C·约翰逊（Donald?C.? Johanson）评论道：“如果说露西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石发现，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著名的露西化石正是约翰逊在1974年发掘出土的。


  惊人的发现


  2000年12月10日下午，由泽拉塞奈·阿莱姆塞吉德（Zeresenay?Alemseged）率领的化石搜寻队发现了那个孩子的化石。当时阿莱姆塞吉德是美国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在他在德国莱比锡的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一开始，化石只有一部分小脸露出地面，大部分骨架埋藏在一块甜瓜大小的砂岩中。阿莱姆塞吉德回忆说：“我立刻就知道，那是人类化石。”因为它的眉骨平滑、犬齿小，还有其他类似人的特征。不过，进一步的鉴定，要等到化石全部取出后才能进行。而从石头里取化石非常费劲，必须小心翼翼，用牙医工具一点点地清理掉化石周围混凝土似的石质。


  阿莱姆塞吉德花了5年时间，才把这具儿童化石的关键形态特征发掘出来，许多骨骼仍在沉积物中。尽管如此，这具化石已经提供了宝贵线索，让专家对南方古猿阿法种有了新的认识——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阿法南猿是我们这一属（人属）的祖先。


  2006年9月21日，阿莱姆塞吉德及其同事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描述了这具化石，以及发掘遗址的地质、古生物学脉络。同时，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这一重大发现，并将这个孩子命名为“塞拉姆”（Selam）——在埃塞俄比亚的几种语言中，“塞拉姆”的意思都是“和平”——祈望正在阿法地区交战的几个部落，能走向和平。


  经鉴定，这具化石人骨属于1个3岁的女童，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一整副躯干骨，只有肢骨不全。就连比澳大利亚坚果（macadamia?nut）还小的膝盖骨，也保存下来了。许多骨头仍然保持原有的连接，没有散开。这么完整的人类祖先化石实在罕见，儿童化石更为罕见，因为孩子的骨头脆弱多了，不易保存。保存得这么完整的儿童骨架化石，只有距今5万年前的一个尼安德特小孩的化石方可媲美。


  行走还是攀爬


  发掘团队里的乔纳森·C·温（Jonathan?G.?Wynn）是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地质学家。塞拉姆保存得极为完好，加上遗址里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使温恩相信，塞拉姆死后很快就被洪水淹埋。至于她是死于洪水，还是死后落水，尚不得而知。


  虽然塞拉姆死亡时年仅3岁，却已经具备了阿法南猿的特征。例如她的口鼻部突出、鼻骨窄等特征，就与南非出土的汤恩幼儿（Taung?child）截然不同——汤恩幼儿属于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物种南方古猿非洲种（简称非洲南猿），生活在250万年前左右。塞拉姆的下颚很像哈达（Hadar）出土的人类下颚；而露西与其他阿法南猿化石正是在哈达出土的。


  专家对阿法南猿的行动模式很感兴趣，但过去出土的化石都令人困惑，因为他们的形态特征是个拼盘，塞拉姆也一样。学者们同意，阿法南猿能在地面上以两腿行走。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于阿法南猿是否也适应树上生活，爆发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虽然阿法南猿的下半身已适应两足行走的行进模式，但他们的上半身仍然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这些特征更适合树栖生活，例如长长的、弯曲的手指（适合抓住树枝）。争论的一方主张，阿法南猿完全在地面上生活，他们上半身适于树栖的特征，不过是树栖祖先遗传下来的进化包袱；另一方则反驳说，要是阿法南猿几十万年都摆脱不了那些显著特征，那么就表示那些树栖特征还很重要——换言之，阿法南猿还没有完全生活在地面上。


  考古发现


  [image: p010]


  生于斯葬于斯


  塞拉姆是在迪基卡遗址出土的（地图中亮点处），那里是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的荒僻之地。许多著名的早期人族化石，包括露西，都是在那里和东非其他地方出土的。埃塞俄比亚籍古人类学家阿莱姆塞吉德（下左图）率领的团队发现了塞拉姆。当时她的骨架大部分都包藏在一大块砂岩中。接下来的几个野外考察季，他们继续到那个遗址搜索（下中及下右图），寻找其余的骨头。


  引人入胜的化石


  塞拉姆的许多骨骼至少还有一部分仍然埋在砂岩里，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她是已知最完整的早期人族骨架之一。下图是按成年阿法南猿画出来的，我们将科学家相信能在塞拉姆遗骨中找到的部分，涂上金色来表示。


  塞拉姆面孔的特征，包括小而窄的鼻骨（a），都表明她是阿法南猿，而不是与阿法南猿关系密切的非洲南猿。虽然她的大部分脑颅骨都没找到，但这具化石保留了在脑颅腔里自然形成的砂岩颅腔模型，上面有脑颅内壁的印痕（b）。从这个颅腔模型推测的脑量显示，阿法南猿的大脑比黑猩猩的脑子发育得慢，那是现代人的特征。


  在以计算机断层技术拍摄的照片上，除了整套乳齿，还可以看见尚未萌发的恒牙（c）。在塞拉姆的遗骸中，还找到了十分脆弱的舌骨（d），它是固定舌头与喉头的关键零件。这是人类化石记录上的第二个舌骨──第一个来自生活在6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塞拉姆的舌骨形态显示，阿法南猿的喉头与黑猩猩的喉头比较类似。


  塞拉姆与其他阿法南猿一样，腿骨（e）与足骨（f）有许多特征，表明她能以两腿在地面上行走。例如她的足跟，宽度与人比较接近。但是她的上半身，似乎有部分特征却与适应树上的生活有关。她长长的指骨有曲度（g），便于抓握树枝。她的肩胛骨关节类似于猿（朝向上面），而不像人（朝向侧面）。


  不过，学者对塞拉姆的肩胛骨有不同的诠释。根据发现者的观点，它看起来与大猩猩的肩胛骨最相似。但批评者指出，塞拉姆的肩胛骨其实颇像人的肩胛骨，特别是肩胛骨背面骨脊上下侧供肌肉附着区域的比例（人类，下侧面积较大；猿类，上侧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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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提问录


    本文初稿最初曾发布在《科学美国人》网站上，


    并接受读者提问，由作者凯特·王在网站博客上答复。以下即其中的一部分。


    



    问：塞拉姆死亡时的年纪，是如何断定的？（斯蒂芬提问）


    答：专家根据塞拉姆牙齿的发育状况，推断年龄。他们以非洲大猿的数据作为比较基础，推断出塞拉姆死亡时年仅3岁。但是阿法南猿的发育进程，肯定不同于黑猩猩、大猩猩，因此这个结论只是有根据的猜测，而不是定论。


    问：塞拉姆的性别是如何推定的？（黛布拉·马丁提问）


    答：根据计算机断层摄影测量技术，塞拉姆上下颚里的恒牙，齿冠已经完全成形。专家测量那些齿冠，再与已确定性别的阿法南猿比较，那些标本来自哈达、莱托利、马卡等遗址。结果，对塞拉姆牙齿的测量数据发现，这具化石与已确定的女性化石标本密切相关。


    问：塞拉姆生存年代的不确定范围有多大？使用了什么技术来测定？（胡安·莫雷拉提问）


    答：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地质系助理教授黛安娜·C·罗曼（Diana C. Roman），先测定了化石四周的火山灰层的年代，再推断化石主人的生存年代。一层火山灰是在塞拉姆死亡前落在迪基卡地区的；另一层则是塞拉姆死亡后落下的。罗曼根据化石在这两层火山灰间的相对位置，算出塞拉姆生存在距今331万年至335万年之间，不确定的范围在4万年之内。


    问：专家不是可以用X光或类似的成像技术来探测吗？那就可以知道砂岩里还有哪些骨头了。（特蕾萨·米德提问）


    答：发现者认为，砂岩里的骨头，每一块至少有一部分露了出来，不过也许有些小的骨头，完全埋在里面，从表面看不出来。因此，现在只根据已经见到的骨头，似乎还无法确定这具骨架究竟有多完整。头骨倒是以计算机断层技术扫描过了，我们因而知道了化石的恒牙与内耳的形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本的其他部位是否也扫描过。


    问：专家究竟在争论什么？我们的祖先必然是在某个时候从树上到地面来生活的，不是吗？此外，现在的孩子也喜欢爬树。（莫非这与我们的树栖史有关，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而已？）（马修·T提问）


    答：专家争论的问题是：阿法南猿适应地面生活的程度。没有人认为阿法南猿不会爬树——你说得不错，我们仍然能爬树。专家辩论的是，阿法南猿是否还适应树上的生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以两腿在地面上走路是人类进化的重要特点，因此古人类学者对这个进化过程的细节非常感兴趣。


    问：阿法南猿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遗址中有没有能透露相关信息的动、植物化石？（“旅行者”提问）


    答：在迪基卡，专家发现的动物化石显示，塞拉姆生活在潮湿、多样的环境中，有林地和草原，附近还有永久性的水源；与露西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阿法南猿的生活环境，非常类似。


    问：动物能够持续地奔跑，有什么好处？（唐纳德·麦克米肯提问）


    答：专家推测，持续奔跑的能力，对于早期人类祖先大有帮助，无论是猎杀动物，还是争夺腐尸，都能捷足先得，能让他们要么把猎物累垮，要么先于同伴获得猎物。

  


  塞拉姆与其他阿法南猿一样，两腿适于行走，手指适于攀爬。但是她的肩胛骨给这场论争提供了新信息——过去没有发现过阿法南猿的肩胛骨。根据阿莱姆塞吉德的研究，塞拉姆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最相似，尤其是她的肩关节，与猩猩的肩关节一样，都朝向上方，现代人的肩关节则朝向身体侧面，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阿莱姆塞吉德说，这种向上的倾向也许有利于把两手高举过头顶，灵长类动物在树上攀爬，两手必须高举过头顶（尽管大猩猩成年后就不再上树了，可是它们在幼年时的确会在树上消磨时光）。


  此外，塞拉姆的内耳也进一步提供了树栖倾向的线索。阿莱姆塞吉德的团队利用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能够探测塞拉姆内耳的半规管系统，这是维持平衡的重要器官。研究人员发现，塞拉姆的半规管与非洲大猿、非洲南猿相似。他们推测，这表示阿法南猿以两腿在地上行走时，并不像我们现代人一样迅速、敏捷。我们也可以说，阿法南猿并不擅长于分别操控头颅与身躯的运动——我们能持续地奔跑，诀窍就在于人类有这种本领。


  阿莱姆塞吉德的结论是：阿法南猿能以两腿在地上行走，但是其上半身至少有一些特征适应树栖生活。1983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解剖学教授小杰克·T·斯特恩（Jack T. Stern, Jr.）及其同事，研究了露西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古人类化石，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斯特恩评论道：“我很高兴知道，这篇论文表明了我可能是对的。”约翰逊同意，现在支持阿法南猿仍然要花部分时间在树上活动的证据，比过去有力得多。他说：“过去，我坚决相信阿法南猿完全生活在地面上，以两腿行走”，但是将最近的发现考虑进去后，他认为：“阿法南猿利用某些大树栖境，在夜里睡觉，或者采集熟悉的食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学者研究早期人族物种（包括塞拉姆）的生活环境，得到的结论与他们兼行走与攀爬于一体的模式而生活的想法，颇为契合。今天，迪基卡是一片满布灰尘的丘陵，偶尔点缀着一棵树或一丛灌木。但在330万年前，那里是水源丰沛的三角洲，两侧有森林，附近有草原。


  美国佐治亚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勒内·博布（René? Bobe）是阿莱姆塞吉德团队的一员，他评论道：“在这个栖息环境中，要是你发现了一种猿有时在树上活动，有时在地面上活动，那不足为奇。”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理论。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教授C·欧文·洛夫乔伊（C.?Owen?Lovejoy）就表示怀疑，他并不认为塞拉姆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类似。他评论道：“塞拉姆的肩胛骨很原始，但是它更像人的，而不是大猩猩的。”


  洛夫乔伊一向坚持阿法南猿是完全在地面上生活的两足动物，他们的上肢有些特征让人觉得他们仍有部分时间生活在树上，那只不过“是他们过去曾经树栖的证据”而已。他认为，1978年在莱托利（Laetoli，坦桑尼亚境内）发现的著名脚印，已经为这场辩论一锤定音。那行360万年前留下的脚印显示，留下脚印者的大拇趾没有抓住物体的功能。洛夫乔伊说，要是阿法南猿的大拇趾没有抓握的功能，就无法在树上有效地行动。


  进化“拼盘”


  塞拉姆的骨架与猿类相似的特征有什么功能意义，也许专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他们都同意，人类祖先身体的不同部位，在不同的时候遭遇了自然选择。约翰逊说，“阿法南猿是‘镶嵌进化’（mosaic?evolution）的好例子。你不可能只是触动藏在某个地方的进化开关，就能像变戏法似地将一种四足动物，一下子转变成直起身子以两足行走的人”。他接着说，自然选择两足行走模式，看来是下肢与骨盆最先进化，两足行走用不着的部位，例如上肢与肩膀，后来才变化。我们从树栖、似猿的动物，转变成在地上以两腿行走的人，对于这个“变化的顺序，我们开始了解得越来越多”。


  分析塞拉姆的头骨，也发现了类似的演化“拼盘”。舌骨是固定舌头与喉头的构造，很脆弱，很少保存下来。塞拉姆的舌骨形状，显示阿法南猿的喉咙里有气囊，换言之，这个物种的喉头与猿类相似。


  另一方面，塞拉姆的脑子有“人味儿”。研究塞拉姆头骨化石里自然形成的砂岩颅腔模型，阿莱姆塞吉德的团队发现，3岁的塞拉姆的脑容量只有成人脑量的65% ~ 88%。而黑猩猩到了3岁，脑容量已达成年个体的90%以上。从这一点看来，阿法南猿的脑子发育模式说不定也更接近人。


  至于这具新化石是否可以代表阿法南猿的幼儿？我们还需要更多化石才能回答。科学家当然期盼找到其他阿法南猿儿童的化石，最好是不同年龄的个体，以便比较，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不过，迪基卡出土的这位小女孩还有更多秘密有待挖掘。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古人类学家卡罗尔·V·沃德（Carol V. Ward）评论道：“我想，这个标本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南方古猿生长、发育的信息，不仅涉及身体各部位，而且还涉及一个个体各部位的相对发育速率。”


  阿莱姆塞吉德自己怎么想呢？他估计，他得再花几年时间，才能将塞拉姆的骨骼全部从岩石里取出来。一旦完成了这件工作，他就能为这个3岁的阿法南猿重建近乎完整的身体，同时着手理解发育中的南方古猿的方方面面。


  



  
    专家如是说


    专家对发现塞拉姆化石各有看法，我们在此仅摘录部分观点。


    



    约翰·霍克斯（John Hawks，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怀疑，塞拉姆的出现能否终结一个有关人种的激烈争论。古人类学家在2001年宣布，在肯尼亚一个叫做罗梅克维的遗址上，他们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一些颌骨和牙齿。他们判定，这些350万年前的遗骸属于一种新的原始人——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怀疑者则反驳说，这些化石不过是阿法南猿的地域性变种而已。这个化石标本明显可以拿来与塞拉姆进行比较。但奇怪的是，在对塞拉姆的正式描述中，却没有提到肯尼亚人。


    拉尔夫·L·霍洛韦（Ralph L. Hollowa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塞拉姆的大脑颅腔模型能够显示所谓的布洛卡区（Broca's region）和枕区（occipital region）的细节，足以揭示所谓“月状沟”（lunate sulcus）的后侧部位。月状沟是大脑表面一个弯曲的凹陷处，它的后侧部位也许会明确地揭示，塞拉姆大脑皮层的再组织模式更像今天的人类，而不像黑猩猩或大猩猩。


    C·欧文·洛夫乔伊（C. Owen Lovejoy，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认为，对于阿法南猿究竟是完全靠两足行走，还是仍然在树上生活，塞拉姆的化石并不是重新引发这一争论，而是给这一争论盖棺定论了——严格说来，它确实是两足动物。尽管它的肩胛骨与大猩猩的肩胛骨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某些部分却与人类肩胛骨惊人地相似。而且，事实上这个幼儿在3岁就已经有了弯曲的手指，暗示着这一特征是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与因为抓握树枝而逐渐发育出弯曲手指的观点恰好相反，因此树栖说不过是树栖论者的想象而已。


    勒内·博布 （René Bobe，美国佐治亚大学） 负责重建迪基卡的古代环境。他评论道，这个化石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迪基卡，学者可以研究与人类进化、气候变迁直接有关的古环境特征。迪基卡有个拼盘环境，水源充足、又有树林，甚至草原（那里有许多羚羊）。当时正处于气候朝着冰河时代变迁之前、人属出现之前、人开始制造石器之前，迪基卡的古环境信息使学者有机会研究创造人族的生物适应的环境条件。不过，不到200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时，那里的环境已经以草原为主了。


    威廉·E·H·哈考特-史密斯（William E. H. Harcourt-Smith，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博士主张，塞拉姆上肢与内耳的特征是有力的证据，支持“阿法南猿有部分时间在树上生活”的论断。他说，学者分析过塞拉姆的脚骨后，发现她能移动大拇趾、抓握树枝，这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人族中第一种十足的两腿行走动物，是人属的早期物种。

  


  



  
    发现露西


    1974年，年轻的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率领一支古人类考古队，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地区不懈地发掘，希望能有重大发现。就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早晨，约翰逊及其学生汤姆·格雷驾驶一辆路虎越野车去考察另一个地点。一上午的野外工作之后，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决定回到车上稍事休息。约翰逊建议抄近道，穿越附近的一条沟壑，走回路虎车。步行途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根前臂骨，很快就确定它属于古人类。大喜过望之余，约翰逊穷追不舍，又陆续发现了一个头盖骨、一根大腿骨、一些肋骨、一个骨盆和下颌骨。后来经过两周的发掘，他一共发现了数百块骨头碎片，合起来约为一具古人类骨架的40%。


    发现这具古人类化石的当天晚上，考古队在营地举行晚会，录音机一遍遍播放着甲壳虫乐队的歌曲《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上》（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约翰逊灵机一动，便给这具古人类化石起名为“露西”（Lucy）。


    露西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古人类学界。以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极其支离破碎，提供的信息极少；而露西化石的完整程度则高达40%，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古人类学家认为，人与非洲猿分道扬镳之后，逐渐进化成若干分支，这些物种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人科动物便拥有了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人科动物以两足行走，也就是直立行走。露西的化石接近现代人的骨架，清晰地显示出它是两足动物。它的大腿骨末梢、骨节、骨盆、距骨、椎骨，都显示出了两足动物一些独有的特征，表明它在移动时能在一条腿上平衡自己的躯干。种种证据表明，露西能直立行走。


    露西的性别又是如何鉴定的呢？露西的骨骸留下的确凿证据显示，它属于古人类——南方古猿阿法种，这个种类的化石分为两大类，其尺寸泾渭分明：一类体格较大（男性），另一类则较小（女性）。在对照了同时代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其他个体化石之后，研究人员证明，露西显然在女性之列。


    露西的死因尚未确定。她的骨骸上没有死后留下的、明显的食肉和食腐动物（如鬣狗）的齿印，只在露西左耻骨顶端上才有一个食肉动物的齿印，不过这是露西生前留下的创伤，可能与她的死亡无关。


    露西的骨骼表明她年仅20岁。她的第三磨牙（即智齿）已经长出来了，还稍有磨损，这表明她完全长大成人了。她所有的骨头末端和头盖骨都已长合，表明骨骼发育已经完成；她的椎骨显示出退变性疾病的迹象，但这并非总是与老年有关。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就表明露西死的时候已是个年轻的成人，身高大约1.06米，体重在30千克左右。


    哈达地区埋藏古人类化石的沉积物分为3层，露西处于最高一层——卡达哈达层（即KH层）。虽然不能直接鉴定露西化石的年代，但埋藏化石的沉积物中却含有火山灰，现在可以用40Ar/39Ar测定技术来探明其年代，再辅之以古地磁、古生物学和沉积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就能把露西的化石置于一个准确的年代范围内。最终结果表明，露西生活在320万年前。


    当年，约翰逊根据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达成的协议，把露西的化石带回美国克利夫兰市进行研究，大约9年后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如今，露西的“真身”特别妥善地保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陈列室里展示的是石膏复制品。而露西的发现者约翰逊本人，则于198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建立起了人类起源研究所，并任所长；1998年，他将研究所搬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至今。


    （撰文/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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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历程


  人类的早期祖先


  南方古猿有好几个物种，阿法种只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对于他们彼此的关系，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假定，阿法南猿是我们这一属（人属）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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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露西出土地点不过4千米的地方，古人类学家发现了一具330万年前女童的遗骸。如果说露西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石发现，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著名的露西化石正是约翰逊在1974年发掘出土的。


  


  本文作者 凯特·王是《科学美国人》的资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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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裸”的真相


  体毛的脱落不仅有助于人类祖先散去多余热量，保持健康的体温，还促使大脑容量发生变化，这在人类进化史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撰文 尼娜·G·雅布隆斯基（Nina G. Jablonski）


  翻译 董为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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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娜·G·雅布隆斯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负责人，主要研究人类皮肤的自然历史、双足行走的起源、旧大陆猴的演化和地理分布，以及过去200万年以来哺乳动物的古生态。她曾在中国、肯尼亚和尼泊尔从事过野外研究工作。


  本文译者


  董为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晚新生代（约2,000万年前以来）哺乳动物的分类和演化、古猿和古人类演化的环境背景、化石标本CT扫描数据的三维复原及虚拟解剖。他曾与本文作者多次交流或合作，一同发表过关于云南保山塘子沟遗址的研究报告。


  



  
    毛发的进化


    ● 人类的大部分皮肤都裸露在外，这在灵长类动物中绝无仅有。


    ● 环境变化迫使我们的祖先长距离迁移，以寻找食物和水，毛发掉落正是对这一过程的适应。


    ● 通过分析化石和基因证据，科学家弄清了人类祖先皮肤上的毛发何时开始掉落。


    ● 毛发的脱落，促使人类祖先的大脑容积变得更大，增强了他们的象征思维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灵长类动物中，仅有人类皮肤几乎完全裸露——不论是披着短黑毛发的吼猴（howler monkey），还是身穿松散铜色“外衣”的红毛猩猩（orangutan），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尽管脑袋和其他部位也有毛发，但与我们的近亲相比，即使体毛最多的人，皮肤都只能算是裸露的。


  我们的体毛是如何脱落的？几百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但要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并不容易：人类进化史上的大多数标志性转变，比如直立行走（upright walking），都记录在人类祖先的化石中，但迄今发现的所有化石，都没能留下关于人类皮肤进化的直接证据。尽管如此，科学家还是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化石记录中含有人类从多毛向无毛转变的间接证据。根据这些线索，以及近十年来基因组学和生理学上的相关研究，我和同事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阐述人类祖先身上的毛发为什么会脱落，以及这个过程从何时开始。该理论不仅解释了我们的外貌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为什么如此“奇怪”，还暗示在大脑容量、语言能力等人类其他特征的进化上，裸露的皮肤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发的差异


  对于很多哺乳动物而言，毛发能防潮、防晒、防擦刮，抵抗有害寄生虫和细菌的入侵，但在有些动物身上，毛发过多会危及生命。


  要弄清楚人类祖先的体毛为什么会脱落，我们先得知道其他动物为什么会有毛发。毛发是哺乳动物特有的皮肤附属物，可作为哺乳动物鉴定分类的依据：所有哺乳动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发，而毛发浓密的占绝大多数。毛发不仅能防潮、防晒、防擦刮，抵抗有害寄生虫和细菌的入侵，还具有伪装功能，有助于迷惑猎食者。根据不同的毛发特征，动物之间可以相互辨认。哺乳动物还可利用皮毛传达“社交信息”，表明自己的情绪：如果一只狗本能地将脖子和后背上的毛发竖起，就意味着它在传递明显的警告信号，让挑衅者离它远点。


  尽管具有如此多的重要功能，但某些哺乳动物世系的毛发已经退化，变得稀疏而纤细，没什么功能。这些动物要么栖息在地下，要么生活在水中。对于裸鼹鼠之类生活在地下的哺乳动物，向无毛进化是对地下大规模群居生活的适应。由于在地下，裸鼹鼠看不见同伴，它们的社会活动也只是挤在一起相互取暖，这时毛发的作用就显得多余。鲸鱼这类海生哺乳动物完全生活在水中，从不上岸，因此裸露的皮肤可以减小水的阻力，有助于长距离潜游。为了弥补保温层的缺失，鲸鱼拥有厚厚的皮下脂肪。相反，水獭等半水生哺乳动物则拥有浓密、防水的毛发，可以吸附空气，增加浮力，让水獭更易于向上游动。在陆地上，毛发还能保护水獭的皮肤。


  大象、犀牛（rhinoceros）、河马（hippopotamus）等大型陆上哺乳动物很容易处于过热状态，需要散去机体产生的大量热量，因此毛发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脱落。动物体型越大，身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就越小，散发体内多余热量的难度也就越大（相反，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身体表面积与体重之比较大，需要努力保留足够的热量）。在更新世期间（即200万年前～1万年前），犀牛、猛犸（mammoth）以及现代大象的其他近亲因为生活在寒冷环境中，身体披着长长的毛发，有助于它们保持体温，降低进食量。而今天，几乎所有大型哺乳动物都生活在闷热环境中，对于这些相对散热面积较小的动物来说，浓密粗长的毛发将会危及生命。


  人类体毛的脱落并不是对地下或水生生活的进化适应（尽管一个广为人知的假说认为，人类是从水生猿类进化而来的），也不是体型增大的结果，而是为了使人体保持凉爽状态，这可以从我们的高级出汗机制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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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体毛的好处


  多体毛vs.无体毛


  
    相对于覆盖着体毛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能更有效地散发多余热量。哺乳动物具有3种散发多余热量的腺体：顶泌汗腺、小汗腺和皮脂腺。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最外层皮肤（即表皮）都有很多顶泌汗腺。这些腺体集中在体毛毛囊附近，出汗时会在体毛表面形成一层油性汗液。这些汗液会在体毛表面蒸发，带走皮肤上的热量，降低动物体温。动物出汗越多，散热效果越差，因为油性汗液会使体毛缠结在一起，影响汗液的蒸发。相反，在人类的表皮上，小汗腺数量最多，它们所处位置接近皮肤表面，会通过微小的毛孔分泌稀薄的水性汗液。除了能直接从皮肤表面蒸发，小汗腺分泌的汗液还比顶泌汗腺分泌的汗液更容易蒸发，因而散热效果更好。


    
      [image: p040]

    

  


  散热机制


  人类的散热系统非常高级，以至于在酷暑天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一个人可以战胜一匹马。


  对于很多哺乳动物（不仅是大型哺乳动物）来说，保持身体凉爽是一个大难题，尤其是它们生活在燥热环境并因为长距离行走和奔跑而产生大量热量时。它们必须及时调节身体内部温度，如果过热，一些器官和组织（特别是大脑）就会受到损伤。


  哺乳动物用多种策略防止身体过热：犬类选择喘气的方式；大多数猫科动物在晚间凉爽时段最为活跃；羚羊则把动脉血中的热量转移到已通过呼吸冷却过的小静脉血中。但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出汗是主要的散热方式——皮肤分泌汗水，汗水蒸发时就会带走体表的热量。这种全身降温机制与蒸发冷却器（也称散热器）的原理相同，能极有效地防止大脑及身体其他部位因过热而受损。


  然而，出汗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哺乳动物的皮肤拥有三种腺体——皮脂腺（Sebaceous gland）、顶泌汗腺（apocrine gland，也称大汗腺）和小汗腺（eccrine gland），汗液就是由它们共同制造的。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皮脂腺和顶泌汗腺是主要产汗腺体，位于毛囊基部附近。它们的分泌物会在毛发上形成一层油性的、有时呈泡沫状的混合物（在奔跑的赛马身上就能看到这样的汗液）。这种出汗方式虽然有助于降温，但降温程度很有限。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小G·埃德加·福克（G. Edgar Folk, Jr.）和同事在20多年前就证实，当动物皮毛变得潮湿、被黏稠的油性汗液缠结在一起时，散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蒸发发生在毛发表面而非皮肤表面，毛发的杂乱无章阻碍了热传递。在热传递效率降低，可能威胁机体健康的情况下，动物必须大量饮水，而此时往往又没有现成的饮用水。因此，在酷热的夏天，如果全身长着毛发的哺乳动物被迫激烈地或长时间运动，就可能因热衰竭而虚脱。


  人类不仅没有毛发，还拥有数量极多的小汗腺（200万～500万个），每天能分泌多达12升的稀薄水性汗液。小汗腺并非聚集在毛囊附近，而是靠近皮肤表面，通过微小的毛孔排放汗液。裸露的皮肤，再加上汗腺直接将水性汗液分泌到皮肤表面，而不是聚集于皮毛上，使得人类可以非常有效地释放过剩热量。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E·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和犹他大学的丹尼斯·M·布兰博（Dennis M. Bramble）在《运动医学》（Sports Medicine）上发表论文指出，人类的散热系统非常高级，以至于在酷暑天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一个人可以战胜一匹马。


  其他观点


  
    为什么“水猿假说”站不住脚


    为了阐释人类裸露皮肤的进化过程，科学家提出过很多理论，其中最引人注意、获得支持最多的是“水猿假说”：人类进化曾经历过水生阶段。在1960年的一篇科普文章中，英国动物学家艾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爵士首次提出该假说，很快就得到英国作家伊莱恩·摩根（Elaine Morgan）的拥护，后者不断地在她的演讲和作品中宣扬这个假说。但问题是，这个假说显然是错误的。


    水猿假说认为，在700万年前～500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出现，使早期人类无法在他们偏爱的热带森林环境中生存，不得不适应沼泽、沿海和涝原的半水生生活，而且在此度过了约100万年。摩根认为，人类与水生和半水生哺乳动物拥有一些共同的解剖学特征，而与稀树草原的哺乳动物不同，这就是人类祖先曾经历过水生时代的证据。这里提及的解剖学特征包括裸露的皮肤、顶泌汗腺的减少以及皮下脂肪量的出现。


    水猿假说有三个站不住脚的地方。首先，在摩根列举的特征中，不同的水生哺乳动物本身就有很大差别，因此动物体毛的数量与它们的生存环境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其次，化石记录表明，水生栖息地有很多猎食性的鳄鱼和攻击性很强的河马等动物。在与这些猛兽对峙时，个体很小、自卫能力不足的人类祖先根本不是对手。第三，水猿假说太复杂。这种假说认为，我们的先祖从陆地生活转入半水生生活，然后再回到全陆地生活。正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波利斯分校的约翰·H·朗顿（John H. Langdon）所阐述的那样，对化石记录最直接的诠释是，人类一直生活在陆地上，人类裸露皮肤的进化动力源自气候变化——它使森林转变为稀树草原。从科学的角度看，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正确的。


    ——尼娜·G·雅布隆斯基

  


  



  裸露皮肤何时进化出现


  迁徙中的祖先


  
    尽管化石记录没有保存人类祖先皮肤进化的任何直接证据，但科学家根据化石上的其他线索，能估算出裸露的皮肤是在何时进化出现的。人类始祖（如南方古猿，左）可能和现在的猿类一样，更习惯于坐着生活，因为它们生活在果实和淡水丰富的森林环境中。但随着森林树木的减少和草原的扩张，他们之后的古人类（如匠人，右）不得不迁徙到更远的地方，寻觅包括肉类在内的食物。出现于160万年前的匠人或许是最早具有裸露皮肤和小汗腺的人类祖先。因为运动量增加，体内产生的热量更多，他们通过裸露的皮肤及小汗腺来散发多余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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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古猿


    生活于330万年前的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她类似于猿，因为腿短而不适宜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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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


    匠人是最早具有较长腿部适宜大步行走的古人类。这是一具发现于非洲图尔卡纳湖畔、生存在160万年前的男孩的骨架，他的四肢长度都有增加，更适合长距离行走和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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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竖起颈部毛发表示攻击，到有助于种族成员相互识别的体毛整体外形，这些事实都说明传递社交信号是毛发的重要功能。我们通过纹身、佩戴珠宝或其他首饰，来弥补毛发缺失带来的影响，而复杂的面部表情、用语言表达情绪，也是我们做出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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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热抗争


    为了散热，保持健康体温，裸露的皮肤不是古人类作出的唯一适应性转变，他们还进化出了更长的四肢，提高了身体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这也有利于散热。这种进化趋势似乎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关这种持续性适应的证据来自东非的一些部落，例如苏丹南部的丁卡部落（Dinka）。生活在世界最热地区的丁卡人具有很长的四肢，这可不是巧合。


    为什么现代人的四肢比例如此不同？当我们的祖先从非洲热带迁徙到其他较冷地区时，选择压力发生变化，使人类进化出各种不同的体型。

  


  裸露的皮肤


  为了有效释放多余热量，裸露的皮肤和以小汗腺为主的泌汗系统的形成时间，可能比160万年前更早。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没有毛发，而具有大量小汗腺的物种，因此在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世系进化分离时，一定发生了某些事件，让裸露的、能分泌水性汗液的皮肤得以出现。答案并不令人意外——这个转变最初是从气候变化开始的。


  利用动物和植物化石，科学家重建了古生态环境，结果发现大约在300万年前，地球曾进入全球降温期，人类祖先所在的非洲东部和中部变得干燥。随着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量降低，适宜早期人类栖息的茂密森林逐渐被开阔的稀树草原替代，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果、嫩叶、块茎和种子等食物越来越少，而且分布零散，季节性很强，甚至固定的淡水资源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为了应对资源减少的困境，人类祖先不得不放弃相对安逸的、以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不断长距离迁徙，寻找水和植物性食物，以获得维持生命必需的水分和热量。


  大概就在这一阶段，人类祖先的“食谱”里开始出现肉类——在考古学记录中，出现于260万年前的石制工具和被屠宰的动物的骨骼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对于植物性食物，动物性食物虽然能为人类祖先提供多得多的热量，但它们的数量少得多。因此肉食类动物的活动范围必须比食草动物更大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除了偶尔能碰到的动物尸体，猎物都是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猎食者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来捕获猎物。就人类捕食者而言，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类人猿从尚未完全脱离树上生活的南方古猿中脱离出来，腿变得更长，以便于大踏步行走和奔跑（毫无疑问，当身处野外时，这种现代化体型也匠人有助于它们自己避免被其他猎食动物捕食）。


  但活动量的增加会让人类祖先付出代价：身体处于过热状态的风险大大增加了。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模拟人类祖先在稀树草原上的活动，看它们的体温会升到多高。惠勒的研究以及我和同事在199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随着人类祖先的行走和奔跑距离增加，肌肉活动促使人体内部热量不断累积，就要求机体提高小汗腺的出汗能力，并使体毛脱落，以避免体温过高。


  这种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尽管人类化石无法保存皮肤，但科学家已经大概知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具有现代运动方式。利伯曼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拉夫（Christopher Ruff）各自进行的研究都表明，大约在160万年前，一种名为匠人（Homo ergaster）的早期人属成员的身体比例已经和现代人相当，足以应付长时间行走和奔跑。踝关节、膝关节和臀关节的表面形态也表明，匠人确实在以这种方式活动。因此根据化石证据，我们可以推测，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机体会产生更多热量，而为了有效释放多余热量，裸露皮肤和以小汗腺为主的泌汗系统的形成时间，可能比160万年前更早。


  关于人类何时进化出裸露皮肤的另一个线索，来自科学家对肤色遗传机制的研究。2004年，美国犹他大学的艾伦·R·罗杰斯（Alan R. Rogers）及其同事在一项研究中，检测了人类肤色基因之一——MC1R基因的序列。他们的研究表明，非洲黑人几乎都有一个MC1R基因的特殊突变，出现于120万年前。一般认为，人类祖先的皮肤呈粉红色，上面覆盖着一层黑色毛发，就像今天的黑猩猩一样。据此可以推测，能为人类祖先抵挡太阳光的体毛脱落后，黑色皮肤是必要的进化产物。因此，罗杰斯和同事的相关估算，为我们提供了裸露皮肤进化出现的最晚时间界限。


  基因证据


  即便没有毛发的保护，一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也能让人类皮肤不易受损，促进了裸露皮肤的形成。


  相对于时间和原因，人类祖先如何进化出裸露皮肤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这方面的遗传学证据难以寻找，因为与皮肤外观和功能相关的基因太多了。然而，通过大规模对比各个物种的全基因组序列，科学家找到了一些线索。研究表明，在人类和黑猩猩的DNA中，差异最大的是编码控制皮肤特性的蛋白质的基因。在人类中，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能赋予皮肤极佳的防水和耐磨性——在没有保护性皮毛的条件下，这两种特性非常重要。这一发现暗示，上述基因的出现，能减轻毛发脱落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裸露皮肤的形成。


  表皮的角质层（stratum corneum）是皮肤的最外层，特殊的结构和组成使它成为皮肤上的一层坚实屏障。角质层拥有“砖块+混凝土”般的结构：多层扁平的、含有角蛋白和其他物质的无生命角质细胞（corneocyte）就是“砖块”，而包裹每个角质细胞的、非常薄的油脂层则是“混凝土”。


  大多数调控角质细胞发育的基因都很古老，它们的序列在脊椎动物中非常“保守”（即发生突变的几率极小）。这些使人类角质细胞变得坚实的基因如此独特，意味着它们的出现对人类祖先的生存至关重要。只有在表皮中，这些基因才会编码一组特殊的蛋白质，比如新型角蛋白和内披蛋白（involucrin）。目前，很多实验室正试图揭示，机体以何种机制调控这些这些蛋白质的合成。


  其他研究人员还在研究体毛角蛋白的进化，希望借此弄清楚人类皮肤表面的体毛变得稀疏和纤细的机制。德国马尔堡市菲利普大学的罗兰德·摩尔（Roland Moll）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人类体毛上的角蛋白非常易碎，这就是人类毛发比其他哺乳动物更易断裂的原因。这一发现暗示，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毛发中的角蛋白对于生存的重要性不如其他灵长类动物毛发中的角蛋白，因此逐渐变得脆弱起来。2008年，摩尔发表了这项研究的相关细节。


  遗传学家急切希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皮肤中数量众多的小汗腺是如何出现的。几乎可以肯定，小汗腺的富集是通过一些基因变化实现的——这些基因决定着胚胎中表皮干细胞的命运。在胚胎发育早期，特定部位的表皮干细胞群与下方的真皮细胞发生互相作用，利用遗传机制驱动微环境中的化学信号，引导表皮干细胞分化成毛囊、小汗腺、顶泌汗腺、皮脂腺或普通表皮。目前，很多课题组正在研究表皮干细胞的微环境如何形成和维持。这些研究将阐明，是什么决定了胚胎表皮干细胞的命运，在人类中为何会有更多的表皮干细胞转变成小汗腺。


  
    虱子与人


    近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虱子，以寻找人类体毛为什么会脱落的线索。2003年，英国雷丁大学的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 和牛津大学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的沃尔特·波德默（Walter Bodmer） 指出，人类蜕掉体毛是为了摆脱能传播病害的虱子及栖息在体毛上的寄生虫的困扰，同时还可以展示他们健康的肌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头虱和体虱，以便弄清楚人类在皮肤裸露后多久开始穿衣服。


    尽管体虱以吸血为生，但它们主要栖息在衣服上。因此通过体虱的起源，我们大概能知道人类最晚从何时开始穿衣服。通过比较不同虱子的基因序列，研究人员能大致了解各种虱子在何时出现。这类分析表明，头虱自打出现，就开始折磨人类，而体虱的出现时间要晚得多。对虱子最早出现时间的估算显示，人类在皮肤裸露后100多万年才开始穿衣服。

  


  为何不是全裸


  是什么原因让人体部分地方仍然覆盖着体毛？


  在解释人类体毛为何要脱落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为什么人体部分地方仍然覆盖着体毛。腋毛和阴毛可能有两种功能：一是传播信息素（能使其他个体作出行为反应的化学物质），二是在我们运动时，减轻它们所在部位受到的磨损。至于我们的头发，很可能是为了隔绝头顶上过多的热量。这个说法貌似荒诞，但浓密的头发能在汗津津的头皮与温度较高的头发表面之间形成一种空气阻隔层。因此在炎炎夏日，尽管头发会吸收热量，但空气阻隔层能保持较低温度，使得头皮上的汗液能蒸发到阻隔层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度卷曲的头发能为脑袋提供最好的保护，因为它们会使头皮与头发外层之间的空间更大，空气能更好地流通。虽然关于头发进化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最早现代人类的头发很可能是高度卷曲的，而其他类型的头发是在早期现代人类从非洲热带地区扩散到其他地区后进化出现的。


  那么，不同人身上的体毛为什么会有差别？在很多族群中，人们几乎没有体毛，而有些族群的体毛却很发达。体毛稀少的人一般生活在热带地区，体毛发达的则多半生活在热带之外，但对后者而言，体毛并没有明显的保温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毛数量的差异与雄性激素有关，因为所有族群的男性均比女性的体毛多。很多理论认为，这是由性别选择作用造成的。一种理论就提出，女性更喜欢胡须和体毛多的男性，因为这样的男性更加阳刚和健壮。另一个假说则认为，男性钟情于容貌更为年轻的女性。这些假说虽然很有趣，但从未有人在人群中验证过它们，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体毛多的男性是否确实比体毛少的更加阳刚或健壮。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关于人类体毛浓密程度不一的任何解释都只是猜测。


  进化中的关键一步


  裸露的皮肤不仅有效降低了我们的体温，还使我们成为人类。


  体毛的脱落不只是人类祖先对新生活方式的适应，它对人类的后续进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部分体毛的脱落，以及小汗腺散热能力的获得，让大脑这一对温度最敏感的人体器官有可能显著增大。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平均为400立方厘米，与黑猩猩相当，而匠人的脑容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此后经过100万年的进化，人类祖先大脑的容量又增加了400立方厘米，接近现代人的大脑。毫无疑问，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大脑灰质的增加（比如古人类饮食结构的改变，能为大脑进化提供充足能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脑容量增大的过程中，体毛的脱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体毛的脱落还影响到人类祖先的社会活动。今天，尽管我们在理论上仍能控制毛囊基部的肌肉，竖起或放倒体毛，但体毛是如此纤细和稀疏，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它们来传递信息，而猫、狗和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经常通过竖起体毛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也没有斑马纹、豹斑等天生的修饰色。实际上，有人甚至推测，我们进化出复杂的面部表情等普遍存在的特性，或许就是为了弥补通过皮毛交流的能力的缺失。同样，在世界所有文化体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体绘、化妆、纹身等皮肤装饰行为，这是人们传递身份、地位和其他社会信息的重要方式——在很早以前，人类祖先都是通过皮毛来传递这些信息。此外，我们还通过姿势和手势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和意图，利用语言详细阐述我们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裸露的皮肤不仅有效降低了我们的体温，还使我们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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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体毛进化研究简史


  撰文 董为


  1871年


  查尔斯·达尔文（C. Darwin）发表了《人类起源与性选择》（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一书，用性选择说（Sexual Selection Hypothesis）来解释人类体毛的消失。他认为，由于体毛对保护身体是有利的，所以体毛的消失不是因为自然选择，而是性趋向的选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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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


  1960年


  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哈代（A. C. Hardy）提出了“水生说”（Aquatic Hypothesis）。他认为，在晚中新世至早上新世之间，生活在非洲海岸的人类祖先为了觅食和躲避猛兽进入水中，适应了水生生活而体毛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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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代


  1965年


  布雷斯（Brace C L）和蒙塔古（A. Montagu）出版了《人类进化》（Human Evoluion）一书，他们首次提出人类体毛的消失是由于狩猎的缘故，即“狩猎说”（Hunting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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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斯


  1967年


  莫里斯（D. Morris） 出版《裸猿》（The Naked Apes）一书，提出人类体毛的消失是由于从事狩猎活动，明确支持“狩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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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斯


  1971年


  克劳福德（M. A. Crawford）和桑克莱（A. J. Sinclair）指出，食草动物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linoleic acid）和亚麻酸（linolenic acid）是人类脑细胞和中枢神经发育的必需物质，因此人类脑量的增加与狩猎有很大关系。“狩猎说”得到生化方面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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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油酸分子示意图


  1972年


  摩根（E. Morgan）出版《女人的起源》（The Descent of Woman）一书，认为“狩猎说”是大男子主义的见解，她支持并发展了“水生说”。她提出，人类两性生殖器官及乳房的形态和位置与某些海洋哺乳动物相似就是“水生说”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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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


  约翰逊（D. C.Johanson）和同事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330万年前的古人类骨骼化石，经鉴定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并把它命名为“露西”。它的骨骸躺在蟹螯中间，同鳄鱼和龟的蛋混杂在一起，没被猛兽伤害和撕扯的痕迹。后来，在偏南一些的地方，约翰逊还在湖底发现了13具与露西类似的遗骸。这个发现也为哈代的“水猿说”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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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骨架化石


  1976年


  阿德里（R. Ardrey）出版了《狩猎假说》（The Hunting Hypothesis）一书，他认为人类祖先在狩猎活动中体温剧增，为了散热，人体进化出汗腺来替换体毛，从而提高散热效率。他还认为人类祖先的脑量扩增是在狩猎和食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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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猎假说》的封面


  1981年


  吕米耶（L. P. La Lumière） 提出，人类两足直立行走起源于长期的水中跋涉，说明人类有一段时期是在水里生活的，这为毛发消失的“水生说”提供了依据。


  1982年


  摩根（E. Morgan）出版了《水猿》（The Aquatic Ape）一书，她根据对非洲灵长类动物生活习性的观察提出，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水生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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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猿》的封面


  


  1984年


  摩根再次推介“水生说”，并指出现代人的一些解剖特征类似于水生和半水生的哺乳动物，而与稀树草原的哺乳动物不同。这些特征包括我们裸露的皮肤、减少的顶泌汗腺以及皮下脂肪的增加。


  1984年


  惠勒指出，哺乳动物的脑组织对温度非常敏感，不能忍受高温。人类和其他高等灵长类由于上身直立的时间较多，因此没有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的颈动脉丛散热系统，而是进化出了全身蒸发冷却系统。人类的脑量增大后，散发热量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因此要求体毛减少来提高散热效率。


  1985年


  惠勒再次指出，人类体毛的消失是由于适应人体散热系统的进化，并与人类体型及两足直立行走密切相关。直立时经受太阳辐射的面积大幅度小于四肢着地时，因而利于散热，而直立行走时头发的遮阳面积大于四足行走时，也有利于散热。


  1985年


  卡什伦（J. A. Kushlan）归纳了前人对人类衣着和体毛之间关系的解释，特别提出了衣着假说（Vestiary Hypothesis）。他认为，宽松的衣服既可以起到类似体毛的保温作用，又可以在衣服与皮肤之间保持空气流通而及时散发多余热量，比无法改变厚度的体毛更加适合温度多变的环境。


  1987年


  吴汝康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文章，对简史前述各种假说进行了综述与评论，提出早期狩猎和两足直立行走才是体毛减少和头发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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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汝康


  1994年


  雅布隆斯基（N. G. Jablonski）和同事指出，在赶路和奔跑中肌肉伸缩所释放的热量导致的体温升高，会促使人类的祖先进化更多的表皮汗腺来出汗，同时不断蜕化体毛，从而避免体温过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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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布隆斯基


  2003年


  帕格尔（Mark Pagel）和波德默（Walter Bodmer）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上发表文章，提出了“避免寄生虫骚扰假说”。他们认为，人类失去体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减少体表寄生虫的数量，因为覆盖着毛发的皮肤是虱子等皮外寄生虫的天堂，这里不但食物丰富，而且十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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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格尔


  2003年


  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避免寄生虫骚扰假说”并不正确，他认为人类大量脱毛是发生在200万年前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时期，而寄生虫在人类开始居住时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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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巴


  2004年


  罗杰斯（A. R. Rogers）和同事研究了测定人类皮肤色素的MC1R基因序列，发现这个特殊基因的一个变体总是出现在非洲裔黑人中，并测算出这个变体形成于120万年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皮肤何时开始裸露的最晚年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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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斯


  2007年


  利伯曼（D. E. Lieberman）和布朗伯（D. M. Bramble）研究了人类在马拉松比赛中的体能水平，发现人类的散热系统非常先进，大大胜过有体毛的哺乳动物。他们认为，人类散热系统的效率是如此的高超，以至于能使一个运动员在酷暑天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战胜一匹赛马。


  第二部分 生而为人


  


  人为什么能成为人


  
    人与黑猩猩基因组的相似度高达99%，人类独有的基因所占比例不到基因组的1%，但人与黑猩猩在各方面都有天壤之别。这1%的基因差异，究竟如何改造了人类？

  


  


  撰文 凯瑟琳·S·泼拉得（Katherine S. Pollard）


  翻译 杨宁宁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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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瑟琳·泼拉得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生物统计学家。2003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任职，主要从事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在此期间，泼拉得参与了黑猩猩基因组计划。她利用黑猩猩基因序列，去寻找人类基因组中进化最快的区域。2008年，她获得了美国斯隆研究基金的计算与进化分子生物学研究经费，开始研究人体内微生物的进化过程。


  本文译者


  杨宁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遗传、进化和环境系遗传学博士，目前主要从事美洲土著人遗传进化史相关研究。


  
    人与黑猩猩


    ● 在所有动物中，黑猩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两个物种间的基因组相似程度高达99%。


    ● 通过对人类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人类基因组中变化最多的一部分进行分析，或许可以找到让我们成为人类的基因序列。


    ● 上述发现能让我们认识到，为何在基因组差异极小的情况下，人与黑猩猩有如此大的差别。

  


  6年前，我有幸加入黑猩猩基因组国际测序小组。该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识别黑猩猩基因组中的DNA碱基——基因组这部“天书”的一个个“字母”。众所周知，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个物种，作为一位一直对人类起源有着浓厚兴趣的生物统计学家，我迫不及待地把黑猩猩与人类基因组序列放在一起比较。结果令人吃惊：人类与黑猩猩的DNA“蓝图”竟然有99%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从600万年前人类与黑猩猩谱系进化分离后，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字母中，只有1,500万个发生了改变，比例不足1%！


  进化理论认为，在这不足1%的改变中，绝大部分都几乎或完全不会产生生物学效应。然而，在这1500万个碱基中，肯定还隐藏着一些特殊成员，让我们成为不同于黑猩猩的人类。我决定要找出它们。从那时起，我和其他科学家就在人类基因中寻找这些DNA序列，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一段神秘的DNA序列


  通过对比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科学家发现了一段神秘的DNA序列：在人类出现之前，它几乎没发生改变，但人类出现后，它在人体内加速突变。


  虽然只是人类基因组的一小部分，但上千万个碱基仍是一个巨大的搜索区域。为了便于搜索，我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用于扫描人类基因组，寻找自人类与黑猩猩从共同祖先分离以来，变化幅度最大的DNA片段。由于大多数随机突变都是“中性”的，对生物体既没好处也没害处，它们会以稳定的速率不断积累，因此根据突变速率，科学家就能推算出两个物种在进化上已分离了多长时间（突变率通常被称为“分子钟的嘀嗒声”）。有时，基因组上某些区域的突变速率会突然加快——这是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的特征，其中有利于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突变会有更高的几率遗传给后代。换句话说，自人类与黑猩猩进化分离以来，基因组中变化最大的，很可能就是让我们成为人的那部分序列。


  2004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大型计算机群上，我编写的程序经过数月不断运行、调试和优化，最终为我输出了一个文件——快速进化的DNA序列清单，按变化程度的高低依次排列。当时，我的导师戴维·豪斯勒（David Haussler）就站在我身后，我激动地打开文件，看到了排在首位的DNA序列——由118个碱基组成，后来被命名为人类1号加速变化区（Human accelerated region 1, 缩写为HAR1)。利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基因组浏览器（genome browser），我开始着重研究这段序列。基因组浏览器是一个虚拟工具，能从公共数据库里的基因组信息中，挑选出与人类基因组某些序列相关的信息。我输入HAR1序列信息后，浏览器上显示出人类、黑猩猩、小鼠、大鼠和鸡的HAR1序列（当时，这些脊椎动物的基因组已被破译）。另一条显示信息是，虽然科学家此前并未研究过HAR1，也没有给它命名，但在以前的一些大规模筛选试验中，科学家曾在两个人类脑细胞样本中检测到HAR1的活性。当我和导师看到这条信息，证明HAR1可能是新发现的、具有活性的脑部基因时，兴奋得大喊：“太棒了！”


  我们中了大奖。众所周知，无论从体积、组织构造，还是从复杂程度上，人脑与黑猩猩的大脑都有着较大差异。但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何种发育和进化机制，赋予人类独一无二的大脑——HAR1很可能是打开这个神秘领域大门的钥匙。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HAR1序列（包括在那段时间内完成测序的另外12种脊椎动物），竭力挖掘所有与HAR1进化史相关的信息。结果显示，在人类出现以前，HAR1的进化速度极为缓慢。鸡和黑猩猩的分化发生在3亿年前，它们的HAR1序列（118个碱基）仅有两个碱基不同；人类与黑猩猩的分化时间远短于3亿年，但两者的HAR1序列却有18个碱基的差异。在人类出现前的几亿年里，HAR1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说明这段序列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人类出现后，它突然产生变化，说明在人类谱系中，HAR1的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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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差异：


  虽然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组相似程度高达99%，但在很多重要特征上，人类与黑猩猩有着明显区别。新研究正逐步揭示，基因组中的哪些序列使两个物种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


  2005年，一个可能揭示HAR1功能的重要线索浮出水面。我的合作者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皮埃尔·范德海根（Pierre Vanderhaeghen）造访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时，从我们实验室带走了一只装有HAR1拷贝的玻璃瓶。后来，他利用这些拷贝设计了荧光分子标记，当HAR1在活细胞内被激活，合成相应的RNA时，荧光标记就会发光。一般说来，细胞中的基因开始表达时，首先会合成能在细胞内移动的信使RNA，细胞再以信使RNA为模板，合成自己需要的蛋白质。范德海根的荧光标记实验显示，在一种大脑神经细胞中，HAR1处于活跃状态。对于发育中的大脑皮层而言，拥有活跃HAR1的神经细胞能显著影响大脑皮层的形态和布局。如果这些细胞出了问题，会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认知障碍——无脑回畸形（lissencephaly，俗称“平脑症”）。平脑症患者的大脑皮层缺乏特征性皱褶，皮层表面积明显变小。在成年人中，上述神经细胞功能失常则可能引起精神分裂症。


  因此，HAR1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和部位发挥作用，帮助大脑形成正常的脑皮层（其他证据表明，HAR1在精子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发挥作用）。但是，这一小段DNA序列究竟如何影响大脑皮层发育？到目前为止，我和同事还在为解开这个谜团而努力，我们希望尽快找到答案：HAR1序列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快速突变可能显著改变了我们的大脑。


  HAR1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那引人关注的进化史，还因为它不编码任何蛋白质。过去几十年，分子生物学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编码特定蛋白质的基因上，因为蛋白质是组成细胞的基本元件。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科学家才发现，能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只占了人类基因组的1.5%。其余98.5%的序列有时被叫做“垃圾DNA”，其中包括调控其他基因表达的DNA序列；只会转录成RNA，而不翻译成蛋白质的基因（即非编码RNA基因）；还有一些DNA序列的功能才刚刚为科学家所了解。


  基于HAR1序列的结构特点，我们推测它是编码RNA的基因。200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索菲·萨拉玛（Sofie Salama）、哈勒·伊格尔（ Haller Igel）和曼纽尔·阿瑞斯（Manuel Ares）证实了我们的推测。他们的试验结果表明，HAR1序列存在于两个重叠的基因中，为两个基因共同拥有，它编码一种全新的RNA结构，不同于已知的所有6类RNA基因。这6类RNA基因包括上千个RNA基因家族，每个家族在细胞中编码的RNA的结构和功能都不相同。另外，HAR1也是第一个有过文献记载的、似乎经历过正向选择的非编码RNA基因。


  现在看来，这118个碱基如此引人注目，以前却没人研究过它们，似乎有些令人吃惊，但由于缺少比较全基因组的技术，科学家在当时很难认识到，HAR1并不是一段“垃圾DNA”。


  实验


  
    基因组扫描


    为了在基因组中找出“让人成为人”的DNA序列，本文作者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用于寻找人类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变化最多的DNA序列。排在首位的一段序列由118个碱基组成，被称为“人类1号加速突变区”（HAR1）。在大多数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中，这段序列变化极小，比如黑猩猩和鸡的这段序列只有两个碱基不同。然而，人和黑猩猩的HAR1序列却有18个碱基不同，说明HAR1在人类中具有一个重要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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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黑猩猩的DNA序列相比，人类的HAR1出现了较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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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鸡的DNA序列相比，黑猩猩的HAR1相应序列只有两个碱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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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突变


  加速突变区虽然只是人类基因组的一小部分，但这些区域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基因网络的活性，使生物体发生重大改变。


  基因组序列高度相似，为什么人类和黑猩猩却有如此大的差异？科学家通过对比其他物种的基因组，找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信息。最近几年，科学家测定了上千个物种的基因组序列（大部分为微生物），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基因组发生突变的次数，碱基突变发生在基因组上的哪个位置，可能对生物体的影响更大——制造一个新物种，并不需要大规模改动基因组。整体上讲，从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进化到现代人类的过程中，分子钟的走动并未加快，只是在基因组的某些区域上，突变速率突然加快——这些区域的变化会对生物体产生重要影响。


  HAR1正是这样一个重要区域。我发现，与人类语言能力有关的FOXP2基因也包含了一段加速突变序列。这个基因在语言方面的作用由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他们在2001年发表文章称，如果某人的FOXP2基因发生突变，即使他具备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也无法做出一些微妙而快速的面部动作，而这些动作是正常谈话所需要的。一般说来，人的FOXP2基因序列与黑猩猩的有几处不同：两个碱基突变使该基因的蛋白产物发生改变，还有些突变可能影响蛋白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发挥功能。


  两年前的一项研究，还让我们看到FOXP2基因是何时出现在古人类中的：2007年，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科学家从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中，提取了FOXP2基因，并进行测序，他们发现这些灭绝人种带有和现代人类一样的FOXP2基因，说明尼安德特人也许能和我们一样发音。根据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祖先进化分离的时间判断，FOXP2基因肯定出现于50万年前。人类语言与其他物种的“口头交流”相比，大部分不同之处并非来自语言的外在形式，而是认知能力——这与动物的大脑体积相关。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与身体的体积比要比科学家预想的更大，而且与黑猩猩进化分离至今，人类的大脑体积是猿类祖先的3倍多——这似乎是个突然增大的过程，而遗传学家才刚刚对此进行研究。


  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中，大脑体积相关基因的最佳研究案例莫过于ASPM基因，该基因上的缺陷将导致原发性小头畸形症，患者的脑体积不及正常人的30%。对这类患者进行的遗传学研究表明，ASPM和其他三个基因（MCPH1、CDK5RAP2和CENPJ） 控 制着大脑体积。最近，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科学家表示，在灵长类动物进化过程中，ASPM基因经历了几次快速突变，这正是正向选择的标志。其中，至少有一次突变发生在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的人类祖先中，对人类大脑的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对而言，基因组的其他部分对人脑形态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编写的那个扫描程序除了发现HAR1外，还发现了另外201个人类基因组加速突变区，其中大部分区域都不编码蛋白质，甚至不会转录成RNA。英国桑格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也观察到了人类基因组中的加速突变区。实际上，这些突变区都是调控周围基因表达的DNA序列。令人吃惊的是，在加速变化区周围的基因中，50%以上都跟大脑发育及其功能有关，而且它们编码的蛋白质还能调控其他基因的活性（FOXP2基因也是这样）。因此，所有加速突变区虽然只是人类基因组的一小部分，但这些区域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基因网络的活性，深度改变人类大脑。


  适应性改变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人体产生了很多适应性改变：更多的淀粉酶基因拷贝让我们可以消化高淀粉食品，突变后的乳糖酶基因让很多成年人能消化乳糖……


  虽然遗传学研究大多致力于阐明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但科学家也在探索人体其他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如何进化出来的。HAR2（人类2号快速突变区）是一段基因调控序列，它的突变速率仅次于HAR1，目前已成为又一个研究焦点。2008年，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研究表明，相对于非人灵长类动物基因组中的对应区域，HAR2上有数个碱基发生突变。正是这些突变，让HAR2能在胎儿发育期激活孩子腕部和拇指中的基因，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相应DNA序列则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HAR2上的碱基突变促使人类手部形态发生变化，让手更加灵活，便于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


  研究发现


  区别DNA


  在寻找人类独有的DNA序列的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与黑猩猩不同的人类DNA序列。下图展示了部分这类序列以及它们的一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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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形态改变，我们祖先在行为和生理上的变化，也有助于他们适应环境变动。100多万年前，人类征服了火；1万年前，农业出现。这些改变让我们的祖先更容易获得高淀粉食物。不过，行为和文化的改变并不能保证人们充分利用高热量食物，我们的祖先必须从遗传机制上适应它们。


  AMY1基因上的突变，就是祖先们作出的一次适应性改变。这个基因编码唾液淀粉酶（salivary amylase），能快速分解食物中的淀粉。哺乳动物的基因组中，含有多个AMY1基因拷贝，不同物种甚至不同人之间，该基因的拷贝数都会不同。不过，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AMY1基因拷贝数尤其多。200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遗传学家证明，基因组中AMY1基因拷贝数越多的人，他们唾液中含有的淀粉酶也越多，能消化更多的淀粉。因此，AMY1基因的进化不仅涉及特定碱基突变，还涉及基因拷贝数的变化。


  另一个与饮食相关的适应改变与乳糖酶(lactase ，简写LCT)基因有关。乳糖酶是哺乳动物用于消化乳糖（lactose）蛋白质。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只有在哺乳期才能消化乳糖。但在大约9000年以前——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人类基因组发生了某些变化，让成年人也拥有了乳糖酶，可以消化乳糖。改良后的乳糖酶在欧洲和非洲人群中独立进化，因而这两个大陆的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消化家畜生产的奶类食品。他们对乳糖具有高度耐受性，远非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可以比拟，比如亚洲和拉丁美洲人，这两个大陆的成年人大多携带原始的乳糖酶基因，很难消化乳糖。


  乳糖酶基因并非唯一已知的、正在人类中进化的基因。通过黑猩猩基因组计划，科学家发现了另外15个正在人类中发生改变的基因。这些基因的原始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猿类祖先中，在其他哺乳动物体内也能正常发挥作用，但在现代人类中，原始型基因却与阿尔茨海默病、癌症等疾病相关。这些疾病中，有几种只会困扰人类，或在人类中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科学家正在研究上述基因的功能，并试图解释原始型基因为什么会导致不适应症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医生辨别哪些人更容易患致命性疾病，帮助患者抵抗病魔，还有利于科学家开发新疗法。


  DNA上的病毒遗迹


  很多致命病毒都曾将自己的DNA插入人类基因组。为了生存和繁衍，人类基因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在当今人类的DNA上，至今仍残留了古老病毒以及人类抗争的遗迹。


  战胜疾病，将自身基因遗传给后代——在人类和所有物种的进化史上，这似乎是个永恒的主题，而最激烈的斗争，往往发生于免疫系统中。每当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里寻找正向选择的迹象时，头号候选对象通常与免疫系统相关。为什么进化要大幅“修改”


  生物体的基因？答案并不令人惊奇：在没有抗生素和疫苗的年代，生物体要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在适育年龄感染致命疾病。对于人体防御而言，提升免疫系统的进化速度是适应病原体的一贯策略，这也导致了人与微生物之间的一场进化上的“军备”竞赛。


  抗争的记录至今存在于我们的DNA中，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es）留下的印记尤为明显。在人体内，这些病毒要生存和繁衍，必须将自身遗传物质插入人类基因组。因此，在我们的DNA中，散布着很多病毒基因组的拷贝，它们大多来自数百万年前会引发疾病、如今已不再流行的逆转录病毒。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毒基因也会像人类其他DNA序列一样发生突变并不断累积，因而这些基因虽然相似却并不相同。通过测量病毒基因间的差异程度，科学家可以利用分子钟技术，推断相应的逆转录病毒最初是何时感染人类的。由于宿主免疫系统的基因需要不断改变，以对抗进化中的逆转录病毒，这些古代感染性疾病留下的痕迹，也能在免疫基因上观察到。


  PtERV1就是这样一个已不再流行的古老病毒。在现代人类中，一个叫做TRIM5α的蛋白能够阻止PtERV1及类似逆转录病毒的复制。遗传证据显示，400万年前，PtERV1引起的传染病，曾给非洲的远古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类带来一场大灾难。2007年，为了了解不同灵长类动物如何对付PtERV1病毒，美国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科学家利用黑猩猩基因组中，许多发生过随机突变的PtERV1基因拷贝，重建了PtERV1的原始基因序列，并复制出这个古老的逆转录病毒。然后，他们展开一系列试验，观察人类和大型猿类动物的TRIM5α蛋白如何抑制PtERV1。研究结果表明，人体内编码TRIM5α蛋白的基因曾发生过一次单碱基突变，让我们的祖先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祖先更能抵抗PtERV1感染（人类TRIM5α蛋白上的其他改变，可能是在对抗PtERV1类似病毒时进化出来的）。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TRIM5α蛋白上也有一系列变化，这或许是它们的祖先战胜逆转录酶病毒的证据。


  然而，人类战胜一类逆转录病毒，并不意味着也能成功对抗其他病毒。TRIM5α蛋白上的改变，帮助人类击败了PtERV1，但这样的改变却难以对付HIV。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解开一个谜团：为什么HIV会在人类中引发艾滋病，却对非人灵长类动物没有影响？显然，进化是一个谨慎的过程，可以踏出试探性的一步，如果出错也可以立即退后两步。有时，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已经鉴别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候选基因，它们能帮助我们从遗传学上解释人类的独特之处。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类基因组的了解还停留在基础阶段，尤其对于HAR1、HAR2等非编码序列的认识，还存在巨大的缺陷。


  这些快速进化的、人类独有的基因序列为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要弄清楚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人类，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组成人体的蛋白质单元，而是进化如何通过改变人体内不同基因的表达时间和地点，然后以一种全新方式重新组装蛋白单元。目前，全球数千个实验室正展开试验和计算机模拟研究，阐明人类基因组中98.5%的非编码序列到底有何作用——每天的进展都让我们感觉到，这些序列越来越不像无用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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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部形状：在基因组中，特定序列上发生的改变会对脑部产生戏剧性影响。例如，相对于正常人脑（上图），ASPM基因的突变会使脑部体积产生显著缩小（中图），说明该基因在人脑进化为大体积脑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同时，在发育过程中，如果内含活跃HAR1的神经细胞功能失常，大脑皮层就不能正常折叠（下图），从而导致严重疾病，这一现象说明，HAR1对于健康大脑皮层的形成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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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智慧是煮出来的


  美国人类学家兰厄姆认为，正是因为学会了用火，吃上了熟食，人类智慧才发生了飞跃。


  撰文 雷恰尔·莫勒·戈尔曼（Rachael Moeller Gorman）


  翻译 杜珍辉


  理查德·兰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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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饪：兰厄姆认为，正是因为直立人学会了用火，吃上了熟食，大脑容量才进化到今天的大小。


  ◎疑问：很多科学家质疑兰厄姆的理论，因为只有极少的证据表明直立人学会了用火。其中一个证据是，在中国周口店，考古学家发现直立人曾向篝火中扔朴树种子（能产生漂亮的火花）。


  ◎晚饭：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我们都希望下班回家后吃到香喷喷的晚饭——当然，都是煮熟的。


  


  外形奇特的坚果是黑猩猩的美食。不过，估计没人愿意和它们分享——除了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这位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为了完成一项长达20年的野生黑猩猩研究项目，在乌干达西部与黑猩猩共处了数年。在此期间，他曾几度和黑猩猩分享坚果，他对这种“美食”的评价可想而知：“纤维太多，味道苦涩，吃了胃胀得难受。如果人类全吃这些东西，没人能活下去：口感差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咀嚼和消化功能远不如黑猩猩，很难从这些食物中获得足够能量，也就无法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


  1997年一个凉爽的秋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里，兰厄姆盯着自家壁炉发呆。实际上，他在思考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人类的进化？黑猩猩的食物在他的脑袋里若隐若现。兰厄姆回忆说：“当时，我意识到烹饪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煮过后，高纤维含量的果子、块茎以及生硬的肉类将更易消化，咀嚼时花费的能量也大幅减少。因为食用熟食，我们的远祖在进化过程中，胃肠道明显缩短；原本供给大型消化系统的能量，就可能用于促进进化——脑容量更大、个子更高。


  提出这个理论后，兰厄姆用10年时间收集证据，希望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过，很多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兰厄姆是研究黑猩猩的，并非生物进化学家，他的理论肯定有缺陷。而且考古资料显示，在兰厄姆理论提到的时间段里，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学会使用火种。


  兰厄姆首次接触黑猩猩，是在1970年，那时他还是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的学生。在古道尔的带领下，他开始研究生态压力（尤其是食物分配）对黑猩猩群体的影响。而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莫过于对黑猩猩暴力的洞察。1996年，兰厄姆以黑猩猩暴力为主题，出版了一本著作——《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尽管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但10年前的“灵光一现”至今仍困扰着他：“我一直想从黑猩猩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弄清楚是什么因素促进我们的类猿祖先演变成人。”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烹饪”上，认为这是人类大脑和身躯不断扩大的真正原因。


  发生在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160万～190万年）身上的变化，验证了兰厄姆的理论。直立人的脑容量至少是他们的祖先能人（H.habilis）的1.5倍，牙齿尺寸却大幅下降——缩小程度是整个人类进化史中最大的。兰厄姆说：“烹饪对人类进化的影响在此阶段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然而，“烹饪理论”的漏洞也很明显：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我们的祖先还不会使用火，又怎么会生火煮饭呢？其他科学家认为，大概50万年前，人类才学会了用火做饭。甚至还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冰河期（距今20万～4万年）才是人类烹饪史的起点。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Loring Brace）说：“尼安德特人的确发明了土灶烹饪法（earth oven cookery），但确切时间应该在20万年前。”布雷斯和很多科学家都认为，直立人脑袋变大、牙齿变小的原因并非烹饪，而是因为它们开始食用高能量、柔软的肉质食物。


  面对争议，兰厄姆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他调查了至今仍以狩猎为生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结果发现，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一个族群还在生吃食物。这足以说明现代人类已完全适应了以熟食为生的生活，因为只有吃煮熟的食物，才可能获得足够能量，以满足大脑生理活动的需求（脑组织需要的能量是骨骼肌的22倍）。高纤维含量的果子和块茎根本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兰厄姆和同事推算，直立人（平均身高约160厘米，体重60千克）要想生存下去，每天必须食用5.5千克蔬菜或2.7千克肉食。针对现代女性的研究表明，长期吃素会缺乏能量，导致月经不调；而在食谱中添加生肉，并不能起到补充能量的作用。有数据显示，如果以黑猩猩的咀嚼速度进食（每小时可获得400大卡），直立人每天得咀嚼生肉5.7～6.2小时，才能满足能量需求——也就是说，除了寻找食物，其他的时间都得用在嘴巴上。


  为了证明烹饪确实可以提高能量摄入量，兰厄姆与研究消化系统进化的生物学家——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的史蒂芬·塞科尔（Stephen Secor）合作，研究胃肠道对不同食物的分解效率。他们发现，巨蟒吃了煮熟的食物后，胃肠道分解熟食的速度，明显比分解生硬食物快。原因在于，加热会改变蛋白、淀粉的物理结构，大大提高酶蛋白的工作效率。


  火种的使用问题似乎是兰厄姆理论的唯一漏洞。不过，他找到的一些早期资料显示，直立人的确知道如何使用火。在肯尼亚库比福拉地区（Koobi Fora），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人类学家拉尔夫·罗列特（Ralph Rowlett）发现了160万年前的焦土，而且土中还含有多种木材燃烧后的灰烬。由于焦土附近并没有燃烧过的树根（如果树木被闪电击中而燃烧，只会有一种灰烬，树根部分也应该有燃烧迹象），罗列特推断，直立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火。接下来，他准备研究在库比福拉地区发现的淀粉颗粒，以确定直立人曾在这里煮（或烧）过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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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考促进人类进化的因素时，兰厄姆说：“我意识到，烹饪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但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表示，除非兰厄姆能证明直立人普遍学会了用火，否则他的理论很难令人信服。此外，关于人类大脑容量和躯体的增大，其他基于食物的理论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不用考虑火的问题。1995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ie Aiello）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生理学家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共同提出了“高耗能组织假说”（expensive tissue hypothesis）。他们的主要观点与兰厄姆理论比较相似：在灵长类动物大脑变大的过程中，胃肠道必然变短。二者的分歧在于，在高耗能组织假说中，食用高能动物性食物（如骨髓和大脑），才是人类大脑容量和躯体变大的根本原因。


  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证明直立人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火，兰厄姆只好寄希望于DNA分析技术。他说：“对比现代人类与直立人的遗传数据，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利用这项技术，我们可以推算某些人体特征出现的时间，比如人类在什么时候进化出了对美拉德反应（Maillard reaction）产物的抵抗能力。”


  尽管证据不充分，但某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兰厄姆理论的价值。他们甚至认为，这一理论可能动摇现有的人类进化理论。兼任美国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主席的艾洛对此极为关注：“谁提出了这个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听听兰厄姆的分析，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原始资料。有时，最富创造性的想法会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古道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提出的“并非只有人类能制造工具”的理论震惊了世界。对于古道尔的理论，艾洛肯定地说：“这是我所知道的，对灵长类动物研究最好、最有价值的阐释，也让我们对人类进化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有一天，兰厄姆理论得到证实，我们必须感谢那位世界上最早的“厨师”。正是他从篝火中掏出一个烧焦的植物块茎，勇敢地吃下去，人类才有了饮食文明，我们的脑袋才变得越发聪明。没有“厨师祖先”，我们无法了解人类的过去，更别说吃上可口的食物。


  
    环球科学小词典


    高耗能组织假说：只有具备低消耗肠胃的动物，才能为高消耗（容量大）的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大容量大脑对代谢的高要求，必须由胃肠道相应缩短来弥补。


    美拉德反应由法国化学家美拉德（L.C.Maillard）于1912年提出，是指氨基化合物(如氨基酸、蛋白质等)和羰基化合物(如脂质、类固醇等)之间发生的反应。食品加工过程中经常发生美拉德反应，是食品香味产生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会使食品的营养价值降低，还会产生毒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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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加速人类进化}


  如今的人通常长寿，足以拥有成为祖父母的机会，但历史上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直到3万年前，祖父母才在早期现代欧洲人家庭中普遍出现。老年人数量的激增成为同时期欧洲新的工具类型和艺术形态革新的驱动力，这或许是我们这支人类成功的奥秘。


  撰文 蕾切尔 卡斯帕里（Rachel Caspari）


  翻译 陆艳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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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切尔· 卡斯帕里是中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尼安德特人、现代人起源，以及长寿的进化。


  本文译者


  李辉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从事分子人类学研究，通过人类基因组分析人类起源、迁徙和微进化。


  陆艳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研究人群遗传结构和群体分化。


  



  
    长寿的进化


    如今的人们通常长寿，因而足以拥有成为祖父母的机会，但进化史上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近期对牙齿化石的研究显示，诸如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类很少能够活到成为祖父母的年龄。


    直到3万年前，在早期现代欧洲人中祖父母才首次普遍出现。


    老年人数量的激增，成为同时期欧洲新的工具类型和艺术形态革新的驱动力，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现代人比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类更具优势。

  


  1963年夏，我6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从费城出发，前往洛杉矶看望母系亲属。我和外祖母非常熟悉，因为她曾帮助母亲照顾我以及比我小18个月的双胞胎弟弟们。在与我们一起生活前，外祖母一直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外祖母的母亲。我来自一个长寿的家庭，外祖母出生于1895年，而她的母亲生于1860年，两人最终都活过了100岁。我和两位老人相处了几周时间，从她们讲述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在这个跨越四代人的社会网络中，我又处于什么位置。沿着她们的回忆，我似乎来到了美国内战刚刚结束，重建刚刚开始的那个时期，深切体会到我的祖辈当年所经历过的那些艰辛，以及他们对心中信念的坚持。


  这并不是我独有的故事。在人类社会里，老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言传身教，传输智慧，为孩子的家庭以及更大的家族群体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寿命通常较长，最后大多会成为祖父、祖母。但在人类历史上，祖父祖母这个角色，并不是一直都有。那么，祖父母是从何时开始变得普遍，他们对人类进化又有哪些影响？


  我和同事的研究表明，直到人类史前史相对较近的时期，祖父母级的老年人才开始变得普遍。而且，随着这一变化的出现，人类文化同时发生变迁，明显朝着现代行为的方向发展，比如相互间的交流依赖于文字符号，而符号化的交流，正是艺术和语言的基础。这些发现表明，寿命变长对人口数量、社交和早期现代人的遗传都有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解释，现代人为何能在与尼安德特人等古人种的竞争中胜出。


  牙齿上的年龄证据


  要想弄清祖父母从何时开始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固定群体，我们首先要知道，在以往人群中，各个年龄层的人口比例——即儿童、育龄人口和年轻成年人的父母各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再现古人类的人口情况非常棘手。一方面，整个古人类群体的情况不可能有化石记录，古生物学家更倾向于研究化石个体。另一方面，早期人类的成熟速率与现代人不同，甚至在现代人内部成熟速率都不同。但在一些古人类遗址中，科学家从同一地层中发掘出了大量的人类化石，他们可以准确地估算出这些古人类的死亡年龄——这对了解史前人类群体的人口构成至关重要。


  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西北方大约40千米的克拉皮纳镇，有一处岩棚遗址。约一个世纪前，克罗地亚古生物学家德拉古丁·乔伊安诺维奇－克拉姆博格（Dragutin GorjanovicKramberger）发掘出了大约70个尼安德特人的遗骸碎片，其中大多数都位于同一个地层，大概距今13万年。许多化石彼此距离很近，而且很容易看出，这个土层是迅速累积起来的。另外，许多遗骸共有的独特遗传特征也暗示，克拉皮纳遗址的这些化石很可能来自同一个尼安德特人群体。与大多数化石一样，克拉皮纳遗址中保存最好的是牙齿化石，因为牙齿中矿物质含量较高，不容易降解。幸运的是，通过分析表面的磨损程度，以及内部结构里与年龄相关的变化，牙齿化石恰好是鉴定死亡年龄的最佳材料。


  1979年，在我开始研究祖父母的进化之前，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米尔福德·H·沃尔波夫（Milford H. Wolpoff）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利用牙齿化石，研究了克拉皮纳遗址中尼安德特人的死亡时间。由于人类的臼齿是按一定顺序萌出的，米尔福德参照观察记录中，现代人最早萌发牙齿的时间，估算出了尼安德特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臼齿的萌出时间分别为6岁、12岁和15岁左右。在人的一生中，由于咀嚼产生的磨损会以一个稳定的速率积累，所以当第二臼齿刚刚萌出时，第一臼齿已经历6年的磨损，当第三臼齿刚刚萌出时，第二臼齿则已经历了3年的磨损。


  通过反推，我们可以推断：一颗历经15年磨损的第一臼齿应属于一个21岁的尼安德特人，有15年磨损的第二臼齿属于27岁的尼安德特人个体，而历经15年磨损的第三臼齿属于30岁的尼安德特人（这些估算值与实际情况有一年误差）。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来鉴定死亡年龄的方法，是根据牙齿研究者A·E·W·迈尔斯（A.E.W. Miles）在1963年发明的技术改造而来的，这种方法最适合用于研究大量的青少年牙齿样本，而克拉皮纳正符合这一条件。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牙冠磨损严重，甚至完全腐蚀，用这个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牙齿则会产生较大误差。


  沃尔波夫的研究表明，克拉皮纳遗址中的尼安德特人死亡时都很年轻。研究了几年的寿命演化后，我在2005年决定用一种新方法重新观测一下这些样本。我想确认的是，我们有没有因为磨损分析的一些固有局限性，让一些老年尼安德特人的样本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了。我与克罗地亚国家博物馆的雅科夫·拉多维奇（Jakov Radovic），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的史蒂文 ·A·戈德斯坦（Steven A. Goldstein）、杰弗里·A·梅干克（Jeffrey A. Meganck）和丹纳·L·比冈（Dana L. Begun），以及中央密歇根大学的一些学生一起，开发了一种新的非破坏性方法——高分辨率三维微电脑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简称“微CT”），用于重新估算克拉皮纳遗址中尼安德特人的死亡年龄。我们特别观察了牙齿中一种名为次生牙质（secondary dentin）的组织，这种物质的含量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多，当牙冠磨损太厉害时，次生牙质的含量有助于判断一个人的年龄到底有多大。


  在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提供的扫描帮助下，我们的初步发现证实了沃尔波夫的结果，磨损分析法也经受住了考验：克拉皮纳遗址中，尼安德特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没有一个人活过30岁（这并不是说所有尼安德特人都未活过30岁，在其他遗址的一些尼安德特人化石中，有少数活到了40岁） 。


  根据今天的标准，克拉皮纳遗址的情况让人难以想象。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30岁正值壮年。较近时期以狩猎为生的古人类的寿命都超过了30岁。然而，克拉皮纳遗址的尼安德特人的这种情况，在早期人类中并不罕见。在其他出土大量人类化石的遗址中，有些化石的情况与上述尼安德特人类似，比如西班牙阿塔坡卡地区胡瑟裂谷遗址，那里出土的人类化石距今大约60万年。在这个遗址，青壮年的死亡率很高，没有一个人活过35岁，甚至活到这个岁数的人都屈指可数。也许，灾难事件或遗骸在石化时所处的条件，不利于这些遗址中老年人遗骸的保存。但对化石记录进行广泛调查之后，我和同事认为，在古人类中，早逝是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案，因为我们调查过的化石不仅来自化石出土量异常多的遗址，还有出土量很少的遗址。借用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来说，史前生活是险恶、荒蛮而短暂的。


  祖父母的出现


  微CT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技术，通过它，我们可以细致而深入地研究古人类化石，确定老年人的年龄。但在几年前，这种技术还没有出现。当我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李相熙（Sang-Hee Lee）准备放眼人类进化史，寻找人类寿命的演化证据时，我们采用了当时可以找到的最好办法：牙齿磨损分析。


  但我们面临严峻挑战。大多数人类化石并不是出土于克拉皮纳这样的遗址（保存有数量庞大的人类化石，并且这些化石都来自同一人类群体）。由于样本较少，统计结果不太可靠，因此一个遗址出土的化石样本越少，越难准确估算人类个体的平均死亡时间。


  不过，我们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回答祖父母是从何时开始普遍存的。我们不打算研究早期人类活了多久，而是从另一个问题着手：这些个体中老年人有多少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关注绝对年龄，而是计算相对年龄，搞清楚能活到“祖父母级”的成年人占多少比例。我们的目标是评估老年人和年轻人比例的变化，即OY值（ratio of older to younger adults）。在灵长类动物中，包括很晚才出现的现代人，第三臼齿一般是在成年并具备生殖能力时才萌出的。根据尼安德特人，以及同时期以狩猎卫生的古人类的相关数据，我们估算出，在这些古人类中，大约在15岁时就拥有了第三臼齿，有了第一个孩子。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打算以30岁作为古人类初次成为祖父母的年龄。和当今的情形一样，有些妇女可能在15岁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她们的孩子也在同样的年龄生育了下一代，让原来的母亲升级为祖母。


  在我们看来，任何30岁以上的古人类化石个体都可视作老年人，或者说可以成为祖父母。OY值的优点在于，不管成年时间发生在10岁、15岁还是是20岁，年长或年幼个体的数目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老年阶段的开始时间会随着成年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由于我们只将化石分为年轻和年老这两大类别，因而我们可以分析各种各样的小规模化石群，无须考虑绝对年龄的不确定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计算了4批规模较大的化石样本的OY值，这些样本来自768个古人类，时间跨度约有300万年。第一批化石是晚期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他们都是“露西”的近亲（参见《环球科学》2007年第1期《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距今150万～300万年前居住在东非和南非。另一批属于人属的早期成员，在距今50万～200万年前遍布世界。第三批是距今3万～13万年前的欧洲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s）。最后一批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期阶段的现代人，大约生活在距今2万～3万年前，给我们留下了精致的文化遗存。


  尽管寿命随着时间流逝而延长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最终结果还是让我们大感惊讶。在所有样本中，我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较微弱的趋势：人类寿命会随时间流逝而延长，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人与更早一些的古人类相比，OY值的变化非常大，上升了5倍之多。也就是说，尼安德特人中，每出现10个死亡年龄在15～30岁之间的年轻个体，仅会出现4个大于30岁的老年个体。相比之下，每10个同样情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轻个体，则对应着20个老年个体——可能成为祖父母的人。我们有时担心，这个结果的出现，会不会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被埋葬的大多是老年人的缘故？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我们又分析了一些样本。我们这次选取的样本中，只有未被埋葬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但我们还是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结论很明确：在进化史上，成年人的寿命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了大幅提升。


  寿命因何延长？


  现在，我和李相熙教授已经证实，在现代人进化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有机会成为祖父母的个体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但同时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从生物学上讲，现代人和古人类在遗传上，进而在人体结构上有多种不同，而长寿就是其中之一；第二种可能是，长寿这种特性并非伴随现代人的出现而产生，只是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个“副作用”。从解剖学来看，现代人并没有突然“爆发”，进化出了创造艺术、制作先进武器的能力（艺术和先进武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他们的出现要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早10万多年。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现代人与与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所使用的技术，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简易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早期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似乎都曾涉足艺术创作和先进武器的制作，但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比，不论是在广泛性还是持续时间上，前两类人群根本没法比，他们在文化上的表现只能算昙花一现）。尽管我们的研究显示，祖父母数量的显著增加确实是在现代人出现后发生的，但这不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到底是源于生物学的原因，还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因为我们研究的现代人，无论在解剖学还是行为举止上都很“现代”。我们可否从行为上还未实现“现代化”，解剖学也更早一些的现代人着手，追溯长寿的进化之源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和李相熙教授对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万～11万年前的几个遗址的人类化石进行了分析。化石样本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并且都伴随有同一古代的简易器物出土。这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居住在相同区域且有相同文化，但在生物学上属于不同类别的两个群体的OY值（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属于相互隔绝的不同物种）。我们发现，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统计学上有相同的OY值，这就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中，成年人的寿命延长不是由生物学变化引起的。而且，西亚两类人群的OY值，大致都相当于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OY值的平均数。


  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比，西亚尼安德特人（以及现代人）成为祖父母的几率更高。这种情形并不令人意外，相对于冰河时期，欧洲那恶劣的自然条件，西亚的气候更温和，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然而，若温和的气候条件是导致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成年人寿命延长的原因，那么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的长寿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居住在更为恶劣的环境下，但他们的OY值却不止两倍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现代人。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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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理

  停留在石器时代？


  人类的心理如何进化？对于这个问题，部分进化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理论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撰文 戴维·J·布勒（David J. Buller）


  翻译 张勇 熊哲宏


  本文作者


  戴维·J·布勒是北伊利诺伊大学首席研究员和哲学系教授。他是《适应中的心灵：进化心理学和人类天性的永恒探寻》（Adapting Mind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Persistent Quest for Human Nature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2005）的作者之一，还主编过《功能、选择与设计》（Function, Selection, and Design，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哲学和生物学系列，1999）。


  本文译者


  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致力于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已出版《心灵深处的王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1999；台湾版，2000），《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2002），《认知科学导论》（2002），《智慧的发生——皮亚杰学派心理学》（2008）等学术专著和多部译著。他还出版了《西方心理学大师的故事》 （2006；再版2008）、《心理学大师的爱情与爱情心理学》（2007）、《心理学大师的失误启示录》（2008）、《你不知晓的20世纪最杰出心理学家》（2008）等科普作品。


  



  
    通俗进化心理学的四大误区


    ● 达尔文留给后人的宝贵知识遗产之一，就是宣称人类心理是通过某些适应过程进化而来的。


    ● 通俗进化心理学是理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试图用进化的原理来支撑该学说对人类天性的解释，以博得普通大众的关注。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人脑已经进化了许多专门化的机制，用来解决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祖先必须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这些理论引起了广泛争议。


    ● 通俗进化心理学假设：我们能够了解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弄清楚现代人类的各种心理特质如何进化而来；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心理并没有发生太大的进化；标准的心理问卷调查可以作为研究适应器的有效方法。本文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上述假设大有问题。

  


  
    环球科学小词典


    适应器与本文中的“心理器官”、“心理特质”具有相同的含义，指进化形成的对某个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它有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衍。

  


  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问世之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1871）和《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迫不及待地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心理活动。从那时起，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进化论能否用于心理学研究，而是如何用它来进行研究。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的出现，解释进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才逐渐步入主流研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人类的行为和生理器官一样，都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进化形成的，前者对应于生存竞争，而后者对应于繁殖竞争。也就是说，社会生物学扩展了适应器（adaptation）的研究范围，把人类行为也包括了进来。


  1985年，哲学家菲利浦·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他的著作《狂妄的野心》（V a u l t i n g Ambition）中对社会生物学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尽管有些社会生物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谨慎，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数据的支持范围。基切尔把这些研究项目称作“通俗社会生物学”（pop sociobiology），因为他们采用进化论“对人类天性（human nature）和社会制度作出了大而泛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了故意吸引社会大众的眼球”。


  然而，情况已悄然改变。尽管某些研究者仍以社会生物学家自居，但现在最流行的却是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认为，适应体现在控制行为的心理机制当中，而不在于行为本身。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虽然部分进化心理学家进行了非常谨慎的试验研究，但处于主流地位的通俗进化心理学（pop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简称Pop EP）却对人类天性进行了异常大胆的解释，以博取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通俗进化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心理学家当数戴维·M·布斯（David M. Buss）和史蒂文·平克尔（Steven Pinker），前者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代表作有《欲望的进化》（Evolution of Desire）和《危险的激情》（Dangerous Passion），后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心理如何运作》（How the Mind Works）和《白板》（Blank Slate）。不过，他们提出的流行观点大多以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所作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后面这三位研究者均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们在进化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称为“进化心理学的圣巴巴拉学派”。


  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人脑由大量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组成，这些专门化的计算装置是进化而成的，用于解决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经常要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引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造成的进化，不仅在人类身上塑造出了形态学上的生理适应器（例如心脏和肾脏），还塑造了一系列心理适应器，亦称作“心理器官”（mental organ）。这些心理适应器包括了用于语言、面孔识别、空间感知、使用工具、吸引和留住配偶、亲代抚育及处理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心理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这些心理适应器的集合，就构成了“普遍的人类天性”。按照这种说法，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只不过是我们的共同天性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这就好比同一个计算机程序，不同的输入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不过，这个规则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性别差异。之所以会进化出这样的差异，主要在于男性和女性有时必须面对截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


  [image: sa0109_Buller01LR02]


  ▲一个远古男子的三维模型，他生活在大约1.5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摄于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起源馆。


  


  由于复杂适应器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化过程，我们的天性其实是被设计用来适应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距今180万年前~1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正如科斯米迪和图比的有趣言论：“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在揭示人类的普遍天性时可以遵循如下思路：通过对人类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进行分析，假设人类已经进化出了特定心理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采用常规的心理学方法（比如纸笔型的调查问卷）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按照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通过上述研究思路，我们发现了大量心理适应器，包括男女两性在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男性看重容貌，女性看重权势），以及性嫉妒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在乎伴侣的身体背叛，女性更在乎伴侣的感情背叛）。


  我认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已经误入歧途。这倒不是说它的基本假设错了，而是它的纰漏太多。近期对进化心理学的批评，已经直接指向了通俗进化心理学的某些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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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


    对石器时代人类祖先面临的适应性问题（比如争夺配偶和资源）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得到有关心理设计特征的重要线索。


    但是


    如果不了解人类祖先的心理特质（我们确实不了解），我们就无法得知自然选择如何对这些心理特质进行塑造，使之逐步变成现代人拥有的形式。

  


  误区1：


  通过分析更新世时期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可以获得重要线索，去揭示现代人的心理构造。


  图比和科斯米迪曾经讨论过，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更新世时期的人类祖先必须面对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吸引潜在的异性”和“选择具有较高繁殖价值的异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已经进化了什么样的心理适应器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确认这些促使心理得以进化的适应性问题时，研究者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们的祖先确实需要解决“吸引潜在的异性”之类的适应性问题，但是通俗进化心理学对适应性问题的描述往往太过抽象，不能为我们探究人类心理适应器的本质特征提供任何明确指导。每个物种都要面对吸引配偶这个问题，但解决方式截然不同。雄性园丁鸟（bowerbird）精心建造华丽的巢穴，雄性蚊蛉（hangingfly）准备献上它捕获的美食，而雄性水蒲苇莺（sedge warbler）则展现出曼妙的歌喉。要想弄清楚远古的人类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吸引策略，我们需要对他们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给出更加精确的描述。


  然而，在试图进行更加精确的描述时，进化心理学又面临另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的进化环境知之甚少，这些具体的描述纯粹只是推测而已。尽管在早期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古生物学研究确实可以提供些许线索，但对于人类祖先的社会交往活动却基本上束手无策。然而，社会活动在人类心理的进化中非常重要。此外，考察现存的狩猎—采集型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祖先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这些部落之间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即使在非洲人类祖先曾经聚居的地区也一样。


  此外，正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沃恩蒂（Richard Lewontin）所言，每一个物种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都与它自身的特征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对啄木鸟而言，树皮就是一个典型的适应性问题，但树下的石头不是；对借用小石头来击破蜗牛外壳的画眉鸟来说，石头是适应性问题，但树皮不是。同样，人类祖先的动机和认知过程，也只对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特征作出反应。这种有选择性的反应模式决定了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人类的进化过程。所以，若想确认具体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必须对人类祖先的心理活动有所知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


  最后，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找出人类祖先进化史中必须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也很难从中推测人类的心理适应器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自然选择通过保留并修改已有特质（traits），来产生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来的适应器都是在先前特质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要想知道一个适应性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如何进化，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适应器改良修正之前的形式。但正是由于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祖先的心理特质，所以也很难弄清楚选择压力如何对这些心理特质进行塑造，使它最终变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智。


  [image: sa0109_Buller03]


  
    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


    我们知道、或者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各种心理特质（比如语言）为何能够得以进化。


    但是


    要想了解一种特质为什么得以进化，我们必须弄清楚它给人类祖先带来的适应性功能，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误区2：


  我们知道、或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各种特殊心理特质为何能够得以进化。


  通过对拥有共同祖先的不同分支或不同种比较分析，生物学家常常可以重构出促使这些物种进化的选择压力。在一个种群当中，所有的物种都来自于同一个原型，因此，物种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它们需要面临的不同环境所造成的。当一种特征只存在于某个进化分支上的两三个物种中时，我们也许就可以这样推测：这几个物种都曾面临某些独特的环境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将特质差异和环境变异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往往可以把某个特征与某些特定的环境压力对应起来。


  但是，比较法并不足以支撑通俗进化心理学宏大的研究计划。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揭示心理特质（比如语言和更高级的认知形式）的进化过程，认为正是这些心理特质构成了人类天性。平克尔就曾经论证说，语言是一个适应器，它可以对有限的词汇进行无限的组合，形成复杂的句子以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信（verbal communication）。也许平克尔是对的，语言确实是一个适应器。但是，为了考察语言为什么会进化，用于解决什么问题时，我们需要对早期的语言使用者进行研究，看看语言到底给他们提供了什么适应性功能。如果采用比较法来分析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的一些心理特质和与人类具有同一祖先的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问题就来了：在现存的物种当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chimpanzee）和倭黑猩猩（bonobo），人类和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600万年前。即便如此，我们的这些近亲都不具备任何复杂的心理特质（比如语言）。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弄清楚人类和人类近亲曾经面临的环境压力，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心理适应器是为了适应怎样的环境。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倒是600万年前，是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使得人类和人类近亲在进化树上分道扬镳。


  如果某个物种在进化树上和人类更为接近，和我们一样拥有更加高级的认知能力，对这个物种的生活方式和生态学进行研究，将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600万年来发生的进化事件。所以，通过比较法，也许我们就可以确认该物种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需要面对的特定环境压力。满足这个条件的物种只有其他人族（hominin），比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和其他人属物种。然而不幸的是，其他人族动物已经全都灭绝了。死去的人族动物不可能向我们（如实）讲述他们的进化历史。所以，采用比较法来探讨人类心理特质的进化史时，我们还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语言的进化这个问题上尚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因为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提供压倒对手的证据）。


  不过，在探究特定的人类适应器时，比较法有时的确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正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哲学家乔纳森·卡普兰（Jonathan Kaplan）所指出的，比较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些只在部分人群中出现的特征，而对普遍特征无效。导致镰刀形细胞性贫血病的基因是一种抵御疟疾的适应器——当一个人携带有两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会发病，只有一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不能抵抗疟疾。所以，我们可以对拥有该基因和缺少该基因的人群进行比较，得出与该基因相对应的环境压力。


  既然比较法可以研究生理适应器，那么认为它可以用来研究某些心理适应器也就顺理成章了。但遗憾的是，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身上的所有适应器，都在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研究者在探讨普遍（但却是人类独有）的人类特征时，比较法根本就派不上任何用场。因此，当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对所谓的普遍人类天性的进化过程作出解释时，它只能停留于主观推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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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


    现代人拥有一个石器时代的心灵。


    但是


    更有可能的是，人类的心理必须适应农业革命和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巨变。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生理特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心理特质为什么就没有呢？

  


  误区3：


  “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


  通俗进化心理学声称，人类天性是在更新世时期形成的，当时的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说法在两个时间端点上都不能成立。


  毫无疑问，人类的某些心理适应器肯定是在更新世时期才出现的。然而，另一些心理适应器却拥有更加久远的进化历史，比如说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共有的那些心理状态。美国鲍林格林大学的进化神经科学家耶克·潘克斯皮（Jaak Panksepp）已经证明，人类有些情绪系统的进化历史比更新世更为悠久。他称之为关心（Care）、恐慌（Panic）和玩耍（Play）的情绪系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灵长目动物的早期进化过程，而害怕（Fear）、愤怒（Rage）、寻觅（Seeking）和性冲动（Lust）等情绪系统的进化，则早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深入认识人类的进化历史，将大大影响我们对人类心理特质的理解。不妨来看看人类的择偶行为。布斯认为，人类的择偶策略是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专门用于解决人类所独有的适应性问题。于是，在对人类同时追逐短期伴侣（通常指在一段稳定关系中的短期出轨）和长期伴侣的行为进行观察之后，他把这些行为解释为一组心理适应器的综合运作结果，这些心理适应器可以无意识地计算每一种择偶策略的繁殖收益，当一次短期择偶的潜在收益超出了相应的潜在代价时，这些适应器就会引发个体的背叛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把择偶行为放到人类存在以前的进化历史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实际上，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性行为非常随便的物种，所以当人类祖先踏上一条独特的进化分支时，很可能也携带了类似的欲望机制，倾向于多夫多妻（promiscuous mating）的择偶方式。而后在人类进化史上出现的很多心理特质，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有些情绪系统后来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伴侣之间的关系愈加稳固。但是，这些情绪仅在人类文明中存在，其他灵长目动物则没有。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欲望机制和上述情绪机制是同时进化而来的，从属于一个综合的择偶策略。相反，它们很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进化节点上得以进化，对不同的适应性需求作出应答，并用于截然不同的意图。


  倘若上述择偶心理学解释成立，那就说明我们人类的性行为原本就不会“从一而终”。更确切地说，人类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强烈愿望。早期进化形成的欲望机制促使我们对性关系非常随便，而后来进化出的情绪系统又促使我们和固定对象保持长期的伴侣关系。所以，我们人类出现这样的心理冲突，与其说是因为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器使人类无意识地对背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还不如说是由于独立进化出的不同情绪机制相互冲突所导致的。


  “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这种说法在进化历史的晚期同样也站不住脚。如果坚持认为人类有适合更新世时期的心理特质，那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作用，它们能促使进化速率改变。近期研究已经表明，只需要经过18代（对人类来说大约为450年）的时间，自然选择就可以使一个群体的某些重要特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如此迅速的进化过程，只有当一个群体面临的选择压力发生急剧变化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毫无疑问，自更新世时期以来，环境改变已经使人类心理所要面对的选择压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几乎颠覆了人类的整个社会结构。当人们在解决获取资源、选择配偶、结盟和争取社会地位等问题时，就不得不面临全新的挑战。人类的其他活动 （比如盖房子、保存食物、避孕和接受教育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择压力的内容。正因为我们知道某些生理适应器（比如对疟疾的抵抗力）是在更新世之后才慢慢出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也进化出了相应的心理适应器。


  此外，人类心理特质的形成发展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在更新世之后人类基因没有发生什么进化（这一点值得怀疑），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身上拥有的那些从更新世进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将会和现在的新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心理特质，这与更新世时期的祖先们所拥有心理特质在很多方面都大为不同。因此，固执地认为我们现在的心理特质仍然适应于更新世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说得过去的道理。


  


  通俗进化心理学的部分代表作


  《适应的心灵：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产生》》（The Adapted Mind: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杰尔姆·H·巴尔科（ Jerome H. Barkow），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 ）与约翰·图比（John Tooby）编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语言本能》


  （The Language Instinct）


  斯蒂文·平克尔


  （Steven Pinker），哈珀·佩雷尼尔出版社，1994。


  


  《隔壁的杀人犯：人为何要杀人》（The Murderer Next Door: Why the Mind Is Designed to Kill）戴维·M·布斯


  （David M. Buss），企鹅出版社，2005。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


  戴维·M·布斯，阿林和培根出版社，2007。


  


  《进化心理学：入门》


  （Evolutionary Psychology:A Primer）


  莱达·科斯米迪和约翰·图比，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


  www.psych.ucsb.edu/research/ cep/primer.html


  


  误区4：


  心理学数据可以为通俗进化心理学提供明确的证据。


  通俗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通过对更新世时期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进行推测，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控制着现代人行为的心理适应器。既然这种方法“业已奏效”，那它肯定建立在至少一部分真实的人类进化史之上。上述论点是否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在宣称他们获得了重大发现时，证据是否有力。但是，所谓的证据通常都来自于标准的纸笔型心理测试数据（比如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有时也包括少量行为学的数据。我在 《不断适应的心灵》（A d a p t i n g M i n d s）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些证据很明显都没有决定性。最近，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哲学家罗伯特·C·理查得森（Robert C. Richardson）不无戏谑地说，最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欢迎的进化观点，实际上是“对研究结果的推测和意淫”。所谓的证据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这并不是因为数据本身足够好，而是因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很少考虑其他的理论解释。不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布斯认为，嫉妒（jealousy）是一种进化形成的情绪机制，它能够及时提醒我们防止伴侣的背叛倾向，尽量减少我们在繁殖投资上的损失。他还说，在远古时代，背叛给男女两性带来的损失是不一样的。对男性而言，伴侣的性背叛意味着他很可能抚养着其他男性的子女，白白浪费大量资源；而对女性而言，当她的伴侣和另一个女人发生感情纠葛时，第三者会从她的伴侣身上索取大量资源。实际上，布斯自称确实已经在男女两性中发现了嫉妒这种情绪机制的不同“进化特征”——男性对性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而女性对感情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


  支持上述理论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一些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例如，其中一道选择题问被试者，当他们面对以下两种情形时，觉得哪一个更不能接受：（1）想象你的伴侣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深深的眷恋；（2）想象你的伴侣正在投入地和另一个人做爱。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男性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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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


    心理学数据可以为他们的观点（比如男女两性嫉妒情绪的基础不同）提供明确证据。


    但是


    这些数据大多来自一些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见下页图框）。这样的证据没什么说服力。例如，上述证据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男女两性进化出了不同的嫉妒机制。很可能男性和女性拥有相同的情绪机制，只是对威胁配偶关系的行为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所以情绪反应也就不尽相同。

  


  但是，这样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支持关于嫉妒心理的性别差异假设。事实上，男女两性可能已经进化出了相同的能力，对不同的背叛行为进行评估，看这些行为是否威胁到了他们已经大量投资的现有伴侣关系，让醋意和威胁程度成正比。不过，男女两性对同一种行为的威胁程度具有不同的看法。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都相信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无爱的性行为。因此，男性通常会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更具威胁性，因为女性的性背叛往往和感情背叛交织在一起；而女性的看法则相反。所以，布斯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大家普遍同意的性别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行为的威胁性作出的评估。


  另外，对于某些与布斯的理论（两性在心理机制的进化上存在差异）不兼容的数据，上述假设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首先，男同性恋者对性背叛的重视程度比异性恋的女性更低。同时，相比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男同性恋群体更少认为性背叛会威胁到他们原有的伴侣关系。因此，正是由于男女两性都拥有相同的嫉妒情绪机制，只不过醋意的浓度和性背叛的威胁程度成正比，所以男同性恋者才偏离了常规男性模式，他们并不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具有绝对的威胁性。


  其次，当面对伴侣的性背叛时，不同文化背景的男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男性回答说，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难以接受。有意思的是，布斯和他的同事自己都曾这样写到，“德国人对待性行为，包括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比美国人更加开放”。因此，与美国男性相比，德国男性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比较低，也更少因为伴侣的性背叛而哀伤。文化差异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假设，醋意的浓度与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成正比。


  不晓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嫉妒情绪机制，而个人态度的不同是因为对背叛行为威胁程度的评估不同。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文化差异只是普遍人类天性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结果。虽然他们已经从性别差异中得出了许多哗众取宠的理论，但实际上文化差异的影响更深刻。如果说文化差异是由于共同的天性在不同的输入信息下产生的不同输出结果，那么态度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也一样。


  
    一份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调查问卷


    为了对嫉妒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心理学家戴维·M·布斯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下图），并在美国对被试者做了测试。随后，其他研究者采用相同或缩减版的问卷考察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被试者。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些研究的调查结果，其中每个表格的第一列是布斯及其同事最初的研究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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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进化心理学必须找出有证据支持的具体细节，来解释人类心理特质的进化过程。然而这类证据很难找到。


  达尔文留给我们的宝贵知识遗产之一是，人类的心理是通过某些适应过程进化而来的。毕竟，现代人大脑消耗的能量比一个内燃机还要多——这个器官只占全身重量的2%，却要消耗身体18%的能量。在人类进化史中，如果它不曾具备什么重要的适应功能，我们现在肯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器官。


  进化心理学面临的挑战在于，它必须把这种普遍事实转换成一套塑造人类心理特质的适应性过程，并找出有证据支持的具体细节。但是如前所述，在最近200万年间，能够为人类心理适应器的进化过程提供支持的证据却十分缺乏。而且，这类证据很难物化，我们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些证据。关于人类心理进化的诸多知识，我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仅限于推测。这可能是严峻而又残酷的事情。


  当然，有些推测十分糟糕，通俗进化心理学的很多推论就大有问题。他们先把更新世时期的历史切分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适应性问题，然后把心理也割裂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使每个部分对应一个适应性问题；最后，他们试图用纸笔测验所获得的数据来支持前面的假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的进化史。进化心理学在这方面应该有点长进。不过，即便它做得再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所有复杂心理特质为什么能够得以进化——也可能永远无法给出答案。


  
    扩展阅读


    ◆ The Seven Si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Jaak Panksepp and Jules B. Panksepp in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Vol. 6, No. 2, pages 108–131; 2000.


    ◆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Human Adaptations. Jonathan Michael Kaplan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69, No. S3, pages S294–S304; 2002. PDF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h t t p : / / oregonstate.edu/~kaplanj/ Kaplan-HistoricalEvidence.pdf


    ◆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s Maladapted Psychology. Robert C. Richardson. MIT Press, 2007.


    ◆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tephen M. Downe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08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 archives/spr2008/entries/ evolutionary-psychology

  


  第三部分 我们因何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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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S

  OF

  TWO


  
“一夫一妻”

  让人类主宰地球


  一夫一妻制这种两两结合的形式，或许是我们祖先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撰文 布雷克 · 埃德加（Blake Edgar）


  翻译 佟欣竹 审校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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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雷克·埃德加是《从露西到语言》（From Lucy to Language）等书的合著者，并且是《考古》（Archaeology）杂志的特约编辑。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策划编辑。


  



  
    精彩速览


    即使在允许拥有多个配偶的社会习俗下，多配偶制这种结合方式也并不普遍。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动物界中很特殊：在哺乳动物中，形成排他性两性关系的物种，还不到百分之十。


    人类是如何变得与众不同的？数十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是科学界争论的主题，而且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新的研究正使问题变得明晰。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在700万年前出现的第一批古人类，很可能就已经实行一夫一妻制了。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类都保留着一夫一妻制？一个充分的理由是：这样做有助于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哺 乳动物并不偏爱单一配偶制。只有不到10%的哺乳动物种类，会选择两个个体间排他性的结合方式。灵长类只是略微倾向于两两配对。尽管15%~29%的灵长类动物喜欢成双结对地生活，但其中能履行人类所谓的“一夫一妻制”承诺的个体（即在性关系上具有排他性的伴侣关系），却是少之又少。


  人类过去的记录显然不完美。人类会出轨，会离婚，在一些文化背景下，甚至会与多个配偶结合。事实上，在世界大多数社会习俗中，都出现过多配偶制。但即使在多配偶制存在的地方，也只有少部分人选择多配偶关系。绝大部分人会两两结合成长久的、在性关系上具有排他性的夫妻关系。大多数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形成的。


  一夫一妻制可能对我们这个物种大有裨益，科学家将一夫一妻关系称为“夫妻纽带”（pair bonds），也许是某个古老祖先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这种关键性的适应行为，而这种适应行为，是人类社会体系以及进化获得成功的关键。“夫妻纽带使我们比其他物种具备了更多优势，”蒙特利尔大学的人类学家伯纳德·沙佩（Bernard Chapais）说。


  我们生活在人类独有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而这种社会网络的基础就是一夫一妻制。其他灵长类幼崽只能通过母亲来建立亲属关系，人类却可以通过父母双方来追溯亲缘，从而拓宽每一世代的家庭关系网。在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就像不断扩大的涟漪，连接到其他家庭甚至不相关的团体，社会网络因此得到延伸。沙佩认为，群体关系和一夫一妻制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为了解人类一夫一妻制的起源与影响，科学家已经奋斗了数十载。我们从何时开始终身结对？为何这种结合方式是有利的？两两结合是怎样促使我们这个物种成功生存下来的？这些基础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答，争议仍在继续。但新研究使我们离这个谜团的答案更近了一步。


  一夫一妻制的起源时间


  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可能就采取一夫一妻制了，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C· 欧文·洛夫乔伊（C. Owen Lovejoy）表示，化石证据表明，一夫一妻制的出现，甚至要早于始祖地猿种（Ardipithecus ramidus）。有关这个物种最著名的发现，是一具名为“阿迪”（Ardi）的不完整女性骨架。这具骨架出土于埃塞俄比亚阿瓦什中部地区，距今已有440万年。洛夫乔伊的假说认为，人类与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在7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与类人猿刚刚进化分离后，就出现了3种行为变革：直立行走，从而解放出双臂，用以携带食物；产生夫妻关系；隐藏雌性排卵时的体外信号。这些行为变革，再加上进化作用，使得这一支从黑猩猩分化出来的古人类物种，具有了更强的繁殖优势。（译者注：基因组数据分析结果一般认为，人类与黑猩猩分化于四五百万年前，地猿很有可能是黑猩猩的直接祖先，而不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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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卢旺达，一只雄性银背山地大猩猩（右）带领着它的大部队。大猩猩是一夫多妻制的，以小群体生活，包括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多个雌性配偶以及它们的后代。


  根据这个假说，地位较低的男性古人类，将原来用于彼此打斗的精力，转移到了寻找食物上，他们将食物带给女性，以此吸引女性与其交配。这时，原始的多偶制交配系统被夫妻关系所取代了。比起多个好斗的竞争者，女性更偏爱一个可靠的食物供应者，她们愿意与更好的觅食者结合在一起。最终，女性失去了皮肤肿胀等发情信号，而在多配偶社会，当伴侣外出采集食物时，这些信号可以吸引别的男性。


  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说？洛夫乔伊提到了始祖地猿的牙齿。与现存猿类和猿类化石相比，雌性和雄性始祖地猿的犬齿，其大小差异明显缩小。很多雄性灵长类动物都有匕首状的犬齿，在进化过程中，这些犬齿逐渐被磨砺成可怕的战斗武器，用以参加战斗、获得配偶。早期人类却没有这一特征。今天，你去拍一张雄性大猩猩张大嘴巴露出犬齿的照片，再拍一张自己的犬齿照片，一对比马上就能明白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犬齿都是小而粗短，这种无法构成威胁的犬齿特征，是人类（包括最早的始祖地猿物种）所独有的。


  灵长类动物的交配行为和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之间，也存在一些相关性。两性异形是指，同一物种的雄性和雌性在体重和体型上的差异。对某类灵长类动物来说，两性异形越明显，雄性通过打斗来争夺雌性的可能性就越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大猩猩就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大猩猩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多。与之相反的极端例子，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长臂猿，雄性长臂猿与雌性的体重几乎相等。在两性异形谱上，人类所处的位置更接近于长臂猿：人类男性的体重最多比女性高20%。


  然而，我们从化石记录中获得的信息就只有这些了。美国阿肯色大学的古人类学家J·迈克尔·普拉夫肯（J. Michael Plavcan）极力主张，从古人类的化石骨骼来推测他们的社会行为时，要非常谨慎。想想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是“露西”所属的那个物种，它们生活在距今390万～300万年以前。跟始祖地猿一样，阿法南猿长着小型犬齿，可是他们的骨架表现出的两性异形，却介于现代黑猩猩和大猩猩之间。“体型的两性异形水平暗示，阿法南猿的雄性会为争夺雌性而发生竞争；但犬齿的两性异形丧失，又暗示他们没有这种行为，”普拉夫肯说，“这真是个谜。”


  洛夫乔伊认为，男性为伴侣及后代提供食物，从而促成了一夫一妻制，这种结合方式成为人类数百万年来的发展策略。对于这一结论，很多人类学家也提出了反驳。去年，沙佩在《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到，在人类中，家庭和社会结构（一夫一妻、通过父母双方建立亲属关系以及社交圈扩大）这样的独特特征，是逐步地按顺序出现的。沙佩认为，在上述特征出现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古人类都跟黑猩猩一样，伴侣间是混杂交配的。然后，这种交配方式过渡到大猩猩那样的一夫多妻制。但是，维持多个配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消耗很多精力与其他男性打斗、保护女性。作为减少精力消耗的最佳途径，一夫一妻制便出现了。


  沙佩并没有推测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和涉及的物种。不过，其他研究者将这一时间范围缩小到距今200万～150万年之间，这一时间段是在人属起源之后，与直立人身体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个时期一致，它们极有可能是最先成功走出非洲的古人类物种。


  直立人的体型比其祖先要大得多，身材比例更接近现代人。他们的体型大约是“露西”那一物种的两倍，与南方古猿和早期的人属成员相比，直立人表现出的两性异形水平似乎也更低。有限的化石证据显示，在体格上，女性直立人开始接近男性，两性异形水平与现代人相当。这些都表明，直立人的生活不再像其祖先那般竞争激烈。由于两性体型相近的灵长类往往都是一夫一妻制，这些变化或许预示着，交配行为发生了转变，变得更具排他性。


  雌性间距、杀婴规避与父系关怀


  如果在一夫一妻制起始时间这一问题上，科学家都无法意见一致，那对于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原因，我们就更不能指望他们能达成共识了。2013年，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对现有文献的统计研究，以确定哪些行为可能导致了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两项研究的目的，都是从3个存在已久的假说中来确定，哪个假说是对一夫一妻制的最好解释——这3个假说通常被称为雌性间距（female spacing）、杀婴规避（infanticide avoidance）和父系关怀（male parental care）。


  雌性间距假说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雌性为了获得更多食物而建立更大的领


  地，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彼此间的距离逐渐增大，一夫一妻制便由此出现了。当雌性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雄性找到多个配偶并维持多配偶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困难。找到一个伴侣然后安顿下来，生活则轻松得多。雄性在领地巡逻时，受伤的风险降低了，而且它还能确定，配偶产下的一定是自己的后代。


  剑桥大学的两位动物学家迪特尔·卢卡斯（Dieter Lukas）和蒂姆·克拉顿-布罗克（Tim Clutton-Brock），对2 545种哺乳动物进行了统计分析，找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他们将这一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数据显示，哺乳动物起初是独居的，后来其中一些物种开始逐渐转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样的转变在进化史的不同时期共发生过61次。


  一夫一妻制最常出现在食肉类和灵长类动物中。这表明，当某个物种的雌性，对那些罕见食物（例如富含蛋白质的动物尸体或熟透的果实）有大量需求，而它们只能通过搜索大片区域才能获得时，该物种就会趋向于两两结合。单身雌性越来越分散，迫使雄性去寻找单一伴侣，两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统计学证据。


  卢卡斯承认，这个假说可能对其他动物适用，但放在人类身上，可能就没有那么贴切了：人类固有的社会性，使得这个假说的前提——处于育龄阶段的单身雌性古人类需要稀疏分散——不大能说得通。我们的祖先具有极强的社会性，这可能表明人类女性不会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在热带草原上稀疏分散。当然，如果一夫一妻制在我们趋向于群居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假说用于人类也就说得通了。


  第二个假说认为，一夫一妻制源于致命暴力对后代的威胁。在某个族群中，如果一个雄性竞争者向雄性首领发起挑战，或者取代了原来的雄性首领，这个篡位者就会杀死那些不是它亲生的婴孩。这样，母亲们就会停止哺乳，重新开始排卵，这个雄性掠夺者便有机会来播种自己的基因。雌性为了避免婴儿被杀害，就会挑选一个雄性盟友来保护她和孩子。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基特·奥佩（Kit Opie）在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的研究中，列举了杀婴规避假说的证据。奥佩和同事用计算机模拟了230种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史，然后采用贝叶斯统计分析法（Bayesian statistical analysis），试图从这3个关于一夫一妻制起源的著名假说中，找出最有可能成立的假说。他们发现，灵长类动物中的一夫一妻制与每个假说都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只有杀婴威胁的相关性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之前开始逐渐增强，而且在多个灵长类动物中都是如此。


  现代灵长类动物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特点，也为杀婴规避假说增加了一些合理性。灵长类婴儿面临着更高的被杀害风险：它们的脑容量更大，需要用很长时间来发育，这使刚出生的婴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脆弱且依赖性强。另外，科学家在50多种灵长类动物中，都观察到了杀害婴儿的现象：通常都是某个来自群体外的雄性，为了争夺主导权或为了获得雌性而攻击还未断奶的婴儿。但这一证据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物种几乎都是混杂交配或一夫多妻制的，也就是说，现存灵长类中的杀婴现象，与“杀婴成为巨大威胁时就会产生一夫一妻制”的预测，并不符合。


  关于一夫一妻制的第三个假说——父系关怀，则强调了雄性作为父亲的职责。母亲独自养育孩子时，需要为孩子提供大量食物，付出大量精力。对一个母亲来说，这种消耗过大时，如果父亲留在家人身边并提供食物或其他形式的照料，就可以提高后代的存活率，而且会使得父亲和母亲间的关系更加亲密。美国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李·格特勒（Lee Gettler）提出了相关的观点，认为父亲只需怀抱着婴儿，就能促进一夫一妻制的产生。为了哺育婴儿，母亲必须要满足自身巨大的营养需求。而对于灵长类动物以及依靠狩猎采集来生活的人类，抱着婴儿，尤其是在没有婴儿背带等束缚工具协助的情况下，需要消耗非常高的能量，几乎和哺乳消耗的能量相当。由雄性携带后代，雌性就能够自由去觅食，从而填补能量需求。


  南美洲的阿氏夜猴（Azara's owl monkey）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父系关怀是如何巩固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猴子以小型家庭形式群居生活，包括一对成年夫妻、一只猴宝宝和一两只青少年个体。刚出生的新生儿会由母亲抱在它的大腿上。但到了宝宝出生两周后，父亲就开始承担大部分的搂抱和照料工作，包括梳洗、玩耍和喂食。成年伴侣间会简单地通过尾巴频繁触碰来保持联系。雄性仅仅需要对孩子和伴侣做这些，就能使彼此间的感情联系变得更深厚。


  事实上，今年3月份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的一项研究，也为阿氏夜猴的一夫一妻制提供了遗传学证据，这是第一次在遗传学上证实，在人类之外，也有灵长类动物保持一夫一妻制。几个研究小组收集到的DNA样本表明，在17对阿氏夜猴中，所有雌猴和16只雄猴很可能分别是35只幼猴的父母。“在遗传方面，它们完全符合一夫一妻制关系，”研究的参与者、耶鲁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杜克（Eduardo Fernandez-Duque）说。阿氏夜猴的夫妻关系平均能持续9年，而且始终维持同一配偶的猴子们，后代繁殖的成功率更高——在进化上，任何交配形式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繁殖成功率。


  最近的两项统计研究，又是怎样看待父系关怀假说的呢？两项研究都显示，在3个假说中，父系关怀似乎最不可能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原因。然而卢卡斯表示：“父系关怀依然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物种会维持一夫一妻的关系。”


  [image: picture]


  南美洲的阿氏夜猴是完全一夫一妻制的，父亲承担着大量照顾孩子的任务。


  合作繁殖与更大的大脑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认为，仅凭一套一夫一妻的交配系统，猿类是无法变成人类这种拥有高等智慧、并有社会性的物种的。一个人类婴孩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征途中，会消耗将近130万卡路里的能量，即使有配偶的帮助，这对妈妈们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种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很多社会习俗中，人类母亲要依靠“异亲”（alloparent，例如父母的亲戚或其他群组成员）来提供食物和照顾孩子。“人类母亲竟愿意让别人抱走她们刚出生的孩子，”海尔蒂提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像类猿动物所为了。”没有猿类会做出类似的异亲抚育行为。


  海尔蒂认为，这种合作繁殖，也就是由异亲帮忙照顾幼年个体的社会系统，在约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就开始在我们的古老祖先中兴起了。直立人比之前的古人类拥有更大的身体和大脑，有人估计，直立人身体运作消耗的能量，比之前的古人类要多40%。若直立人开始变得更像现代人，幼年发育迟缓并有长期依赖性，那么就需要合作式的异亲抚育，来满足大脑更大的婴儿在发育时的能量需求。


  苏黎世大学的卡琳·伊斯勒（Karin Isler）和卡雷尔·范斯海克（Carel van Schaik）总结道，没有合作繁殖，早期人类就无法突破“猿类最大脑容量不会超过700立方厘米”这样一个天花板。拥有更大的脑容量是要付出能量代价的，动物必须降低出生率或生长速率，或需要两者同时降低。比起其他拥有1 100~1 700立方厘米脑容量的生物，人类已经可以做到了更短的断乳期和更高的繁殖成功率。艾斯勒和范斯海克把这归功于异亲抚育，这个行为使得直立人能够养育更多后代，同时也能为这些后代更大大脑的发育，提供充足的能量。


  在我们的祖先和近亲都灭绝时，合作使得人类成功生存下来，无论是以一夫一妻、核心家庭还是部族的形式。事实上，合作或许是我们在过去200万年来获得的最棒的技能了，它使我们年幼的后代能在环境变化时、在各种压力下生存下来。对于我们这个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还很年轻的物种，合作也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本文译者 佟欣竹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生。


  本文审校 李辉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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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人类崛起的关键


  许多科学家尝试通过对比人类与猩猩的不同，

  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因素。他们发现，在狩猎和造船等活动中体现出的分工合作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人类特有的“心智”促成了这些更高级的合作形式。


  撰文 加里 · 斯蒂克斯（Gary Stix）


  翻译 盖志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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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斯蒂克斯是《科学美国人》的资深编辑。


  



  
    精彩速览


    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只有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并运用数字和其他符号进行复杂推理，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所在。然而，通过对黑猩猩和其他猿类的进一步观察，这种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


    黑猩猩在一般智力测试上与人类幼儿不相上下，但它们缺乏人类那种与生俱来的社交技巧。与人类不同，黑猩猩的群体很难相互合作，而这是构建复杂社会所必需的。


    比较人类与黑猩猩的心理特点，可以揭示出这两个物种在认知能力上的关键差别：人类可以凭直觉知道另一个人的想法，以便能同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种关键差别的形成，可能是进化适应的结果。

  


  在 德国莱比锡的一所心理学实验室里，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紧紧地盯着眼前的木板。上面有他们俩都够不着的小熊软糖。为了拿到心仪的糖果，两个孩子必须协力拉绳子的两端。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用力，绳子就会落下来，他们将一无所获。


  在几千米之外，莱比锡动物园类人猿研究中心灵长类活动园的一个有机玻璃箱中，研究人员正在重复着相同的实验，不过这次实验的对象换成了两只黑猩猩。如果这两只灵长类动物能通过测试，它们都将获得美味可口的葡萄作为奖励。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小孩和黑猩猩，以解决一些令人头疼的难题：人类这个物种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人类与黑猩猩有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但人类为什么能够成功占据这颗星球的每个角落，建造了埃菲尔铁塔、波音747和氢弹？而黑猩猩却仍然像7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那样，在非洲赤道的热带雨林中寻觅晚餐，古人类与类人猿究竟是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在数以十万或百万年计的进化尺度上，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与众不同？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并能应用数字和其他符号。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只要在正确指导下，黑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也能加减数字、操作计算机并且点燃香烟。


  人类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于类人猿，究竟有多少不同，仍是目前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不过，目前的一些研究，比如由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在莱比锡开展的实验，已经可以给出较有说服力的答案。该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鉴别出一种人类独有，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认知特征。大约满一岁之前，小孩就开始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感觉，知道父母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当父母看着，或指着某个方向时，小孩也会跟着看过去，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了这种全新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黑猩猩也能够弄明白同伴的脑子里正在想什么，但在这方面，人类走得更远：在做一项工作时，婴儿和成人能协同思考，共同去完成必须执行的任务。婴儿和成人可以互相把球丢来丢去，就源自这种微妙的认知优势。


  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这种思维融合可能是发生在几十万年前的一次关键事件导致的，正是这一事件决定了人类之后的进化之路。几个人聚在一起，组成小队，共同狩猎或采集食物，这种协作方式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认知变化，导致了语言的发展和各种文化的出现。


  上述关于人类心理进化的解释，是综合了各种儿童和黑猩猩研究之后的结果，目前仍然只是推测，所以还有不少质疑者。但是，这种解释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视角，去了解那些让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认知能力是如何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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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孩子和黑猩猩有时要接受同样的测试，从而比较每一个物种成员之间到底能够多密切地展开合作。两个伙伴必须通过合作，共同拉动绳子才能拿到奖品——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儿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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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里的小熊软糖，或附近动物园里的香蕉或其他水果。如果团队中只有一位成员拉动绳子，另一位没有，那么两位成员都要挨饿。


  


  棘轮效应


  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用于研究人类与大猩猩行为差异的基础设施，可以同时进行数十项研究。这里还有一个大型数据库，包含20 000多名儿童的信息，研究人员可以从中挑选受试者；距离研究所几千米外的莱比锡动物园里，还有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Wolfgang K?hler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研究人员可以在该中心调用黑猩猩或其他任意类人猿成员，如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


  17年前，德国重新统一后不久，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要建立这样一家人类研究所，首先要正视曾被玷污的德国人类学，这与当时纳粹的种族理论、尤其是与人类学家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人体实验有关。研究所的创立者竭力从全球招募包括遗传学、灵长类动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非德国本土科学家来担任各个研究团队负责人。其中就包括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心理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托马塞洛现在已经64岁，从小生活在佛罗里达半岛中心一座盛产柑橘的小城。他的学术生涯，始于他在佐治亚大学写的一篇学位论文，文中详述了蹒跚学步的孩子是如何学习一门语言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做博士研究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经常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首要特性。


  托马塞洛的博士论文很有趣，记述了他两岁的女儿如何学会人生中的第一个动词。“play play”或“ni ni”等原形词的出现，反映了婴儿用各种语言要素反复试错的天然倾向，而这种做法也会逐渐出现在语法和句法结构的学习中。不过，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却与前述过程相反，他们认为，语法像大脑中一种先天存在的遗传硬件。在托马塞洛看来，这种解释属于“还原论”（reductionism，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的一种哲学观点）范畴。托马塞洛说：“像语言这样复杂的东西，它不可能像我们对生的拇指一样，可以直接进化出来。”


  由于一直致力于语言研究，托马塞洛在看待文化与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时，眼界更开阔。托马塞洛意识到，仅凭自然选择，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人类仅在和黑猩猩分道扬镳后不久，就能“发明”出复杂的工具、语言、数学和精妙的社会制度，因为自然选择通常只作用于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所以，我们的祖先必定具有某些天生的智力能力，以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快速增强寻觅食物和遮身蔽体的能力，从而能在各种环境下繁衍生息，不管环境有多恶劣。而在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中，这种智力能力是不存在的。


  20世纪80年代，托马塞洛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他在该校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primate research center）开展试验，对比儿童与黑猩猩的行为，寻找前文所说的那种能力存在的线索。这项研究一直持续了十几年，以至于1998年以后，他仍然在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在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能力时，托马塞洛注意到，类人猿可以像人类一样，模仿对方。一只黑猩猩会效仿另一只黑猩猩，用一根木棍钓取蚂蚁。然后，种群里的其他黑猩猩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做了更细致的观察后，托马塞洛发现，黑猩猩能够理解木棍可以用作“蚂蚁钓竿”，但它们并不会模仿或学习钓取蚂蚁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会去同伴那儿学习木棍的用法，然后做一些改进，制作出更新、更好的蚂蚁捕捉工具。与此相反，在人类社会中，这类改进或创新恰恰是最显著的特性。托马塞洛称之为“棘轮效应”，因为人类能改进自己的工具，使它们更好用，然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后代；接着，后代自己会做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像向棘轮一样不断提高。比如，投掷石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猎杀乳齿象的一个小发明，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后，就演变成了弹弓，然后是弹射器、子弹、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文化棘轮”粗略解释了，作为物种之一，人类为什么在地球上如此成功。但同时，这又牵出另一个问题：人类在传递这类知识时，有着怎样的心理和智力过程？答案可能要从几十万年前古人类在生理和行为上的变化说起。由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认为：随着大脑变大，群体规模扩大，文化的复杂性也会成比例增长。科学家现在知道，在以色列凯塞姆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生活在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它们很可能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而且在那时，它们就已经拥有了容量几乎和我们一样的大脑。


  



  跨物种智商测试


  
    聪明的黑猩猩?


    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人类因具有更高的一般智力（记忆或策划等），因此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在德国莱比锡开展的一项对比研究发现，黑猩猩和人类婴幼儿的智商几乎相同（猩猩稍微差点），但人类婴幼儿具备了更好的社交能力（与人沟通、向他人学习、揣摩他人想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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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塞洛推测，由于拥有了更大的脑容量，而且当时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于是古人类渐渐开始学会使用策略，更聪明地追踪和抓捕猎物。用长矛狩猎（当时的新发明）就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一些缺陷。当时的狩猎方式也给团队内的成员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因为狩猎团队在追踪和围捕猎物的时候，所有人必须分工明确，紧密合作，任何一个没有团队精神的成员，都将被逐出狩猎活动，而一旦脱离团队，个人前景会变得非常黯淡。“如果我在团队中表现不好，”托马塞洛解释说，团队的其他成员就会决定，“我们不跟他一起狩猎了”。在托马塞洛看来，现代人的祖先从其他古人类群体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们进化出了高度的社会属性。


  由于在考古学中，很难找到合适的骨骼化石和古人类的工具来为托马塞洛的假说提供支撑，因此他只能另辟蹊径：把人类近亲黑猩猩与尚未学会说话或还没上学的孩子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获得一些间接证据。在还没上学的孩子身上，研究人员可以评估，在受到文化影响之前，人类的认知能力处于什么水平，而这部分认知能力，可以视为天生的。


  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莱比锡开展的研究已经发现，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相似性远多于不同之处，当然，这也凸显了托马塞洛所说的“小差别导致大不同”。在托马塞洛的指导下，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发展与比较心理学系的埃斯特·赫尔曼（Esther Herrmann）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规模宏大的研究，该研究自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才将成果发表在《科学》上。在这项研究中，赫尔曼和同事对来自非洲两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的106只黑猩猩、印度尼西亚的32只猩猩以及105位两岁半的莱比锡孩子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


  研究人员开始着手探讨，人类拥有了更大的大脑，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比类人猿更聪明。如果真是这样，更聪明又意味着什么？首先，研究人员需要测试这三个物种的空间推理能力（四处搜寻已经设置好的奖品），


  然后是辨别数量多少的能力和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事实证明，人类婴幼儿和黑猩猩在这些项目上的得分几乎相同，只有猩猩表现得差一些。


  进行社交技巧的测试时，原本平分秋色的测试对象突然变得没有可比性。在测试沟通交流、向他人学习、揣摩他人意图的能力上，人类婴幼儿轻松击败了黑猩猩和猩猩（因为猿类无法使用语言，所以专门为它们调整过测试方法）。就像在《科学》上提出的那样，研究人员对测试结果的解释表明，人类婴幼儿天生并不具备更高的智商（一般智力），而是拥有了一项特殊的能力——“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这项技能为他们后来向大人、老师和玩伴学习做好了准备。赫尔曼说：“这是我们首次发现，社会认知能力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能力。”


  要进一步研究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需要弄清楚人类那种高度社会属性背后的心理过程。托马塞洛研究发现，大约在9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和孩子就可以相互理解对方的想法了——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心理学家把这种过程称为“心智理论”。每当父母和孩子一起看向小球或方块，并用它玩游戏的时候，他们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对方的想法。此时，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关于小球或方块的“精神意象”（mental image），这就跟一群海德堡人把正在追赶的小鹿想象成它们的晚餐一样。这种在与他人玩游戏，或实现共同目标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就是托马塞洛所谓的“共享意向”（他借用的哲学术语）。在托马塞洛看来，“共享意向”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这是一种可以引发重大影响的微小差异，来源于人类固有的一种社会性合作倾向，而这种倾向是黑猩猩或其他任何物种所不具备的。


  人类具有一项特殊的能力， 即通过“精神阅读”，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他们能够利用这项能力一起制定计划,并实现既定的目标，包括去商店购物，或是建造摩天大楼。


  “心智”的优势


  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注意到，黑猩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的想法。但它们这种天然倾向的方式很特别，不论这些黑猩猩学到了什么，一律都想通过这些技能在觅食或求偶的竞争中胜出。看起来，黑猩猩的头脑就像卷入一场“权谋诡计”：“如果我这样做，它也要这样做吗？” 托马塞洛解释到。在2010年10月，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做报告时说：“你不可能看到两只黑猩猩一起搬运一块圆木。”


  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绳—板实验”中，正式证明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标志性差异。实验中，莱比锡动物园里的两只黑猩猩都要拉动板子上的绳索，才能得到葡萄。如果食物放置在板子的两端，黑猩猩会直接去拿离它们最近的葡萄。但是，如果食物放在板子中间，那么更强势一些的黑猩猩就会率先抢夺食物，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居于弱势的黑猩猩就只好放弃。而在研究所的儿童实验室里，无论小熊软糖放置在板子中间，还是两端，孩子们都会一起分工合作。当食物放在中间时，3岁的孩子会通过谈判、协商，保证每个人都获得相同的份额。


  托马塞洛认为，古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知道为了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做些什么，是因为社会性互动在当时已经萌芽，并且也有了一种合作文化。这是一种“共性”，也就是说，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大致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正是这种“共性”，为发展出新的交流方式奠定了基础。


  古人类能够制订并理解共同目标（还能够凭直觉，立即知道狩猎的伙伴在想什么），这也让它们的认知能力可以朝其他方向延伸，比如使用手势进行交流时，人类祖先使用的手势就比猿类更多更复杂。


  古人类的基本手势可能一度与类人猿的非常相似。就像现在的黑猩猩所做的那样，古人类也有可能通过指方向来传达命令，“给我这个”或“去做那个” ，它是一种以个人需求为中心的沟通形式。现在的黑猩猩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远古人类的经历，可惜的是，它们仍然没有尝试使用这些手势教学或传承信息。


  对于人类来说，随着大脑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手势也逐渐有了新的含义。如果猎人在森林中指向一块空地，在附近的同伴就会立即明白，他在表示那里有鹿在吃草。这样的手势也可以在现代生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我可以通过指向来表示‘让我们去那边喝杯咖啡’，而不用语言。”托马塞洛说，“这个动作中，‘那家咖啡馆’可以通过手指的指向来表示，而我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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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托马塞洛是开启人类和黑猩猩认知能力对比研究的先驱，他认为，“微小的差异也能导致巨大的不同”。


  即使人类的婴儿也能理解这种指向的含义，但黑猩猩却不能。这种差异在实验中尤为明显。一个成年人和一个一岁的婴儿玩游戏，实验者先让婴儿知道，他们想要的小球或方块被习惯性地放在某个盘子的特定位置。在某个时刻，即使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婴儿也会指向空空如也的盘子，表明他想要的那个玩具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孩子知道大人会做出正确的推理，因为指向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的能力，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也经历了类似的实验，只是把原来的玩具换成了食物，但当它们面对空空如也的盘子时，却从来没有举起过一根手指。


  当孩子的年龄稍大一些以后，他们才开始懂得一些肢体语言，比如把手放到嘴里表示饥饿或口渴。在研究的过程中，黑猩猩看到这些手势后却完全一无所知。当人用锤子敲碎坚果取出果仁的时候，黑猩猩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但当同一个人在自己手上做出反复敲击的行为，来展示进行同一动作的想法时，黑猩猩却完全糊涂了。


  作为认知能力的延伸，肢体语言为一些抽象想法或概念的交流奠定了基础——抽象想法或概念是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群体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一个部落还是一个国家。有了肢体语言，人们就能表述一些故事线索，例如表达“羚羊在山的另一边吃草”时，可以让双手呈V形举过头顶来表示动物，然后用手比划上升和下降来描绘山坡。之前对比实验中的场景表明，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小孩，也对很多常规活动的标志性手势有着天生的理解能力，但黑猩猩却没有。


  肢体语言也不局限于摆手或摇头等身体姿势，还可能通过发出声音来代表某种特定的对象或行为。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部落中的竞争也逐步出现，这些喉咙里的噪声就可能进化成语言，进一步提高人类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善于分工协作的群体将在竞争中胜出，那些彼此争得不可开交的群体只能走向失败。


  人类不断提高的认知能力也可能推动了狩猎、捕鱼、植物采集或结婚等特定的实践活动，并把它转化成了文化传统（“我们”做事的方式），从而期望被整个群体接受。社会规范要求每个个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群体的共同价值——“群体意识”（groupmindedness），即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必须符合自己的角色预期。而且社会规范产生的一系列道德原则，最终奠定了各个组织机构的基础，并且赋予它们一定权力，执行人们赖以生存的规则，比如政府、军队、法律和宗教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行为都启蒙于一群群狩猎者某种特殊的思维形式，而现在，它们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从未走上这条路。非洲象牙海岸的黑猩猩也会聚集起来猎捕疣猴，但就像托马塞洛解释的那样，在追上猎物以后，每只黑猩猩都在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获取更多食物，而人类的狩猎采集者，即使在现代背景下，也会在追踪猎物时密切合作，之后还会公平地分享战利品。因此托马塞洛认为，类人猿和其他强食者，如狮子，可能也会出现合作，但在它们种群内合作的动力，在本质上仍然是竞争。


  争议不断


  “托马塞洛版本”的人类进化史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即使在他工作的研究所也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在他办公室楼上的灵长类动物学系，凯瑟琳·克罗克福德（Catherine Crockford）为我们展示了她的研究生利兰·萨姆尼（Liran Samuni）今年3月录制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的主角是一只年轻的黑猩猩，它居住在靠近利比里亚边境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塔伊国家公园（Ta? National Park）里。


  这只被研究人员称作“将军”（Shogun）的黑猩猩，正准备吃掉刚刚抓到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疣猴。但是，“将军”无法独自搞定这只仍然活着的猎物，于是便抓耳挠腮，发出一系列刺耳的“召唤尖叫”（recruitment screams），向躲在树冠里的两只体型稍大的黑猩猩寻求帮助。两只黑猩猩中，一只名叫“库巴”（Kuba）的很快到达现场。这时“将军”稍微镇静了一些，终于下口咬了猎物。吃得满脸是血的“将军”此时继续尖叫，将另一只黑猩猩“伊布拉西姆”（Ibrahim）也唤了过来。这只年轻的黑猩猩把它的手指放到“伊布拉西姆”嘴里，作了一个“安抚手势”（reassurance gesture）。这类似于人类的“击掌”动作，表示一切都好。“伊布拉西姆”则通过不咬“将军”的手指，对寻求情感支持的同伴给出正面的反馈。然后，3只黑猩猩共享了这顿丰盛的大餐。“有趣的是，“将军”唤过来的这两只黑猩猩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它们很可能把猴子整只夺走，”克罗克福德说，“但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它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容许‘将军’一同进食。”


  克罗克福德认为，对于黑猩猩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我并不认为，这就是黑猩猩所能进行的最高程度的合作，”她说道，“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而言，托马塞洛的观点确实绝妙，也非常清晰。但是，我们正在向这一领域引进新的研究工具。未来，应用这些工具，我们才能够确定，这是否是黑猩猩所能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合作。”克罗克福德和另外几个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些测试方法，鉴定黑猩猩尿液中的催产素（oxytocin）。催产素是一种具有社会维系作用的激素。有研究表明，当黑猩猩分享食物的时候，它们体内催产素的水平会上升，这表明，它们可能在进食的过程中互相合作。


  克罗克福德在莱比锡完成了她的博士研究，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托马塞洛，以及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灵长类动物系的主任克里斯托夫·伯施（Christophe Boesch）。伯施一直用自己在塔伊国家公园进行的大量研究，反对托马塞洛的观点。他发现，黑猩猩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协作性：在围捕猴子的过程中，一只黑猩猩会诱导猴子向特定的方向逃窜，其他黑猩猩则会沿途围追堵截。在这一点上，伯施跟埃默里大学耶基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非常一致（参见第62页《我们为什么会协作？》）。不过，还是有人用截然相反的观点批评托马塞洛。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的丹尼尔·普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声称，托马塞洛认为黑猩猩能理解同伴的心理状态，这夸大了黑猩猩的认知能力。


  托马塞洛自己似乎非常乐意成为学术争论的中心。他说：“在我看来，伯施和德瓦尔正在将猿猴人化，普维内利则将它们看做老鼠。但猿猴既不是人，也不是老鼠。”他开玩笑地补充道：“我们是中间派。既然两方在攻击我们时火力相当，那我们多半是正确的。”


  许多人对托马塞洛的观点持深深敬仰的态度，这也缓和了他所受到的强烈抨击。“过去，我认为人类和黑猩猩非常相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说，“现在，托马塞洛多年来的工作使我开始相信，事实确如他的研究结果一样：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存在一种微小的差异——人独有一种主动与他人分享的意向。正是这种能力带领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最终到达新的彼岸，赋予我们一种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


  要解决这些争论，我们需要在动物园、实验室和野外研究站进行更多研究。也许通过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哪些黑猩猩也能理解同类的想法（心智理论）。托马塞洛小组正在进行一些其他研究，其中一项是想弄清，在研究人类的行为时，如果对非洲或亚洲的孩子进行类似的测试，是否也能得到从德国儿童身上得到的结论？也有研究者想弄清，德国学龄前儿童是否能跟肯尼亚北部半游牧民族桑布鲁人分享判断对错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sense）。


  也许，人类与猿类之间还有尚未发现的差异。与托马塞洛长期共事的同事、莱比锡动物园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研究中心主任何塞普·科奥（Josep Call）认为，也许“共享意向”不是解释人类与众不同的唯一因素。他说，其他的认知能力，也可能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化分离的原因，比如揣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能力。


  也许，当科学家对大脑内部进行深入探测以后，会针对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共性做更精细的鉴别和研究。在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另一层楼里，另一项研究在同步进行。2009年，由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测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序列，在近期发布的一本书中，他们推测，托马塞洛关于人类思维独特性的观点，最终可能会通过基因分析得以验证。


  上述研究如何开始？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是，在研究黑猩猩和人类行为的同时，把自闭症研究也结合起来，观察并研究引起自闭症的数百个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患有这种病症的孩子跟黑猩猩非常相似，难以理解他人的暗示。科研人员可以把自闭症患儿与正常孩子的基因进行对比，再与黑猩猩的基因对比，甚至也可以与我们进化上亲缘关系最近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进行对比。类似研究能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基因基础，同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短几千年，我们就从一群觅食者发展成了人类社会，我们不仅在寻衣觅食和建造住所的能力上比黑猩猩技高一筹，还能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成员提供交流的机会。现在我们可以在一天时间内去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能像在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那样，迅速地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图森（美国城市）或廷巴克图（西非城市）。


  



  


  本文译者 盖志琨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2012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与演化等方面的研究。


  
    视频：


    对话迈克尔·托马塞洛：我在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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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OR

  ALL


  
我们为什么

  会协作？


  通过大规模、有组织的协作，

  人类征服了大自然，在残酷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这种协作行为并不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


  通过对动物王国的研究，

  可以找到人类协作能力的进化根源。


  撰文 弗兰斯 · 德瓦尔（Frans de Waal） 翻译 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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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兰斯·德瓦尔是美国埃默里大学灵长动物行为学专业的C·H·坎德勒教授（C.H. Candler Professor），同时也是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下属生命关联中心的负责人。他出版过《我们的内在猿性》、《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等著作。


  



  
    精彩速览


    人类有一种独特的能力，那就是可以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协作，而且同时具备一套基于声誉与惩罚的道德体系。


    不过，这种协作机制的基础行为特征——比如移情能力和利他主义，也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中观察到。


    正是依靠这种独特的协作能力，智人得以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

  


  地 球人口的数量已超过70亿，且仍在不断增长，关于人类如何从众多生命形态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统治物种，目前依然众说纷纭。一些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占领土地，消灭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等其他古人类，并以大型食肉动物为食，将它们赶尽杀绝。通过血腥残酷的战斗，我们的祖先征服了大自然。


  但总的来说，这种猜测并不太现实。那时，我们的祖先身材矮小、体质廋弱，根本不足以征服热带草原。面对成群狩猎的鬣狗、十几种大型猫科动物，以及其他危险的猛兽，祖先们想必应该是生活在艰难和恐惧中。相比于使用蛮力，我们这个物种的进化成功，更应归功于协作能力。


  人类的协作习性有着深远的进化根源。不过，只有人类能以群体的方式，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也只有人类具备复杂的道德感，会强调对他人的责任，并通过声誉、责罚等手段，实现了受道德约束的行为方式。有时，我们甚至还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让“人类只会追逐私利”的说法不攻自破。


  去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一位乘客的电动轮椅突然发生故障，整个人摔倒在铁轨上，动弹不得。趁地铁还未进站，几位候车者迅速跳下月台，将他拖了回来。而另一次更惊险的援救事件，发生在2007年纽约的一个地铁站。当时，50岁的建筑工人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看到落下月台男子已经来不及避开进站的列车，情急之中他跳到轨道中间，用身体将那位男子压在身下，任5节车厢从头顶呼啸驶过。事后谈起这一英勇行为，奥特利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并不觉得我做了什么惊人的事情。”


  毫无疑问，奥特利的行为堪称壮举。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不顾生命地去帮助一位陌生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了解人类如何协作，我们首先得研究一下进化史，看看我们的近亲的类似行为，尤其是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chimpanzee）和倭黑猩猩（bonobo）。


  灵长类动物间的协作


  在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经过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定期观察，我发现如此惊人的无私协作并不多见。在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大片的封闭式草坪。平日里，年迈的佩欧妮（Peony）通常会呆在那里，和其他黑猩猩一块儿晒太阳。但时不时发作的关节炎，会给她带来行走和攀爬方面的障碍。不过，每当她气喘吁吁地试图爬上攀登架时，总会有一只较年轻的非亲属雌性黑猩猩跑到她身后，在佩欧妮宽大的臀部上推上一把，助上一臂之力。此外，其他黑猩猩会带水给佩欧妮——对她而言，步行到饮水处毕竟有些费力。如果看到佩欧妮朝着饮水处的方向移动脚步，其他成员便会抢先跑过去，含一口水，再回到她面前，嘴对嘴地将水喂给这位“老婆婆”。


  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对灵长类的协作行为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并得出了3个主要结论。首先，家族纽带并不是协作的必要条件。诚然，亲属成员之间会彼此支持，但它们的协作并不仅限于家族范围之内。从非洲森林采集黑猩猩的排泄物，然后从中提取DNA进行分析，野外工作者可以推测出，哪些黑猩猩会一起狩猎和迁徙。结果表明，在森林中，大部分关系亲密的黑猩猩，都不是亲属关系：它们作为朋友彼此照料对方，提示对方警惕天敌，并且分享食物。我们已经知道，这类行为同样也发生在倭黑猩猩身上。


  其次，协作行为通常以互惠为基础。实验表明，黑猩猩能够记得是谁给它过好处。在一项试验中，研究人员会在正常吃饭时间之前，提前给部分黑猩猩喂食水果，比如西瓜等，那些分到食物的少数幸运儿立刻就会被其他同伴围住，后者会伸出双手，发出呜咽的声音索要食物。研究人员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水果的黑猩猩越早与其他同伴分享食物，之后它们就越容易获得同伴的回报。


  第三，移情效应会促进协作行为的发生。移情能力是哺乳动物的特质，从低等啮齿动物到高等灵长动物无一例外。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就能判断出其他同类是否需要帮助，他们是否感到悲伤或忧愁。随后这种判断会让我们产生情感冲动，倾向于向同伴伸出援手。如今，科学家认为，比起其他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会更关心其他成员是否健康快乐。在一个经典实验中，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两只猴子并排坐着，研究人员会要求其中一只猴子从两种颜色的筹码中挑选一种。两种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第一种颜色意味着，只有拿到筹码的猴子才能获得奖励，而第二种颜色则代表着，拿到这种颜色的筹码，两只猴子都能获得奖励。几轮下来发现，做决定的猴子更多地选择了第二种颜色的筹码。要说明的是，猴子在做这种选择时，并非是出于对另一只猴子的畏惧，因为猴群中最具统治力的猴子（最不存在畏惧感），通常是最慷慨的。


  正如上述实验，对灵长类动物而言，有时候关心同伴并无损于自身利益。但是，即便需要付出可观的成本——例如失去一半本可独享的食物——它们也仍会给对方以帮助。此外，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环境下，黑猩猩会领养孤儿，或帮助其他成员抵御猎豹的攻击——这些都是代价极高的利他主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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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鲸分享者：同生共死进行捕鲸工作的拉马勒拉捕鲸人有着高度的公平意识。


  


  互助的深层根源


  灵长类动物对同类更加关心，很可能源于哺乳动物照料幼崽的天性。无论是老鼠或是大象，母亲都需要对幼崽传达出的饥饿、疼痛或恐惧的信号作出回应，否则幼小的生命便可能夭折。这种敏感性及其背后的神经活动和激素反应，同时也促生了其他社交关系，增强了群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和移情能力，最终使灵长类动物可以在一个更广的社会群体内展开协作。


  协作可以带来现实的收益，因此这类行为必然会逐渐增多。在动物界，最广泛的合作形式就是互惠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它能带来直接的回报，比如提供食物或防御捕食者。互惠合作最明显的特征是，群体成员会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共同努力，而这个目标的达成，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好处——比如一群鬣狗集体围攻一匹角马，或是一群鹈鹕为了获取猎物，在浅湖上围成弧形，踩踏水面，将鱼群赶往岸边。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家都能饱餐一顿。可以看出，这样的协作都是基于协调有序的群体行为，以及可分享的回报。


  互惠合作可以产生更微妙的协作行为，比如分享。如果一只鬣狗或一只鹈鹕垄断了所有收益，那么这个协作体系一定会崩溃。生存建立在彼此分享的基础上——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和动物非常看重分工的公平性。大量实验显示，猴子、狗和一些群居性鸟类，如果获得的回报低于执行相同任务的同伴，就会表现出抗拒和不满；黑猩猩和人类则能更进一步地调整收益分配，保证协作伙伴不会感到失落。可以说，我们的公平感孕育于过去那段漫长的互惠协作史。


  真正的独特之处


  从人类身上，可以看到分享与生存为何紧密相关。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拉马勒拉 （Lamalera） 捕鲸人为例。他们会驾驶大木船，前往海洋捕鲸。通常，十几个人一起就可以做到徒手捕鲸。发现鲸时，捕鲸人会排成一排，然后持叉者跳上鲸背，将鱼叉迅速刺入鲸的身体。之后，捕鲸人守在鲸的旁边，耐心等待这头庞然大物因失血过多而死，整个捕鲸过程才算结束。捕鲸活动与拉马勒拉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也将所有的拉马勒拉家庭紧密地连为一体。不同家庭的男人成为了同一条船上的兄弟，如何合理分配猎物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人类学家的分析发现，拉马勒拉人确实是最注重公平的族群。不过，当一个社会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时，比如每个家庭都能依靠自有土地生存，公平的重要性就会被削弱。


  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还有一个常会被提及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只有人类会与外来者或陌生人进行协作。尽管在不同条件下，我们进行协作的意愿也会有所不同，但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主要就是竞争和敌对。而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会允许外来者经过自己的领地，也会和其他群体的成员分享食物、交换货物、互送礼品，或者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因此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这种行为方式完全是非典型的。


  不过，有人认为这种开放性在进化上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很可能是群体内部协作的一种延伸。在自然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动物进化出的某些特定功能，会被用作他途，例如灵长类动物习惯用上肢挂在母亲身上，而上肢最初的用途是攀爬树木。对卷尾猴 （capuchin monkey） 和倭黑猩猩的研究也表明，在与不熟悉的外来者接触时，它们也会进行互助和分享食物。换言之，其他灵长类动物也具备与外来者协作的潜质，即使在自然环境中，需要这种协作的情况极少发生。


  不过在某些行为上，我们很可能是真正与众不同的——我们的协作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我们创造出等级化的协作，以完成那些超出自然范畴的、极其复杂的工作。比如湄公河三角洲的梯田，还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都是人类这一特性的最佳注脚。


  动物的大多数协作行为，都是以自发组织的形式展开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完成相应的任务——也就是说，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有时，动物也会进行分工，密切协调，比如虎鲸们会一起行动，制造波浪，将躲在浮冰上的海狮掀到海中；一些雄性黑猩猩会组织起来，仿佛事先约定好似的，分成两组，对猴群前堵后追。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动物在进行此类协作时，是如何确立共同的目标和行动意图的，但这种协作方式确与典型的人类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不像是领导者精心安排的结果。


  此外，人类还有一些未见于其他动物的促进协作的手段。我们会通过反复的互动行为，建立起个人声誉，有些人会被视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然也有些人则正相反；我们也会因为失败而受到惩罚。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措施，对那些欺骗行为进行惩罚。实验表明，人们宁可自己付出一定代价，也会对偷奸耍滑者进行惩罚。长此以往，协作得以变得更加广泛。虽然一直以来，对于实验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科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道德体系是提倡协作的，而且我们也对社会舆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在他人的目光下，人们往往会捐出更多的金钱——这正说明了，我们在发觉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时，会更加在意自己的声誉。


  或许，对声誉的注重，是原始社会的“粘合剂”，使得早期智人在越来越大的社会中团结起来，相互协作。在史前的大部分时期中，人类都如今天的狩猎族群一般居无定所，而这些现代族群已经证明了不同群体间的和平相处、贸易往来是完全可行的，这也意味着早期智人应也具备相似的特性。


  我不否认人类内心中的暴力天性，我只是更加坚信，正是协作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就。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我们把社会变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张网络中无所不在的，正是人们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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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我们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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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推动进化


  友爱互助绝不是进化上的意外收获，而更像是一项杰作。


  撰文 马丁·A·诺瓦克（Martin A.Nowak） 翻译 冯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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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A·诺瓦克是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和数学教授，进化动力学研究项目主任。他主要从事进化理论的数理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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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速览


    人们总认为进化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适者生存，但实际上合作也是进化的一大驱动力。


    从酵母到人类，物种之间的互助大致分为五种方式。


    因为名誉的关系，人们愿意去帮助乐于助人的人，这种间接互助机制使得人类显得特别“有爱”。年牢。

  


  去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毁灭性地震及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因此发生泄漏。随后，一群自愿者回到事故现场，试图控制局面，其中一名维修工才20多岁。明知道现场空气有毒，也知道这一选择意味着今后很可能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结婚生子，而且也不会有额外赔偿金，他最终还是选择在充满核辐射的空气中，回到事故现场，回到工作岗位。去年7月，他（本人要求保持匿名）对《独立报》的记者说：“知道该怎么操作反应堆的人本来就不多，我年轻而且还单身，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尽力控制灾情。”


  这种无私的行为在自然界中比比皆是，尽管大多数并没有这么悲壮。同一组织器官里的细胞分工协作，在可控范围内分裂，避免癌化；很多蚁群的公蚁牺牲自己的生殖力，竭力为蚁后和蚁群服务；母狮子会给群体中的其他幼崽哺乳。人类的合作更是无处不在，从共同猎食，寻找配偶，到保家卫国。但即使不需要两肋插刀，帮助别人多少会降低自身的繁殖几率。


  几十年来，生物学家一直争相探索合作的进化机制，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Alfred, Lord Tennyson）的话来说 ，“大家争到脸红脖子粗”。如何在进化论的框架下解释合作的出现，让生物学家们伤透了脑筋。


  达尔文认为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繁殖的几率更大，优势特征得以保存得更多，他将这种同种个体间的竞争称为“生命中最严酷的竞争”。如果把这一逻辑推广开来，结论只能是绝不要帮助别人，而且，为了保持领先，说谎欺骗在所难免。归根结底，无论用什么手段，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无私的行为呢？过去二十多年，我开始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中间的矛盾。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合作并不是竞争的对立面， 从最开始的第一批细胞，到出现人类的漫长岁月中，合作一直与竞争一起，共同推动地球上生物的进化。因此，生命并不只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可以说生命是为了生存而互相依偎。利他主义对人类的进化来说，更是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我的研究结果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正是合作使得我们在进化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因此未来我们要更加重视合作。


  化敌为友


  我对合作产生兴趣，要从1987年说起，当时我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数学和生物学。那年，当我和一些教授以及同学们在阿尔卑斯山休假期间，我听到一个名为“囚徒困境”的博弈论模型，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合作是反常的。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假设有两个人合作犯案后双双被捕，面临牢狱之灾。检察官将两人分开审讯，并开出条件：如果甲犯招供，乙犯保持沉默，那么甲犯只坐一年牢，而乙犯则被关四年；如果两人都死不开口，谁也不出卖对方，则都只坐两年牢；而如果两人都招供，则各坐三


  由于两个犯人完全接触不到对方，无法商量，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选择。把可能的所有结果列成表格（参见“背叛才是天性”），大家可以看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招供，不然有可能坐四年牢。然而，如果两人都遵照这个逻辑选择招供的话，那么两人都要坐三年牢（倒数第二差的结果），反倒不如两人合作都不招供（只坐两年牢）。


  囚徒困境的模型立刻激发出了我研究冲突和合作之间关系的兴趣。最终，我的博士导师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和我开发出一项技术，用计算机模拟这种模型，在大规模群体而非仅仅两个犯人间进行类似实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群体规模的壮大和衰落，他们的生存策略从背叛转为合作，而后又回到背叛。自然选择必然造成自私行为，但我们的模拟找到了使本想背叛的人伸出援手的原因。


  实验开始时，我们随机确定背叛者和合作者的比例，每轮实验结束之后，胜者将繁殖后代，后代接着进行下一轮实验。大部分后代会延续父母的策略，但是一些随机突变会使他们改变策略。


  随着实验的进行，我们发现，在几代以内（一轮实验就是一代，一轮包括多组实验），所有个体都选择背叛。然而又过了几代以后，会突然出现一种新策略：有些个体开始选择与对手合作，等到下一轮实验时，则根据对手前一轮中选择的策略，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即你上一轮背叛我，我下一轮也背叛你；你上一轮跟我合作，下一轮我也跟你合作）。这一转变很快使得大部分人变成合作者。


  互惠机制


  经常见面的个体间进化出的互助机制，叫做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吸血蝙蝠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只蝙蝠某天捕猎空“嘴”而归，它可以请求有所收获的同伴给点食物。如果运气好，某个“穴友”会反刍一点血到它嘴里。吸血蝙蝠的群体成员固定，每天捕猎后都会返回巢穴，所以“穴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研究显示，吸血蝙蝠能记住帮助过自己的同伴，如果哪天这个同伴没吃的，那么受过恩惠的蝙蝠会很乐意帮忙。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早期的计算机模拟显示，直接互惠也分好多种。在20代以内，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会让位于另一种更慷慨的策略：即使对方背叛，合作者在下一轮实验中可能仍然选择合作。可以说，我们见证了宽恕的进化过程，这算是一种忽略对方偶尔犯错的直接互惠策略。


  除了直接互惠，后来我陆续发现了另外四种合作机制。科学家们已经发表了上千篇论文，来阐述为什么在进化过程中会出现那么多合作现象，他们所描述的合作都归属于这五种合作机制。


  第二种互助机制出现在合作者与背叛者分布不均匀的群体中，这一机制称为空间选择（spatial selection）。邻居及朋友间容易互相帮助，所以如果群体中有一小部分合作者比邻而居，合作会使他们的群体壮大，从而在与背叛者的竞争中胜出。这一机制在简单微生物中也适用。


  酵母细胞中也有所谓的“合作者”，它们会合成一种能分解糖类的酶，合成过程会消耗自身能量。“背叛者”酵母不合成这种酶，而是蹭“合作者”的酶为己所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夫·戈尔（Jeff Gore）和哈佛大学的安德鲁·默里（Andrew Murray）各自进行了实验，结果都发现在混合均匀的酵母群体中，“背叛者”酵母长势更盛，而“合作者”和“背叛者”成簇分开时，“合作者”酵母长得更好。


  第三种无私行为的机制可能最为直观易解，即遗传相关的个体间的合作，或称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为亲属做出牺牲，因为亲属携带与自己相同的基因。因此，尽管帮助亲属可能会使自身的繁殖几率下降，但亲属间共同基因获得延续的概率却增大了。


  按照20世纪遗传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亲缘选择概念的提出者）的说法，“如果我的亲兄弟或者表兄弟掉进水里，我一定会跳下去救他们”，这是因为亲兄弟姐妹们有50%的DNA是相同的，而嫡系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则有12.5%（霍尔登只是做个简单比喻，如何衡量亲缘选择的益处其实非常复杂，让很多研究人员陷入困惑。我和许多同事目前正在就其中的数理模型进行激烈争论）。


  基础


  
    背叛才是天性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例子叫做“囚徒困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合作是反常的。这个模型中，两名犯人合作犯案，被捕后面临牢狱之灾。刑期长短取决于双方供词（具体刑期见下表）。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做，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招供，避免坐最长时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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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合作的第四种机制是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这和我们最开始发现的直接互惠完全不同。这种类型中，个体仅仅因为对方的名声，就会给予他帮助，哪怕对方是陌生人。如果某些人因乐于助人而闻名，那么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容易得到陌生人的帮助。这种情况下，合作者的心态不是“你帮我挠痒，我也帮你挠”，而是“如果我帮你，别人就会帮我”。以日本猕猴为例，地位低的猴子会给地位高（也就是前面说的有好名声）的猴子梳理毛发，以此提高声誉，从而让更多猴子给自己梳毛。


  最后一种情况是，个体会为了群体，而牺牲自身利益。出现这种合作方式的原因被称为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正是达尔文自己，他在1871年的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写下了这么一段：“部落有很多成员??那些总是互相帮助，成员们时刻准备着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部落，会在竞争中胜出；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合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为了增加群体繁衍概率。对于这一观点，生物学家一直争论不断。然而，各种数学模型（包括我自己的）显示，选择包括很多层面，从个体基因，到有亲缘关系的群体，再到整个物种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公司员工之间会互相竞争，各自为战，也会为了与其他公司竞争而同心协力。


  我为人人


  以上五种合作出现的机制，适用于所有有机体，小到阿米巴原虫，大到斑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某些基因以及细胞组分）。这种普适性提示我们，合作可能一开始就是地球上各种生命体进化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对其中一种生物——人类来说，其影响尤为深远。经过数百万年，一种行动迟缓、没什么抵抗力的猿类慢慢进化成这个星球上最具影响力的生物。


  我们发明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弹指间将信息传到世界各地。凡此种种，皆是合作的结果。人类确实是最会协作的物种，可谓超级合作者（supercooperators）。


  鉴于这五种合作机制在自然界随处可见，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人类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人类比其他物种更懂得间接互惠。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只有人类具备成熟的语言系统，而且，每个人都有名字，语言让我们能够分享信息，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我们急切地想知道，某某对某某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我们必须在社交群体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定位。研究显示，人们做大大小小的决定时，从要赞助哪个慈善机构，到要投资哪些创业者，都会衡量一下对象的信誉。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丽贝卡·亨德森（Rebecca Henderson）是商业竞争策略专家，她发现丰田汽车公司比其他汽车制造商更具竞争优势的一个原因，就是业界一致认为他们对各个供应商一视同仁。


  语言和间接互惠相互作用，使得文化迅速进化，这是人类具备超强适应性的关键。随着人口膨胀和气候变化，我们必须继续增强适应力，学会分工合作，拯救地球以及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看看迄今为止的环境变迁，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在此，博弈论模型也许能提供一些启迪。由三方以上参与的合作矛盾被称为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s）。这种模型中，如果某个人选择合作，则每个人都从中获益，且其余的所有人获益均等，而如果此时某个人变合作为背叛，则这个人的收益将最大化。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合作，但对个人而言，最“聪明”的选择是不合作。问题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结果大家从合作开始，以背叛而告终。


  已故的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公共物品博弈模型，被称为 “公共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群牧羊人共同分享一块公共牧场，个人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过度放牧，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使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将毁坏所有草皮，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如果把这个逻辑推广到真实世界的各种自然资源——从石油到洁净的饮用水资源——结果可想而知。如果遇到公共财产，合作者就开始背叛，那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人类为了子孙后代，去保护地球生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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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南美切叶蚁齐心协力，把叶子搬回巢穴（1）。细胞调控自身分裂周期，避免癌化（2）。狮子合力照看幼崽（3）。日本猕猴互相梳理毛发，以在猴群中彰显地位（4）。


  人人为我


  所幸的是，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德国马克思·普朗克进化生物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Biology）的曼弗雷德·米林斯基（Manfred Milinski）和同事经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找到了一些促使人类维护公共财产的要素。研究人员给每个被试者40欧元，让他们玩一个电脑游戏，这个游戏的目的是用钱来控制地球气候。参与者要参加10轮游戏，每轮结束时要从40欧元中捐献一些出来，如果10轮结束以后，所有人捐的钱加起来超过120欧元，那么气候稳定，被试者可以带着剩下的钱回家。反之，如果少于120欧元，那么气候会崩溃，被试者一分钱也不能带走。


  尽管被试者们往往最后捐的钱还差几欧元，拯救气候失败，但研究者通过观察被试者在每轮之间的行为差异，还是找到了一些能激发慷慨的要素。每当他们听到关于气候研究的权威报道，捐赠就会多一些，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确信为了集体利益，牺牲是必需的。另外，公开而不是匿名捐献的时候，钱总会更多一些，这就是说事关名誉的时候，人会更慷慨。另一项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者进行的实验显示，当人们觉得有人在观察自己时，会更大方。


  每个月收煤气费的时候，这些因素都在悄悄起作用。现在的账单会列出我家的费用、我家附近地区的平均费用，以及最环保家庭的费用。这种比较会在无形中促使我们减少煤气使用，每年冬天，我们都会把室内暖气温度调低一度。


  博弈论模拟的结果说明，合作天生是不稳定的，短暂的合作最终会转向背叛。利他主义会不断重塑自我，道德罗盘也不会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合作与背叛在人类历史上循环往复，此消彼长，随政治经济状况起起伏伏。我们目前处在哪个循环中也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相互合作，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


  博弈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决策者应该利用好间接互惠，重视信息和声誉的重要性，思考如何让背叛者三思，让合作者协力，携手解决最大的公共物品博弈：70亿人如何共同守护迅速耗竭的地球资源。


  


  本文译者 冯泽君在上海复旦大学获得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目前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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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停止进化？


  在环境压力下，一种基因突变逐渐扩散到整个人群，改变了人类的某种性状——这种经典的进化方式需要环境保持数万年不变，但在当前环境迅速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进化？


  撰文 乔纳森·K·普里查德（Jonathan K. Pritchard）


  翻译 王传超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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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纳森·K·普里查德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遗传学教授，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主要研究人群内和人群间的遗传变异，以及导致这些变异的过程。


  



  本文译者


  王传超，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师从李辉副教授，主要从事人类起源和演变的基因组研究。


  李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课题组负责人，主要研究人群遗传结构及其起因与效应。


  



  
    人类的进化


    人类祖先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向全球迁徙时，他们遇到了一些仅凭史前技术无法解决的环境难题。


    很多科学家因此猜测，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全面分析，应该会找到很多证据表明，一些新型突变最近才扩散到不同人群中。这是一种自然选择——因为拥有这些突变的人会比没有的人繁殖出更多更健康的后代。


    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在人类基因组中，的确有些“标记”暗示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强烈而快速的自然选择过程，但大多数能检测到的自然选择发生的速度，似乎都比科学家想象的慢得多。

  


  几千年前，人类跋山涉水，首次来到海拔4 200多米的青藏高原。虽然这个没有竞争者的全新环境可以为他们提供种种好处，但在海拔如此高的地区，空气中的平均含氧量大约只有海平面的60%，这会导致慢性高原病，提高婴儿死亡率，对他们的身体是严峻考验。今年年初，一系列研究发现了一种在中国藏族人中很常见，但在其他人群中很罕见的基因变异，它可以调节藏族人体内的红细胞生成量，这或许有助于解释藏族人为什么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全球关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快速适应新环境。一项研究估计，这个有益变异扩散至大多数藏族人体内的时间距今不到3 000年——在进化长河中，这只是一瞬间而已。


  在藏族人身上的发现，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大约6万年前（估计的时间范围为5万年前～10万年前）人类首次走出非洲大陆后，在生理上已经经历过多次这样的适应性改变。在从闷热的东非草原和灌丛带向外迁徙的过程中，人类足迹几乎遍及寒冷的冻土带、潮湿的热带雨林、酷热的沙漠等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和气候区，高海拔只是多种环境挑战中的一种。不可否认，人类对环境的很多次适应都含有“技术”成分，比如为了抵御寒冷，我们制造出了衣服。但在史前时代，仅凭技术根本不足以解决传染病大范围流行、高山上空气稀薄等环境难题。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只能通过遗传进化而不是技术来解决。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对人类基因组的全面检测会发现很多最近才扩散至不同人群的新基因突变，原因则是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携带这些突变的人生出的孩子，会比其他人的孩子更健康、更有利于繁殖。


  6年前，我和同事开始寻找那些影响深远的环境难题在人类基因组里留下的印记。我们想要弄清楚，在几万年前开始那次全球之旅后，人类是如何进化的。世界不同地区人类的遗传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为适应不同环境压力而产生的？这些遗传差异中，又有多少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得益于遗传变异研究领域不断进步的技术，我们开始有能力解答上述问题。


  这些研究还在进行，但初步结果已使我们感到震惊。研究证明，在人类基因组中，由非常快速而强烈的自然选择过程导致的基因突变几乎没有。相反，我们在人类基因组中看到的大部分自然选择，它们的发生过程似乎都要耗费好几万年的时间。一种看起来似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很久以前为了应对当地的环境压力，一种有益突变扩散至整个人类群体中，然后随着这些人向新的领地迁移，该突变也会被带到更远的地方。比如，使人类肤色变浅的基因突变是人类祖先为适应光照减弱而出现的，这些突变会沿着祖先们的那条迁徙路线分布，而不只与纬度有关。这些古老的自然选择印记在基因组中一呆就是好几千年，没有被新的环境压力所改变，这说明自然选择的发生过程远比科学家想象的慢得多。看起来，藏族人中的那个重要基因的迅速进化可能只是一个特例。


  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我时常会问：今天的人类是否仍在进化。我们当然仍在进化。只是，对于我们到底在怎样进化，答案则要复杂得多。经典的自然选择是这样的：一种有益突变像野火燎原一般，迅速扩散至整个人类群体。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在过去6万年中，这种方式的自然选择在人类中其实并不多见。这种进化方式通常需要一些环境压力保持数万年不变——一旦人类开始向全球迁徙，技术发明的速度开始加快，这种情况就不常见了。


  上述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类近期进化的了解，还让我们对于人类未来可能怎样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前，我们面临太多的挑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频发，自然选择发生太慢，不大可能给我们提供多少帮助，我们能依靠的就只有文化和技术。


  选择印记


  科学家在基因组中找到了人类快速进化的印记。


  仅在10年前，科学家要想寻找人类祖先为应对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基因突变，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做这项研究所需的工具还不存在。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越来越多的基因突变为科学家所发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过，要想真正理解我们所做的研究，你最好对DNA的结构，以及结构变化会对 DNA功能产生多大影响有所了解。人类基因组约由30亿对核苷酸组成，相当于一本指导人类身体“装配”过程的指令手册（见对页框图）。现已知道，这本手册上大致排列着两万个基因。每个基因都是由核苷酸组成的DNA片段，其中包含着指导蛋白质合成所需的信息。在人类基因组中，大约2%的区域会编码蛋白质，还有2%似乎能调控基因表达，而其余绝大部分区域的功能目前未知。


  从整体来看，任何两个人的基因组都极其相似，大概每1 000个核苷酸对里仅有1个不同。一个核苷酸对被另一个取代的DNA位点叫做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每个SNP位点上的各个DNA片段就叫做等位基因（allele）。由于基因组中大部分序列既不编码蛋白质，也不能调控基因表达，因此很多SNP可能都不会对个体产生明显作用。但是，如果一个SNP出现在编码蛋白质或者调控基因表达的区域时，就可能影响某种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或者影响该蛋白合成的地点或产量。可以想象，利用这种方式，SNP几乎能改变一个人的所有性状——可能是身高、眼睛颜色、消化牛奶的能力，也可以是罹患糖尿病、精神分裂症、疟疾和艾滋病的几率。


  当自然选择特别“青睐”某个等位基因时，这个基因就会随着群体的繁衍而变得越来越常见。相反，不受青睐的基因则会越来越少见。如果环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有益的等位基因就会扩散，直至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携带着它——此时，该等位基因就算在群体中固定下来了。这个过程往往要花很多代人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携带着有益等位基因的两个拷贝，他的后代数量平均要比不携带该基因的人多10%，携带一个拷贝时则多出5%，那么要在200代，也就是5 000多年之后，这个等位基因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才能从1%上升至99%。理论上，如果一个有益等位基因能赋予个体极大的生存优势，在短短几百年内该基因就能在人群中固定下来；反之，如果它带来的优势并不那么明显，则需要好几千年时间才能在人群中稳定下来。


  如果在研究人类近期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老的人类残骸中提取到DNA样本，然后以此追踪有益等位基因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古老残骸中的DNA通常会迅速降解，从中提取DNA样本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和全球的很多科学家开发出了一些方法，通过研究现代人的遗传变异，去寻找发生在过去的自然选择作用的蛛丝马迹。


  一种策略是，分析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的DNA数据，从中搜寻仅有细微差异的SNP等位基因片段。当一种新的有益突变在群体中快速扩散时，染色体上与之相邻的DNA片段也会随之扩散，这个过程叫做“遗传搭车”(Genetic Hitchhiking)。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益等位基因在群体中会越来越普遍，而与之相邻的中性或近于中性的等位基因也会越来越常见——它们几乎不会影响蛋白质的结构和生成量，但会随着有益等位基因一起遗传。结果，这个有益等位基因所在的基因组区域上，SNP位点的数量会很少甚至完全消失（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含有较多SNP的DNA片段已被现有片段所取代），这种现象被称为选择性清除（selective sweep）。等位基因在自然选择作用下扩散时，在基因组中还会留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记：当一个群体进入一种新环境时，如果现有的一种等位基因立即就能为他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个基因不一定会引起“遗传搭车”现象，就能在该群体中变得非常普遍（但在其他群体中仍很罕见）。


  解读基因组


  
    选择印记


    如果一段DNA区域上的SNP多样性较低，科学家就可以推断，这个区域经历过自然选择。从整个基因组水平来看，任意两个人都非常相似，每1 000个核苷酸对里仅有1个不同。发生单个核苷酸变异的位点叫做单核苷酸多态性，简称SNP。每个SNP位点上的不同DNA片段叫做等位基因。如果一个SNP等位基因能提高繁殖效率，它最终就可能扩散到整个群体中，也就是说，这个基因被自然选择“选定”了。同时，这个有益基因附近的等位基因也会随之遗传，因而也会在人群中越来越普遍。这样一来，原本在这个SNP位点的其他基因都会被现在这个有益基因及其“跟随者”取代，导致这个区域的多样性降低甚至消失，这个过程就叫做选择性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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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包括我和同事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内，多项研究已发现了数百个过去6万年间、也就是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自然选择在人类基因组中留下的明显记号。对于其中的少数记号，科学家已经知道它们代表了哪些选择压力，带有这些记号的等位基因又会给人类带来哪些好处。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的游牧民族身上，基因组中含有乳糖酶（lactase，能分解乳制品中的乳糖）基因的区域明显经历过高强度的自然选择作用。在大多数人群中，婴儿一出生就具有消化乳糖的能力，但断奶后，乳糖酶基因就会停止表达，以至于人们成年后就不再能消化乳糖。200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发表文章称，据他们估计，在成年人体内仍有活性的乳糖酶基因突变型，仅仅用了5 000～10 000年时间，就在欧洲游牧民族中普及。2006年，现就职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萨拉·蒂什科夫（Sarah Tishkoff）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上报告称，他们在东亚游牧民族中发现了乳糖酶基因快速进化的证据。这些改变肯定是对新的生存条件的一种适应。


  


  研究结果


  
    群体研究中的惊人发现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在自然选择作用下，因人们快速适应当地环境而广泛存在于某一族群中的有益基因（右图）。但在分析其他几百个明显的选择印记时，科学家却发现，大部分印记并不是近期的适应过程留下的。大部分有益基因的地理分布一般遵从3种模式（下方地图）中的一种：一是存在于非洲人以外的所有群体中（橘色箭头）；二是在欧亚西部（欧洲、西亚和南亚）人群中非常常见，但在其他人群中很罕见（红色箭头）；三是在北亚、东亚、大洋洲和美洲人群中广泛存在，但少见于欧亚西部人群（黄色箭头）。这些分布模式表明，上述等位基因的分布，受到人类祖先迁徙行为的影响。


    实例：SLC24A5基因的一种突变可使肤色变浅，这是对光照减弱的一种适应，因此有人预计，在生活于高纬度地区的人群中，比如法国人和中国汉族人中，这种基因突变应该同样常见才对。但对全球人群中含有这种突变的基因组区域进行SNP多样性分析时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右图中每一个彩色方块，都代表特定人群在这个基因组区域上的SNP多样性。多样性越低，方块中的红色区域就越大。观察这些方块你可以发现，在法国人和欧亚西部的其他人群中，SLC24A5突变基因受到过很强的自然选择作用，但在汉族人和其他东亚人群中却没有这样的选择作用。这就是说，该突变基因的分布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欧亚西部选择性清除模式——这意味着，这种突变基因是在很早以前产生于中东的一个古老人群，他们在向北方和西方迁徙的过程中，也把这个基因带到了那些地方；从那以后，自然选择再也没有对这个基因产生过明显影响，否则代表汉族人的方块也应该呈现大片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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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还发现，在非洲人以外的其他人群身上，决定肤色、发色和眼睛颜色的基因中至少有五六个都有明显的选择印记。这些印记代表的选择压力和适应性好处也很明显。几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离开炎热的故乡后，他们受到的紫外线照射量便减少了。身体需要足够的紫外线照射，用以合成身体必需的维生素D。在热带，紫外线照射的强度很高，足以穿透黑色皮肤，达到合成维生素D所需的量；但在高纬度地区，紫外线就穿不透黑色皮肤了，为了合成足够维生素D，这些地区的皮肤必须向更浅的颜色进化，而发生在具有明显选择印记的基因上的变化，则使这种适应性转变成为可能。


  在赋予人们传染病抵抗力的一系列基因中，我们也能看到选择印记。美国哈佛大学的帕迪斯·撒贝蒂（Pardis Sabeti）发现了一个最近才扩散到大多数尼日利亚约鲁巴人身上的基因，也就是所谓的LARGE基因。这很可能是约鲁巴人应对近期才出现在当地的拉沙热（Lassa fever，急性病毒性出血热疾病）的结果。


  缓慢的进化


  更多证据表明，经典意义上的自然选择的发生其实非常缓慢，而且还需要环境长期保持不变。


  上述例子和少数其他案例有力地证明，自然选择能迅速促进有益等位基因的扩散。然而，对于其余几百个候选印记，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环境条件促进了这些被选中的等位基因的扩散，也不清楚携带这些等位基因会有什么作用。直到最近，我们和其他科学家才分析认为，这几百个候选印记可能意味着，被研究过的那几个人类群体中，过去1.5万年里至少发生了好几百次快速的选择性清除。但在一项更新的研究中，我和同事找到的证据表明，这些印记中的绝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在近期人类对当地环境的快速适应中产生的。


  我们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合作，对大量SNP数据进行了分析，而这些数据来自全球范围内1 000个人的DNA样本。我们在研究带有选择印记的等位基因的地理分布时发现，大部分明显的选择印记都遵从三种分布模式中的一种。第一种是“非洲外清除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有益等位基因及其遗传搭车效应中的“跟随者”在非洲人以外的人群中非常常见（见左图）。这种模式表明，这一适应性等位基因大约是在6万年前，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不久，尚滞留在中东地区时出现并开始扩散的。随着祖先们向北方和东方迁徙，该等位基因也被带到全球各地。另外还有两个区域性地理分布模式：一是“欧亚西部清除模式”，即某个有益等位基因出现在欧洲、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所有人群中，但其他地区的人不携带这种基因；二是“东亚清除模式”，即某个有益等位基因在东亚人、美洲土著人、美拉尼西亚人（生活在太平洋西南部美拉尼西亚群岛）以及巴布亚人（太平洋西部新几内亚岛及其附近岛屿的土著民族）中最为常见。这两种清除模式很可能是欧亚西部人群与东亚人群分开、走上相互独立进化道路后不久出现的（这两种模式的确切出现时间并不清楚，不过大致时间范围是2万年前～3万年前）。


  这些清除模式反映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人类祖先的迁徙对有益等位基因的全球分布产生了强烈影响，而自然选择几乎没有对这些分布作出任何调整，以使它与现代环境压力相匹配。以SLC24A5基因的一种突变为例，它是导致肤色变浅最重要的基因之一。由于这是对光照强度降低的一种适应，因此有人可能会预计，该突变在人群中的出现频率会随着纬度升高而升高，它在北亚与北欧人群中的分布应该是相似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欧亚西部清除模式”：从巴基斯坦到法国，这个突变及其“搭车DNA”在人群中都很常见，但在东亚人群，哪怕是在东北亚人群中，这个突变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分布模式意味着，这种有益突变基因是在欧亚西部人群与东亚人群的共同祖先分开后，才在欧亚西部人群中产生并被带到该人群所生存的区域。因此，SLC24A5基因最初在人群中广泛出现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今天哪些人群还有这个基因，哪些人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则是由早期人类的历史决定的（东亚人的浅肤色由其他基因变异造成的）。


  对上述选择印记及其他数据进行的更深入分析，揭露了另一种奇怪的模式。一些等位基因的常见程度在不同人群中差异极大，比方说几乎所有亚洲人都有，却没有一个非洲人拥有的基因。有人可能会预期，自然选择在促进这些新的等位基因快速扩散时，会出现很明显的“搭车效应”。但这些基因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表现出这种效应。相反，这些基因似乎是在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的6万年里逐步扩散的。


  鉴于这些发现，我和同事现在认为，经典的选择性清除——在自然选择作用下，一种新的优势突变在人群中迅速固定下来，实际上很少发生于我们的祖先踏上环球旅行之后。我们推测，自然选择对单个等位基因的作用其实相对微弱，因此仅能缓慢地推进基因的扩散。这样一来，只有当环境压力数万年持续不变的时候，大多数等位基因才可能在选择压力下扩散至整个人群。


  一个性状，多个基因


  每个性状的变化，其实都涉及成千上万的基因变异。


  我们的结论似乎自相矛盾：如果一个有用的等位基因真的需要50 000年而非5 000年才能在一个群体中普遍存在，那么人类为何能迅速适应新环境？尽管我们理解得最充分的适应性变化都源于单基因突变，但绝大部分的适应性变化可能并非以这种方式产生，而是由一些对基因组中上千或上万个相关基因具有温和影响的基因变异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些适应性改变是多基因性的。我们的身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8年，一系列论文报道了50多个影响人类身高的等位基因，而且还有很多尚未发现。平均而言，每个“身高基因”都只能使身高增加3～5毫米。


  自然选择调节人类身高时，它的作用范围很大，会改变成百上千个不同等位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像俾格米人，他们生活在非洲、东南亚和南美的热带雨林中，在这些地方，矮小的身材更能适应营养物质匮乏的环境。如果每一个“矮身高基因”的普及程度都只能升高10%，那么大多数俾格米人就会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这类基因，整个群体的身高就会变得更矮。就算俾格米人的身高在整体上受到了非常强的选择压力，作用在每个“身高基因”上的选择压力仍然有可能很弱。正因为如此，多基因性适应不会在基因组中留下我们在研究中常看到的那些选择印记。所以，最近发生在人类基因组中的适应性改变，有可能比科学家用常规手段检测基因组时发现的多得多。


  继续进化？


  只要基因组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人为改造，人类仍然会是今天的人类。


  人类是否仍在进化？现在还很难找到自然选择作用于当今人类的证据。但是不难想象，人类有哪些性状可能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疟疾、艾滋病等传染病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施加了强大的选择压力。那些能让当地民众对这些疾病产生一定抵抗的已知基因突变，可能就正在经历强大的选择作用，因为携带这些突变的人存活几率更大，繁殖的后代可能也比没有这类突变的人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能保护人们不受疟原虫侵袭的基因突变在当地人中已经非常普遍。同样，如果HIV长期存在，而让人体产生抵抗力的某种基因突变又能一直阻止这些病毒肆虐，那么在几百年内，该基因突变就可能扩散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所有人群中。但是，考虑到HIV的进化速度要比人类更快，我们更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疫苗）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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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达国家，极少有人会在成年前夭折，因此受到最大选择压力的，可能是那些影响人们生育孩子数量的基因。理论上，生育或繁殖行为中受基因突变影响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目标。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史蒂芬·C·斯特恩斯（Stephen C. Stearns）及其同事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他们找到了6种会让女性在一生中生育更多子女的特性，这些特性全都显示出了中等偏上的遗传性。该研究团队还发现，子女数量较多的女性通常比平均水平稍矮和稍胖一些，绝经年龄也更大。因此，如果环境稳定，这些特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在女性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上述文章的作者估计，大概10代，也就是200年后，妇女绝经的平均年龄将会推迟


  一年。［更大胆的猜测是，影响性行为（比如是否采取避孕措施）的基因突变也可能遭遇强烈的自然选择作用，不过基因对如此复杂的行为能够产生多大影响，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与文化、技术——当然，还有地球环境——的变化速度相比，绝大部分人类遗传特征的变化都极其缓慢。而且，较大的适应性转变需要环境保持千万年不变。因此，从今以后的5 000年里，人类所处的环境无疑会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只要基因组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人为改造，人类大概仍然会是今天的人类，不会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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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群体的自然选择研究简史


  撰文 褚波


  1858年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首次提出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的概念：能让生物体更容易存活和繁殖的优势性状会随着时间而在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选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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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 华莱士


  1865年


  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发现了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这一发现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开端，为自然选择分子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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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尔


  1937年


  美国科学家多布赞斯基出版《遗传学和物种起源》一书。在这部继《物种起源》之后最为重要的进化论著作中，多布赞斯基在理论和实验上统一了自然选择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对博物学家和实验生物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刺激了各个领域的生物学家都投身到进化论的研究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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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布赞斯基


  1953年


  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生物学从此进入了分子时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为自然选择学说补充了重要的新证据，也为科学家探索自然选择的遗传机制提供了强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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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森 克里克


  1954年


  英国科学家埃里森发现，镰刀状细胞贫血症在非洲人中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非洲不同地区发病率的高低还与疟疾的流行程度有关。当时有人猜测，镰刀状细胞贫血症的这种地理分布模式可能与非洲人对疟疾的适应有关（后来这一猜测得到了基因分析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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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状细胞


  1968年


  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中性学说，他认为在分子水平上，生物进化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而是按一定的速率随机地突变，对生物的生存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虽然中性学说得到一些分子证据的支持，但该学说的正确性和适用范围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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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村资生


  1988年


  美国科学家休斯提出，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作用下，功能发生改变，但有利于人类适应环境的基因突变会在人类群体中越来越普遍，而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族群间的DNA序列进行检测。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休斯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1994年


  美国科学家哈德逊等人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类群体中的自然选择机制，他们开始在研究中引入果蝇等模式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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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蝇


  1999年


  美国科学家鲁尼在研究中发现，编码P1精蛋白（参与精子生成过程）的基因在人类中的进化速度明显快于反刍动物、啮齿类动物，表明这个基因受到了很强的自然选择作用。这是人类近期快速进化的证据之一（不过，后来更多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特例）。


  2000年


  由美、英、日、中、德、法6个国家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完成，科学家测定了人类23条染色体上的全部DNA序列。该计划不仅解开了“生命天书”，也极大地促进了基因测序与分析技术的发展，这是自然选择遗传机制研究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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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基因组


  


  2002年


  中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尼日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发起了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目标是构建人类DNA序列中多态位点（SNP）的常见模式（即单体型图）。对SNP的分析，更有利于发现自然选择在人类基因组中留下的印记。


  2004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发表文章称，据他们估计，在成年人体内仍有活性的乳糖酶基因突变型，仅仅用了5 000～10 000年时间，就在欧洲游牧民族中达到很常见的程度。


  2005年


  国际单体型研究联盟发表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科学家从来自全球的269个人的DNA中找到了100多万个SNP位点。经过分析发现，在1、2、4、8、12和22号染色体上都存在选择性清除的证据，这表明多个DNA区域都经历过较强的自然选择作用。


  2004年


  美国科学家沙夫纳发现，在男性中，X染色体由于受到半合子状态（即X与Y染色体配对） 的影响，X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容易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从而可能加速人类进化。而且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尼尔森还发现，X染色体上受到自然选择作用的基因通常与精液生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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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和Y染色体


  2006年


  美国科学家萨拉·蒂什科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上报告称，他们在东亚游牧民族中发现了乳糖酶基因快速进化的证据。这些改变意味着，这是人类对新的生存条件的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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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什科夫


  2008年


  一系列论文报道了50多个影响人类身高的等位基因，而且每个“身高基因”似乎并只能对身高产生微弱影响，平均只能使身高增加3～5毫米。这一发现说明，人类的适应性变化可能并非以这种方式产生，而是由一些对基因组中上千或上万个相关基因具有温和影响的基因变异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些适应性改变是多基因性的。


  2009年


  美国科学家普里查德（本期封面故事作者）与同事发现，带有选择印记的等位基因的地理分布与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路线有关，这表明人类进化不仅会受到环境影响，人类自身的行为也会影响进化。


  [image: picture]


  普里查德


  2009年


  美国科学家斯特恩斯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他们找到了6种会让女性在一生中生育更多子女的特性，这些特性全都显示出了中等偏上的遗传性。该研究团队还发现，子女数量较多的女性通常比平均水平稍矮和稍胖一些，绝经年龄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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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恩斯


  2010年


  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学家发现了在中国藏族人中很常见，但在其他人群中很罕见的基因变异。这种变异可以调节藏族人体内的红细胞生成量，有助于解释藏族人为什么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一发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快速适应新环境。


  2010年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韦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城市化历史的长短与当地居民基因组中是否存在某些抗病基因有相关性。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疾病在人口密度高的城镇中更容易传播，城市化带来了更大的传染病风险，这种风险已足以形成一种选择压力，经历长期自然选择，那些城市化历史悠久地区的居民就具有了某些抗病基因。


  


  社交消失于社交媒体


  因为社交网络的出现，人类在进化史上头一次不会再觉得孤身一人、也不会再感到无聊。但是，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某些本质特性？


  采访 马克 · 菲谢蒂（Mark Fischetti） 翻译 张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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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姓名


    谢里·图克


    职业


    社会学家


    地点


    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方向


    人们如何与技术互动，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人际关系。


    整体观点


    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让我们越来越不擅社交。

  


  计 算概率的话，你应该有智能手机，在几大社交网络上有账号，并且长时间无视和你同在一间屋子里的家人或朋友——因为你完全沉浸在社交技术（一般指社交网站或社交软件）里。这项技术意味着你永远不会觉得孤身一人，永远不会无聊。但讽刺的是，这项技术也会让人们更少关注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让自省都变成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我们大多害怕承认这样的事实。麻省理工学院的谢里· 图克 （Sherry Turkle）说，“我们与这些科技还处在热恋之中，就像是年轻的恋人们一样，不敢谈论他们的爱情，害怕毁了它。”


  图克深入采访了各个年龄段的数百人，问过他们和自己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网上身份和机器人之间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她说，和印刷术、电视机这种很早以前的发明相比，如今这些“永远运行、永远在线”的技术，威胁到了一些我们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特征。以下的对话里，图克解释了她的担忧，还有她谨慎的乐观——或许年轻一代人能够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科学美国人》：关于我们和社交技术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图克：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完全无法忍受独自一人。通常我会在十字路口、超市队伍这些地方仔细观察周围的人，哪怕给人们一秒钟，他们也要拿出手机做点儿什么。所有研究都表明，独身自处的能力正在消失。也许接下来就是失去突然走神或者自我反省的能力，你的注意力只会投向外界。


  《科学美国人》：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存在这个问题？


  图克：是的，但是儿童尤其需要独处，独处是自我对话的前提。面对自我和发现自我是人格发育的基础。但是现在，哪怕两三岁的小孩都能接触到这些技术，能轻松获得外来的、容易让人分心的信息，因此也失去了独处的机会。讽刺的是，那些让人们时刻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反而让大家难以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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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美国人》：也许人们只是不喜欢无聊吧。


  图克：人们老是说再也不想面对无聊的等待了。每当出现间歇时，他们就会感到焦虑，然后低头开始看手机。这样的人还没有学会与人交流、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这些都需要间歇甚至耐心的等待。


  《科学美国人》：那在人们心中，人际关系的价值是在下降吗？


  图克：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把另一些人当做物品来对待。想象一下两个人在约会，“嘿，我有个想法，干嘛一定要面对面盯着，咱们可以都带上谷歌眼镜，如果对话无聊了，我可以浏览一下邮件，你也不会发现。”同样的情况也扰乱了家庭生活。当那个烦人的姑妈又开始在餐桌上说话的时候，她的小侄女就会拿出手机开始浏览Facebook，突然之间她的世界就出现了打雪仗和芭蕾舞演员的画面，而这顿晚餐的意义也随之崩塌。过去，晚餐是美国家庭三代齐聚的理想情景，而现在Facebook则成了新的理想之地。


  《科学美国人》：那些拿着手机睡觉的人呢，他们睡着之后总不会觉得孤独吧？


  图克：我采访了太多的中学生，我问，“你半夜的时候会回短信吗？”他们会说，“哦，当然啊”。我管这种生活方式叫“我分享，我存在”。


  如果你在半夜分享东西、在半夜回复别人，你就像是被划归到另一个区域。和你一起的，还有所有觉得有义务及时回复的人。大家的心理预期都是永久在线，每个人都能随时获取其他人的建议和认同。我做过一个案例，一位年轻女性在Instagram上拥有2 000个粉丝。她在晚上9点提一个问题，即使在凌晨2点收到回复，也会醒来查看这些回复。对很多孩子来说，凌晨2点都是这样的状态。


  《科学美国人》：对于这样生活的人来说，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不叫停，我想他们无法培养出自我感，没法自己做决定，无法建立成熟的个人关系和商务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完整，缺乏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靠网络投票解决，他们早晚会遇到麻烦。


  《科学美国人》：就像是把你的生活众包出去。


  图克：至少是众包了重大决策。但是我想，等到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三十多岁，而非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一切可能会让他觉得不再惬意，他们不得不去学习和培养一些情感交流的方式，虽然他们向来对此不怎么上心。


  《科学美国人》：那我们和其他智能形式以及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呢？


  图克：1970年，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的立场是，就算模拟思考能算作是思考，模拟感受也不是感受，模拟爱情绝对不是爱情。但现在，那种立场已经消失了。人们对我说，如果Siri（苹果手机上的语音助手）能装得更像一点儿，他们很愿意和Siri聊天。


  《科学美国人》：这不就和电影《她》有点儿像吗？


  图克：就是这样。现在人们的立场似乎变成了，如果有个机器人能骗过我，让我觉得它能理解我，那我很愿意选择它当伴侣。对于人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亲密关系的需求而言，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改变。孩子是这样，成年人也是这样。新一代机器人的设计思路就是要让你“觉得”它能理解你。而在这种逻辑下，即使知道机器人无法真的理解交流的内容，人们也不会装着它好像可以理解一样，大家都坦然接受了。


  《科学美国人》：这项改变究竟触及了什么底线——是因为机器人没有移情能力吗？


  图克：人和机器之间没有真正的情感交流。你似乎想说，只要感觉被理解了就好，移情能力（即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无关紧要。可是我采访过一位女性，她说她能接受一个机器人男朋友。我看着她，问：“你知道的，它没法理解你。”她说，“我只是想让家里看起来像点样子而已，只想有个东西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是独身一人。”


  人们也能接受陪伴老年人的机器人。但是，这件事情我要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反对，因为一位老年人理应把他一生的故事讲给能理解生命为何物的人听。他们已经失去了配偶，失去了子女。而我们却想让他们把自己一生的故事讲给一个既不知生命为何物，也不知什么是失去的东西。


  我们必须理解，眼下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故事。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面对这类情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我们应该更细致地斟酌，为什么人们愿意把人性投射到机器上，愿意把虚造的移情能力当成真实的东西，即使这样的沟通交流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真的对科技的需求已经超过了我们对彼此的需求，是这样吗？


  《科学美国人》：网络身份和虚拟现实也有同样的问题？


  图克：在特定情况下，我们也在从现实生活转向现实与虚拟混合的场景。有位年轻人给出过很简明扼要的概括：“现实生活只是一扇窗子，还不一定是我最好的一扇。”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几乎遗忘了虚拟现实，但是Facebook收购Oculus后，又让人们想起了这项技术——扎克伯格幻想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和朋友会面，那里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或者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都是美国著名演员），你住在无比华丽的家里，只展现你想展现的一面。反正，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未来的虚拟世界想象成理想之地。


  《科学美国人》：但是怀疑者说，网络身份和真实身份没什么区别。


  图克：的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表演。我现在就在扮演谢里·图克最好的一面，这和我穿着睡衣就出去玩还是有点不一样。但Facebook或其他虚拟角色能把这


  种不一样表现得更明显，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编辑。一位女性上传了一张照片，然后开始调颜色、背景和亮度。为什么？因为她希望照片变得和她想象的一样。过去我们从来没有随心所欲的能力，而现在我们就可以这么干，人们对这种方式简直已经着了魔。


  我问过一个18岁的男生，“面对面交谈到底有什么不好？”他说，“交谈是实时进行的，没法控制自己要说什么。”这句话意味深长，而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通过电子邮件往来的原因——不光可以错开繁忙的时间，而且还能让你更易掌控，把事情做好。


  《科学美国人》：人类能够兴起，是因为群体活动可以让每一位成员的成功概率都增加。日常生活向线上迁移的过程会影响这一利好吗？


  图克：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线沟通到底是强化了我们的优势，还是削弱了我们的优势？我有很多同事会认为是强化。互联网让我们有了新的相遇方式、新的结盟的方式。但是，我认为我们正面临转折点。当我们迷恋虚拟世界之时，却在真正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犯下错误。在让人心生向往的虚拟世界和我们躯体所在的现实星球之间，我们需要平衡。扭头不看现实真是太容易了，而我们又能否迈出虚拟，把现实的社群建设成它们应有的样子呢？


  《科学美国人》：你的批评者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种“新科技”场景其实也没那么新。电视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来过一回了——你知道，孩子可以看电视，所以你不用再看孩子。


  图克：首先，电视也可以成为集体活动。我成长的家庭里，大家会围着电视一起看，会为应该看什么而争来争去，也会在一起评论电视节目。但是，当每个人都在自己屋子里看自己的节目时，原来的集体活动可以说就被破坏了。而永远能运行、永远都在你身上的技术则在这方面起到了质的飞越的推动。我同意，以前也出现过质的飞越——书籍，但这次的区别在于它能永远运行，而使用者几乎别无选择。


  《科学美国人》：你是说，曾经你可以关掉电视机，正常生活。


  图克：而现在，没有手机和电子邮件，无论是我的职业生涯还是个人生活都难以为继。没有这些，我的学生甚至都不知道课程安排。在拥有这类科技的世界中，我们没有退出的选项。问题在于，面对一项永远能运行、永远都在你身上的技术，我们要如何才能在这样的情形下过着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它马上就要入侵你的耳朵、夹克和眼镜。


  《科学美国人》：那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图克：解决的办法将会作为一种“惯例”逐渐被培养起来。我想各家公司都会参与进来，因为他们会意识到，人们时时刻刻连在网上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社交礼节也会跟上。比如，今天我收到一条信息，如果没有在24小时内回复，人们就会担心我，或者因为我没有回复而生气。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我想，我们要改变人们对别人的期望，不再总觉得大家应当时刻保持在线。


  《科学美国人》：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帮助我们起步？


  图克：我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有“共享空间”——比如晚餐餐桌，或者私家车里。可以让这些地方成为交谈的场所，因为面对面交谈是我描述过的很多问题的解药。如果你能够和孩子、家人、社区成员交谈，很多负面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


  《科学美国人》：而且我们也应该更多地探讨这些技术，对吧？


  图克：我想要传递的信息并不是反科技，而是要支持对话、支持人类精神，是要质疑我们目前这种“更多、更好、更快”的主导性文化。为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发展，为了我们与孩子、社群、另一半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评估，我们到底想要些什么。至于机器人，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真正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我们自己。而这样的认识也让我感到很不安。人们宁愿与机器人谈话，就是在承认人与人之间没有提供交谈和陪伴的机会。哪怕大家知道它连一个字都不能理解，还是愿意和机器人一起对话，是因为我们让彼此失望了。这和机器人无关，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科学美国人》：所以，谁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这种趋势停下来？


  图克：在我所见过的事情中，最让我乐观的，是伴随着科技一同成长却不为此痴迷的人，他们愿意说：“等我一会儿”。他们能看到这些技术正在伤害学校和家庭生活的方式。就因为这一点，我抱有谨慎的希望。


  我见过很多例子——小孩和家长谈话时，说到某个东西，家长就会上网去搜，而孩子则会说，“老爸，不要搜了，我就是想和你说会儿话而已”。我去城市公园的时候，会看到小孩爬到大滑梯的顶端，高喊：“妈妈，妈妈！”而妈妈却会无视他们。在5岁或者8岁的时候，他们只会抗议自己被无视了。等他们到了13或14岁，我再采访他们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会反省。他们会说，“将来我抚养孩子的时候，肯定不会像这样了。”他们会设下一些规矩，比如晚饭不准看手机。


  我也见到过一些证据，说有些人在面对这些技术时，就像是完成一份工作一样，必须时时刻刻更新他们的Facebook页面。所以我想，最大的可能是，这些孩子会看到这种生活所付出的代价，然后引领我们走出困境。他们会想，“我们不需要放弃这些技术，但是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更聪明一点儿。”


  


  本文作者 马克?菲谢蒂是科学美国人的高级资深编辑。


  



  
    谷歌眼镜会毁掉我们的记忆吗？


    [image: picture]

  


  
    扩展阅读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Sherry Turkle. Basic Books, 2011. How Google Is Changing Your Brain. Daniel M. Wegner and Adrian F. Ward; December 2013.

  


  第五部分 迁徙和殖民


  人类濒临灭绝时


  智人甫一出现，严酷的气候条件就差点儿让他们灭绝。最近的发现告诉我们，今天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是由一小群古人类进化而来的，他们凭借了非洲南海岸一个独特的资源组合才得以幸存。


  撰文 柯蒂斯·W·马雷安（Curtis W. Marean）


  翻译 蒋青 高瑞雪


  本文作者


  柯蒂斯·W·马雷安，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与社会变化学院的教授，也是人类起源研究所的成员。他的研究包括现代人起源、史前非洲、古气候与古环境，以及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骨。他对人类在海岸生态系统中占据的位置特别感兴趣。他还是南非海岸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古人类研究项目（SACP4）的首席研究员，该研究项目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本文译者


  蒋青，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攻植物化石。古人将化石想象成“坠落的星辰”，数年的野外考察和室内工作，让她得以与化石亲密接触、徜徉于坠落的星辰中。以《环球科学》译者为荣，乐于以自身为媒介，与人分享科学世界的神奇与感动。


  高瑞雪，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首批古生物专业学生，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兴趣广泛，博而不专，唯对《环球科学》的爱好始终如一。作为译者，愿将这种阅读的快乐与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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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莫塞尔湾附近代号为PP13B的洞穴，在距今16.4万~4.8万年前智人濒临灭绝时，曾为一些人遮风挡雨。这些人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


  
    海洋拯救人类


    ● 距今19.5万年~12.3万年前的某一时刻，智人的人口数量直线下降，因为严寒、干燥的气候条件让我们祖先所居住的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变得不适宜生存。今天世界上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一地区一群逃过这场劫难的人的后裔。


    ● 非洲南海岸可能是为数不多能让人类躲过这场气候浩劫的地点之一，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贝类和植物。


    ● 在该地区一系列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器物，可能就是这一小群人类祖先留下的遗物。


    ● 这些发现证实了一个观点：高级认知能力进化出现的时间比过去认为的更早，这种能力或许在人类挺过艰难时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今天地球上的总人口已逼近70亿大关，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智人（Homo sapiens）曾经濒临灭绝。然而，对今天人类DNA所做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祖先确实曾经历过人口急剧下降的危机。尽管科学家没有掌握我们这个物种起源和濒临灭绝的确切时间表，但根据化石记录可以推测，至少在距今19.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出现并遍及整个非洲大陆。那时候，气候还很温和，食物也很充足，“生活”相当不错。但是，从大约19.5万年前开始，条件开始恶化。地球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冰期，史称“海洋氧同位素第6期”（Marine Isotope Stage 6，MIS6，以下简称为第6期），并一直持续到12.3万年前。


  第6期冰期期间非洲的环境状况没有被详细记录下来，不过根据距今更近的、人们了解更深入的其他冰期，气候学家推测当时的非洲一定既寒冷又干燥，那里的荒漠大概也比今天的荒漠要广阔得多。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方都应该不适合生存。当整个地球都被严寒笼罩时，人类数量也直线下降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繁殖个体总数最多不过1万多人，最少时甚至只有几百人。这一“瓶颈事件”到底发生于何时？人类的种群数量究竟缩水到何种程度？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遗传学研究估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果。不过，所有研究都表明，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次全球冰期的某时间段内生活在非洲某地的一小群人的后裔。


  投身科研工作之初，我是一名考古学家，在东非工作，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20世纪90年代初，遗传学家开始谈论所谓的“种群瓶颈问题”（population bottleneck）。今天的人类所展现出来的遗传多样性，与许多种群规模小得多、地理分布也窄得多的其他物种相比，竟然显得非常之低——这种现象的最佳解释是，早期智人的种群数量发生过大幅度衰减，即出现过“瓶颈”。了解这一问题之后，我的兴趣就开始转移了。我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到底找到了哪处“避风港”，才得以从这场气候灾难中幸存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区，才能为当时以狩猎和采摘为生的人类提供自然资源。这些地区中哪一个才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古人类学家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南非的南海岸常年盛产贝类和可食用植物，在我看来，这里是帮助人类度过困难时期的绝佳避难所。因此，在1991年，我决定去那里寻找可以发掘出第6期冰期遗物的地点。


  我在那片海岸地区的搜寻并不是无的放矢。我要找的避难所必须距离古海岸线足够近，方便人类取食贝类；还必须足够高，这样古人类文化层（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才不至于因为12.3万年前的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而被冲毁。我的南非同事彼得·尼尔森（Peter Nilssen）在南非莫塞尔湾（Mossel Bay）附近插入印度洋的一个海岬——平纳克尔角（Pinnacle Point）上，发现了几个洞穴。1999年，我和他决定对这些洞穴一探究竟。爬下峭壁，我们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很有希望的洞穴，也就是现在代号为PP13B的洞穴。洞口附近的沉积物被侵蚀了，暴露出清晰的文化层，包括火塘和石器等。更妙的是，人类活动遗迹之上还覆盖着一个沙丘和一层石笋，说明它们相当古老。洞穴里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我们撞上大运了。第二年，当地一个驼鸟养殖户帮我们搭建了一条180级的木制台阶，让我们能更安全地到达遗址。随后，我们开始了发掘。


  
    海边避难所


    距今19.5万~12.3万年前，地球处于一个名为“海洋氧同位素第6期”的冰期，导致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既寒冷又干燥，连智人食用的动植物都无法存活下去。只有少数几个地区才能维持人类生存，那里覆盖着草地和地中海灌木植被。非洲南海岸则是一片丰饶的绿洲，因为只在这里生长的芬堡斯群落植物可供食用，厄加勒斯海流和本格拉上升流（从海底涌上来的富含营养的冷水）也滋养了密度极大的海贝层（shellfish b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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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高地


    要寻找可以上溯到第6期冰期的考古遗址，就必须寻找这样的避难所：那里必须距离古海岸线足够近，方便人类取食贝类；还必须足够高，这样古人类遗址才不至于因为12.3万年前的海平面上升而被冲毁。在名为平纳克尔角的海岬上，PP13B和其他深陷进峭壁的洞穴恰好符合这两个条件。那里已经出土了人类史前时期这一关键时间段的大量遗物。

  


  通过对PP13B及附近其他遗址的发掘，我们团队还原了大约16.4万~3.5万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类的活动。这段时间正好涵盖了人类种群数量进入瓶颈和开始反弹的重要时段。这些洞穴中的沉积物，加上对此地古气候的分析，让我们能够拼凑出平纳克尔角史前居民在严酷气候危机下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的场景。这些遗迹还驳斥了“人类认知能力的现代化进程远远滞后于身体结构的现代化”这一盛行的观点——即便在PP13B最古老的文化层里，人类行为方面已臻成熟的证据也比比皆是。智力的提高无疑对人类生存贡献良多，让我们的老祖宗得以充分利用海岸边的资源。


  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寒冷和干旱成为动植物杀手，智人也因为可供猎取和采摘的食物日渐稀少而逐渐灭绝。不过平纳克尔角的幸运儿们却可以天天大快朵颐，因为他们的食物——海产品和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下反倒兴盛起来。即使在第6期冰期之中，气候也经历着忽冷忽热的变化，海平面随之升降，古海岸线也时进时退。但无论怎样变化，只要人类逐海岸而居，他们就能获取大自然令人称羡的馈赠。


  海边的聚宝盆


  非洲南海岸丰富的植物地下茎和贝类资源，在冰期的干旱与严寒中反而兴盛不衰。


  手持挖掘棍（digging stick，一种非常原始的铲子）的人类采食者提供了巨大的宝藏：群落中的植物能够产出世界上多样性最丰富的地下茎（geophyte），包括块茎（tuber）、鳞茎（bulb）、球茎（corm）等地下储能器官。


  即便对于今天的狩猎采摘者来说，这些地下茎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总在每年的特定时段长到最大，而且跟长在地上的水果、坚果和种子不同，很少有其他动物会对它们感兴趣。在弗洛勒尔角大量生长的鳞茎和球茎还有另外的诱人之处，因为与许多纤维成分很高的其他地下茎相比，这些鳞茎和球茎的纤维成分相对于它们所含的高能碳水化合物来说含量较低，因而更容易被孩子消化吸收。（煮熟之后还会更容易消化。）况且，地下茎本身就是植物适应干旱气候的结果，所以在干旱的冰期，它们的数量应该更多，更容易被人类挖到。


  非洲南海岸虽然不是大型哺乳动物捕猎的好地方，却有着充足的蛋白质来源。就在近海，本格拉上升流（Benguela upwelling）里富含养分的冷水和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Agulhas current）相撞，在非洲南海岸生成大量冷热水相混合的漩涡。各式各样的海洋环境，在岩石遍布的潮间地带和沙质海滩上滋养出种类繁多、密集成层的贝类。贝类是蛋白质和Ω-3脂肪酸的高品质来源。与地下茎一样，冰期严寒也不会让贝类的数量有所衰减。恰恰相反，海水温度下降还会促进贝类的繁荣。


  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正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独有的动植物组合，才让这块地方如此具有吸引力。一片被称为弗洛勒尔角（Cape Floral Region）的狭长地带环抱着海岸线，有着就面积而言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植物群。这片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竟然生存着9 000种植物，其中64%都是本地特有的物种。事实上，耸峙于弗洛勒尔角中心地带开普敦城的名胜桌山（Table Mountain），拥有的植物物种比整个英国都要多。在这片植物王国的植物群落当中，分布最广泛的当数芬堡斯群落 （fynbos，即高山硬叶灌木群落）和雷诺斯特群落（revoster-veld），包含的植物类型以灌木为主。这些植物群落为


  生存技巧


  早期现代人不仅会制作组合工具，甚至在16.4万年前就发展出了复杂的加热处理工艺。


  既有贝类提供高热量、高营养的蛋白质，又有植物地下茎产出低纤维、高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南海岸为第6期冰期中的早期现代人提供了一份理想的膳食。此外，女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这两种资源，不需要指望男人就能为自己和孩子们提供高品质食物。我们还没有发掘出PP13B的居民食用地下茎的证据，这么古老的遗址很少会有有机物遗物保存至今，不过在这一地区年代较近的遗址中，居民们食用地下茎的证据相当丰富。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PP13B的居民以贝类为食。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安东涅塔·叶拉迪诺（Antonieta Jerardino），对该遗址出土的贝类进行研究后证明，当时的人类会从海岸上捡拾褐贻贝（brown mussel）和一种叫做alikreukel的土生海螺。他们有时还会捕食海豹和鲸等海洋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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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捡海贝


  富含蛋白质的贝类，被认为是平纳克尔角的人类族群得以幸存的要素之一。在非洲南海岸岩石遍布的潮间地带（左上图），贝类的供应一年四季源源不断。褐贻贝（左下图）在PP13B遗址可以上溯到16.4万年前的最早期文化层中就已出现，说明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历史远比过去所知的要久远。后来，PP13B的居民把帽贝和沙贻贝也放进了食谱，还收集冲上海岸的冠螺空壳用作装饰（右图）。


  此前，人类系统利用海洋资源的已知实例仅可追溯到不足12万年前。但是，以色列地质勘探局（Geological Survey of Israel）的米拉·巴－马修斯（Mira Bar-Matthews）和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泽诺比娅·雅各布斯（Zenobia Jacobs）所作的年代鉴定表明，PP13B居民以海为生的时间远早于那个年代。2007年，我们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人类食用海产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惊人的16.4万年前。到了距今11万年前，人类的食谱已经大大扩展，把帽贝（limpet）和沙贻贝（sand mussel）之类的物种也囊括了进来。


  采集这些海产品，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贻贝、帽贝和海螺都生活在危险的潮间地带的岩石上，这里的涌浪（swell）可以轻易掀翻不幸的采食者。在非洲南海岸，只有在大潮的低潮期，人们才能安全地采集这些贝类，并且满载而归。此时太阳和月球恰好连成一线，把它们施加在海水涨落上的引力作用发挥到最大。由于这些潮汐与月相有关，每天推迟50分钟到来，我推测生活在PP13B的人类会按照某种阴历（lunar calendar）来安排他们的海岸行程，就像今天生活在海边的人们长久沿袭的做法一样。（距今16.4万年前，由于海平面较低，PP13B距离海岸要比现在远得多，约有2千米～5千米。）


  采集贝类并不是16.4万年前生活在平纳克尔角的早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唯一一种高级行为。出土的石器中有大量小石刃，长是宽的两倍，太小而不适于徒手使用。它们肯定是装在木杆上作为投掷武器来使用的。制作组合工具是古人类掌握了一定程度技术诀窍的标志，而PP13B洞穴中的小石刃是这种组合工具最古老的实例之一。不过我们很快了解到，这些小工具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


  南非海岸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大都是用一种叫做石英岩（quartzite）的岩石制作的。这种岩石颗粒粗大，适合制作大型石片，但很难制成精巧的小工具。为了制作小石刃，当时的人类选用了颗粒细腻的硅结砾岩（silcrete）。不过，我们团队中的石器专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凯尔·布朗（Kyle Brown）发现，制作这些小石刃的硅结砾岩有些古怪。在平纳克尔角和其他地方出土的硅结砾岩石器里，都能看到有光泽的红色和灰色斑点。然而，花了几年时间在海岸地区到处收集硅结砾岩之后，布朗断定，这些硅结砾岩原料中不存在这些斑点。况且，这些硅结砾岩原料实际上也不可能磨制成小石刃的形状。我们不禁要问，远古的工具制作者们又是在哪里找那些优质硅结砾岩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平纳克尔角5-6号洞穴里。2008年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大块埋在灰烬中的硅结砾岩，它与这一地区其他文化层中出土的硅结砾岩制品具有相同的颜色和光泽。考虑到这块石头是在灰烬中发现的，我们追问：远古的工具制造者有没有可能会用火烘烤硅结砾岩，使它更容易加工呢？这种方法在有关北美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人类学文献中均有记载。为了探明真相，布朗小心翼翼地烘烤了一块硅结砾岩原料，然后尝试着将它打碎。令人惊奇的是，石块裂成了薄片，而且断面上闪烁着跟遗址中出土的加工品相同的光泽。我们据此得出结论，那些石器时代的硅结砾岩也曾接受过加热处理。


  然而，要说服我们的同行相信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说法，需要打一场艰苦卓绝的硬仗。在考古学界一直被奉为圭臬的观点是：加热处理是法国的梭鲁特人（Solutrean）在大约2万年前，为了制作他们精美的工具而发明的。为了支持我们的论点，我们采用了3种相互独立的技术。法国波尔多大学的尚塔尔·特里博洛（Chantal Tribolo）进行了热释光分析（thermoluminescence analysis），以判断平纳克尔角的硅结砾岩工具是不是被有意加热过。随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安迪·赫里斯（Andy Herries）进行了磁化率分析，即寻找岩石磁化能力的变化——这是判定富铁岩石是否曾被暴露在高温下的另一个指标。最后，布朗用光泽计（gloss meter）测量了石器被加热和打碎后出现的光泽，并与他自己制作的石器上的光泽进行了比较。2009年，我们在《科学》杂志上详细描述了这些研究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距今7.2万年前的平纳克尔角，有意加热处理已经是一项被普遍采用的技术；那里的人们断断续续地采用这种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16.4万年前。


  加热处理工艺证明，当时的现代人类已经具备了两种独特的认知能力：第一，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从本质上改变原材料的特性，使它们变得更为有用。具体到平纳克尔角，当时的人类就通过加热巧妙改变了岩石的性质，从而把低劣的岩石变成了优质的材料。第二，他们能够发明并完成一长串工序。制作硅结砾岩小石刃，必须要经过一系列完整的、精心设计的步骤：修建一个沙坑使硅结砾岩与周围环境隔绝，缓慢加热至350℃，稳定保持这一温度，然后再缓慢降温。发明和实施这样一套工序，并让这些技术世代相传，很可能需要借助语言。一旦发展出了这些能力，我们的祖先无疑会凭借这些竞争优势，取代他们走出非洲后遇到的其他古人类。确切地说，当早期现代人闯入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的寒冷领地时，在平纳克尔角发展起来的复杂火控技术会给现代人带来显著的优势，从而战胜似乎还不会用火的尼安德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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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掘地而食


  地下茎是某些种类的植物用以储存能量的地下器官，会在一年的某个特定时段因富含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而呈现出肿胀的形态。围绕南非海岸生长的芬堡斯群落的植物盛产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地下茎，可能是第6期冰期时生活在这里的早期现代人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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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工艺


  PP13B洞穴中出土的石器包括工艺纯熟的器具，比如小石刃（上图最下面两排）。这种石器可以装在木柄上制成投掷武器。为了方便打造成这种形状，工具制作者似乎还对原料石块进行过加热处理——过去人们认为，这种工艺要到很久以后才在法国出现。


  天资聪颖


  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出现的时间，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比人类自身的进化出现晚很久。


  除了在技术上独具天分，平纳克尔角的史前居民还精于艺术。我们团队在PP13B最古老的文化层中发掘出了几十块红色赭石（ochre，铁氧化物）。它们被不同程度地切碎，并被研磨成细小的粉末。这种粉末很可能会混以动物脂肪之类的黏合剂，用来在身体或其他表面上作画。这类装饰通常包含着有关社会身份或文化中其他重要方面的信息——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象征符号。我和许多同事都认为，这些赭石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早的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vity）确凿无疑的实证，并将这种行为的起源向前推进了好几万年。在时间稍近的文化层中，也出现了象征行为的证据。在大约11万年前的文化层中，同时出土了红色赭石和贝壳。这些贝壳很明显是因为美观才被收集起来的，因为它们从深水中被冲到岸边时就已经是个空壳了。我认为，这些装饰性的贝壳以及人类在海中觅食的证据说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宗教仪式中深深地嵌入了大海的印记。


  象征符号和复杂工艺技术在平纳克尔角的过早出现，对于理解我们自身的起源具有深远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化石证据表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至少在19.5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现。然而，确定现代智力的出现则要困难得多。古人类学家试图利用考古记录中的各类指标，来识别认知现代性（cognitive modernity）的存在及发展程度。用复杂工艺制造出的器具，算是其中一类指标。这里的“复杂”是指，这些工艺要求人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将看似无关的表象联为一体，同时要求人们掌握一长串生产加工过程——比如为制作工具而对岩石进行加热处理。艺术或其他象征行为的证据则是另一类指标，比如用月相之类的符号记录时间的流逝。许多年以来，这些行为的最早实例都发现于欧洲，最早只能上溯到大约4万年前。根据这些记录，研究者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我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出现的时间，比我们这个物种的起源要晚很久。


  不过近十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南非的一些遗址上找到一些复杂行为的实例，它们的年代都要比欧洲发现的类似行为早很久。比方说，在南非工作的考古学家伊恩·瓦茨（Ian Watts）就在可以上溯到12万年前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成百上千块加工过和未加工过的赭石。有趣的是，尽管当地盛产各种颜色的矿石，但这些赭石和平纳克尔角的赭石一样，全都是红色的。这一点暗示人类会优先选择红色赭石，可能是因为这种颜色与月经和生育有关。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乔斯林·A·贝尔纳切兹（Jocelyn A. Bernatchez）认为，这些赭石中有许多可能原本是黄色的，经过加热后才变成了红色。在平纳克尔角以西大约100千米的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中，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的克里斯托弗·S·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S. Henshilwood）发现了一些经过系统雕刻的赭石、螺壳制成的串珠和精致的骨质工具，所有这些都可以上溯到7.1万年前。这些遗址，还有平纳克尔角的那些遗址，都与现代认知进化较晚的说法矛盾，表明现代人可能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认知能力。


  我们的祖先需要记住干旱环境中多种植物的分布位置和季节变化，还要把积累下来的知识传递给后代或其他部落成员。我推测，为增强这些能力而出现的既残酷又漫长的自然选择，是复杂认知能力进化的驱动力。这些能力还为人类的许多其他进步奠定了基础，比如掌握月相和潮汐的关系，并学会据此安排他们的海岸采集行程。易于收集的贝类和植物地下茎提供了高品质的食物，让人类不再四处流浪，提高了人口出生率，也降低了儿童死亡率。这些变化扩大了人类种群的规模，随着人们尝试着去表达他们的社会身份，同时依赖于各自所掌握的技术，象征行为和技术的复杂程度也得到了促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PP13B看到如此复杂的行为。


  逐海岸而居


  随着气候迅速而剧烈地改变，海平面时升时降，人类也追逐着不断变化的海岸线不停迁移。


  PP13B保存了一份漫长的、不断变化的人类居住记录。这些记录与我们团队获得的当地气候环境变化的细节记录相结合，揭示了我们的祖先在长达数万年的时间里如何利用这个洞穴和这片海岸的全过程。多亏南非海岸外名为“厄加勒斯浅滩”（Agulhas bank）的这片又长又宽且坡度平缓的大陆架，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埃里克·费希尔（Erich Fisher）建立起了古海岸线随时间变化的模型，展现了这里发生过的迅速而又剧烈的环境变化。在冰期，海平面下降，大陆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暴露出来，平纳克尔角到海边的距离也大幅增加，最远可达95千米。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时，海水又会重新覆盖厄加勒斯浅滩，这些洞穴又会再次“回到”海边。


  根据石笋中记录的35万年前～5万年前的降雨量和植被类型证据，我们发现，芬堡斯群落很可能随着海水后退而深入到今天被淹没在海面下的大陆架，而后又随海平面升高而退回来。因此，植物地下茎和贝类始终都靠得很近。至于人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时期，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这片区域中最好的位置，也就是植物地下茎和贝类的交接地带。因此，我认为他们会逐海岸而居。跟随资源一起迁移，可以解释PP13B洞穴为什么不是始终有人居住。


  我们在PP13B的发掘已经接触到了那些跟随变动的海岸线不断迁居的人类，他们很可能就是地球上现存每一个人的祖先。不过，如果我对这些人以及他们与海岸关系的推测是正确的，这个祖先族群最丰富的记录就应该还躺在厄加勒斯浅滩的水面之下。那里被大白鲨和危险的海流守卫着，只能留待不久的将来去发掘。我们可以继续考察现今海岸上的遗址，比如PP13B和我们正在挖掘的另一个代号为PP5-6的遗址，以此检验人类逐海岸而居的假说。不过，我们还可以研究那些由于大陆架陡峭而始终靠近海岸线的地方——这是我和同事们目前正在着手开展的工作。


  遗传、化石和考古记录一致表明，现代人首次大规模长期向非洲以外迁徙发生在大约5万年前。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比方说，导致这次集体迁徙的事件目前仍然未知。再比方说，我们还弄不清楚第6期冰期结束时，智人在非洲是仅存一个族群，还是存在数个族群但最终仅有一个繁衍出了今天的所有人类。这些未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给我们团队和其他人指明了一个非常清晰且令人兴奋的研究方向：我们的野外考察工作需要以我们祖先在那段冰期可能生活过的非洲其他地区为目标，并拓展我们对于第6期冰期之前稍早时候气候条件的了解。那些早期智人最终走出了避难所，占据了整块非洲大陆，并继续去征服全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故事更加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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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过去


  继续挖掘PP13B（上图）和非洲南海岸的其他洞穴，应该可以揭示有关人类祖先族群度过瓶颈最终殖民全球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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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身世之谜：

  DNA记录人类迁徙路线


  谁是现代人的祖先？借助先进的遗传分析技术，科学家将揭开谜底：比对DNA上的突变频率，就可以追踪现代人的祖先。


  撰文 加里·斯蒂克斯（Gary Stix）


  翻译 高星 吴秀杰


  本文译者


  
    高星，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涉猎范围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史、更新世人类在东亚地区的生存模式和技术发展、现代人类的起源等。


    吴秀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早期人类脑起源、演化及相关头骨、头后骨体质特征变异及身体健康状况的研究。她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对古人类颅内模及脑演化研究的科学家。

  


  



  
    人类大迁移


    ● 一般说来，科学家是通过研究古人类的骨骼化石和他们用过的器皿，来追踪人类的迁移路径。但这些古老的遗迹却很难寻找。


    ● 比较现代人的DNA，科学家就可以知道，某个地方的人在当地已经住了多久。


    ● 一些科学家在研究人类基因组时，发现了古人类在全球的迁移路径，以及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基因如何适应饮食、气候和疾病的变化。

  


  2007年，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兄弟的公司透露，将修建一座大桥，横跨巴布·厄耳·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出口）。如果这项宏伟计划得以实施，通过此桥前往麦加（Mecca，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是伊斯兰教圣地）朝圣的非洲人，将重温人类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一次“旅行”：5万～6万年前，一群非洲人（几百人或几千人）乘坐小舟，冒险横穿曼德海峡，从此再未返回非洲大陆。这群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五六万年前的这群人，为什么要离开位于非洲东部的家乡？确切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可能因为气候发生变化，或者曾经丰富的贝壳类食物的数量突然锐减，才迫使他们向其他大陆迁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批最早离开非洲的早期人类，已具有现代人的体质和行为特征——较大的脑容量和较强的语言交流能力。抵达亚洲大陆后（登陆点是今天的也门），现代人类的先祖们在此后上万年的时间里，继续向其他大陆进发，直至来到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才停下了脚步。


  对人类的起源，科学家已从人类骨骼化石中有所了解，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实物太少，很难据此描绘出那段遥远历史的全景图。过去20年间，人类遗传学家利用DNA分析法，寻找早期人类迁移的证据，以填补古人类学的空白。


  对所有人而言，细胞内的DNA有99.9%都是相同的，但就是这不同的0.1%，致使个体间的体质特征出现极大的差异。如果比较东非人与美洲土著人的DNA，科学家能从中得到人类世系，以及不同族群在各个大陆间迁徙的重要线索。遗传学家以前认为，只有父亲传递给儿子，或者母亲遗传给孩子的DNA，才具有化石般的研究价值，但最新研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也让他们的关注点，从少部分DNA片段扩大到整个人类基因组中的数万个核苷酸。


  通过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科学家提出了一些早期人类的迁移路径，其中一些在最近几个月才发表出来。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也让人们认识到，遗传多样性是如何从非洲大陆发源，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如果把人类世系看作一棵“进化树”，“树根”就是非洲原著民桑人（San people），最新长出的“树枝”则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上的居民。


  对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两名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工作的医生发现，驻守该城士兵的血型为某种特定血型的概率，与他们的国籍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蛋白质差异可以反映相应基因的变化，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意大利人类遗传学家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通过检查血型蛋白来规范不同人群间的遗传差异研究。


  19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丽贝卡·L·卡恩（Rebecca L. Cann）和艾伦·C·威尔逊（Allan C. Wilson）基于线粒体DNA的分析结果，发表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两位科学家在论文中指出，由于线粒体DNA只会由母亲遗传给后代，他们经过研究发现，所有人的祖先都可追踪到一位生活在距今20万年前的非洲女性身上。全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一重大发现，并声称现代人类的祖先就是那位“非洲夏娃”（这里说的“夏娃”并非《圣经》中的夏娃，她不是人类历史上的首位女性，而是指现有人类都是她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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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遗传分析


  
    20年前，科学家开始从DNA中发掘信息，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最初，他们只是关注线粒体DNA，后来才研究Y染色体。今天，科学家可以进行全基因组分析，找出不同基因组间的差异（即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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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DNA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已成为科学家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工具，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人的DNA，科学家就可以追踪早期人类的迁移路线。


  由于会发生快速、频率可预测的中性突变（对生物体既没好处也没坏处），科学家把线粒体视作“分子钟”。通过计算两个族群间线粒体DNA突变的次数差（就好比时钟转动时的滴答声），科学家可以构建一棵进化树，追踪到两个族群的共同祖先——“夏娃”或创立了新世系的其他女性。只要比较不同地区的人类世系的存在时间，我们就能获知早期人类向全球迁移的一些关键时间点。


  1987年，人类遗传多样性数据库开始扩容，将Y染色体上的遗传数据也囊括进来。Y染色体属于性染色体，只会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条染色体携带的核苷酸数量，远高于线粒体DNA（Y染色体由数千万核苷酸组成，而线粒体DNA只有1.6万个核苷酸），因而研究人员拥有更多的数据来区分不同的人类族群。在分析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的过程中，科学家已发现了数百个遗传标记（含有可识别的、仅为某个族群所特有的遗传突变的DNA位点）。


  几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向美洲的路径，如今我们可以在地图上进行标记。如果把当时的人类比作旅行者，他们的迁移过程，就像在一系列相互交联的线路上移动，只是速度非常缓慢。在这里，我们利用字母和数字，为这些线路编号，比如I95（相当于DNA上的遗传标记，因为在某一特定线路上，当地人都拥有共同的遗传标记）。以Y染色体为例，早期人类通过M168线路（即遗传标记）穿越曼德海峡后，向北迁移，通过阿拉伯半岛时，M168就变成了M89。此时，如果右转，向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进发，遗传标记就变成M9。到达印度兴都库什山脉的北部区域，如果左转就踏上了M45线路。在西伯利亚，沿着M242线路一直向前走，就会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如果继续向前，就是M3线路，通往南美洲（见第20页框图）。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都是强大的分析工具。2005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IBM和韦特家庭基金会（Waitt Family Foundation）共同出资4,000万美元，资助了一个庞大的合作研究项目——基因地理计划（Genographic Project）。全球共有10个研究机构参与了这项研究，他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收集10万人的DNA。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斯宾塞·威尔斯（Spencer Wells）说：“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早期人类从非洲向外迁移的具体细节。”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该项目的科学家发现，在遗传上，非洲南部的克瓦桑语族人（Khoisan）在10万年与其他非洲人还是相互独立的。在该计划的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黎巴嫩人基因库中的一些基因，可以追溯到参加十字军的基督教信徒和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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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标记


    科学家在不停地寻找遗传标记——一些特殊的DNA序列。不同的族群具有不同的遗传标记，因此对比不同的基因组，可以找出一些遗传标记。微卫星序列是一种短小的重复核苷酸片段，存在于所有染色体中，在很多年前，它们就被当作遗传标记。目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全基因组分析技术——拷贝数差异，即分析长为100万个核苷酸的DNA片段缺失或重复的数量。

  


  发现证据


  近十几年，科学家分析了大量的DNA，为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一小群人从非洲大陆走出，到一个新的地域生活、繁衍后代，后来这群早期人类的一个分支与“母体”脱离，向其他地方迁移……


  遗传学家已在早期人类可能的迁移路径周围，采集了很多人的DNA样本。不过，有时看起来很“肯定”的数据却带有欺骗性，因此科学家更喜欢能拿在手中观察的化石，而不是人类进化树。放射性同位素能客观地测定化石年代，但DNA突变的频率却会因为不同的片段而出现波动。


  古人类学家正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古老的人类化石不仅稀少，而且经常是不完整的。根据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分析的结果，最早的人类迁移路径是从非洲到澳大利亚，但遗憾的是，在这条线路上，考古学家一直未能发现实物证据。


  如何摆脱这种两难局面？从更多的地方，采集更多的DNA。为了得到支持遗传分析的证据，科学家开始把目光瞄向与人类相伴而生的生物：细菌、病毒甚至虱子，他们希望能从这些生物的基因中，发现人类迁移的痕迹。此外，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其他基因组研究，催生了一批强大的分析工具，能有效弥补现有遗传分析方法的不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蒂姆·韦弗（Tim Weaver）说：“你能从来源于不同的人、甚至不同族群的基因组中，发现很多不同之处，为一些假说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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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证据


    与人类相伴而生的微生物，可以为早期人类的迁移提供证据。科学家在研究幽门螺杆菌（能导致人类消化道溃疡）的基因时发现，这类细菌大概在5.5万年前离开非洲，与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大致相当。一些科学家还研究了一种分布于东亚和北美的细菌，结果表明，南美人起源于亚洲。

  


  迁移路径


  Y染色体上的证据


  
    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男性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例如M168和M89，遗传学家可追溯古人类的迁移路径，以及男性的起源。通过大量观察现代人的遗传标记，科学家可以构建进化树，并确定各个人类世系大致的起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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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来，科学家通过同步分析分散在基因组中的多个变异位点，得到了很多重大发现。20世纪末，世界首项全基因组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族群间的短重复DNA序列（即微卫星序列，microsatellite）的差异，但最近几年，这项研究的关注范围已扩大不少。今年2月，两个研究小组分别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文章，报道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类遗传多样性分析。他们均分析了50多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简写为SNPs，是指在DNA的特定位点上，一个核苷酸与另一个发生交换）。提供DNA样本的细胞采集自大约1000人（分别来自全球范围内的51个族群），目前保存在法国巴黎的人类多样性研究中心。


  在分析数据时，两个研究小组采用了多种方法：不仅直接比较了不同族群的SNP，还检查了单倍体型（haplotype，含有大量的、在世代间完整遗传的SNP的 DNA片段）。在《自然》上发表文章的研究小组，采用了一项新的技术来分析人类遗传变异：比较人类基因组中长达10万个核苷酸的DNA重复或缺失片段，以发掘更多的遗传变异标记。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诺亚·A·罗森伯格（Noah A. Rosenberg）说：“基因组的每个片段都能反映一段历史。尽管从整体来看，每段历史都不能完整体现人类基因组的变化过程，但综合分析成千上万个遗传标记，就有可能完整再现人类迁移的历史。”


  通过分析大量的SNP，科学家可以确定某个族群的“身份”，也可以弄清楚在遗传上具有亲缘关系的族群是如何扩散的。南美洲土著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伯利亚人和某些亚洲人；中国的汉族人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贝都因人（Bedouin，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则与欧洲、巴基斯坦、中东人有着亲缘关系。


  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一样，上述发现也为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一小群人从非洲大陆走出，到一个新的地域生活、繁衍后代，后来这群早期人类的一个分支与“母体”脱离，向其他地方迁移……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每到一个地方，“迁移者”就会取代当地的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也叫穴居人）或直立人（Homo erectus），但很少甚至不会与他们交配、繁殖后代。最新的DNA研究证明，每个分支与“母体”脱离时，都只会携带一部分遗传多样性，因此迁移路径离非洲越远，遗传多样性就越低。这就是说，根据遗传多样性的变化，科学家可以找出早期人类的迁移路径。土著美洲人是最后一批迁移者，因而他们的遗传多样性要比非洲人低得多。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大量统计学数据的出现，似乎可以为关于人类起源的长期争论画上句号。与非洲起源学说相对立的多地区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是直立人等古人类的后裔，在过去180万年里，这些直立人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分别进化了现代人。而在不同种群间偶尔发生的交配，避免了某些种群进化成独立的物种。


  今天，已经很少有科学家仍然坚持严格意义上的多地区起源假说，不过有人提出了这个理论的“改良版本”。最近几年，在美国犹他大学的亨利·C·哈本丁（Henry C. Harpending）和阿兰·A·罗杰斯（Alan R. Rogers）的帮助下，印度理工学院的维纳雅克·埃斯瓦兰（Vinayak Eswaran）提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后，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进行交配、繁殖后代，因此在现代人类的基因组中，80%都受到了这种交配的影响。


  即使我们的祖先与其他古人类有过交配行为，科学家也未必能观察到由此产生的遗传印记。哈本丁认为，这是因为非洲祖先携带了一些优势基因，它们会参与繁殖过程，赋予人类某种生存优势，而其他古人类基因的作用，被祖先的优势基因屏蔽了。哈本丁说：“表面上看，现代人类与非洲祖先的亲缘关系似乎更近一些，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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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起源假说


    非洲起源学说提出，现代人在5万～6万年前离开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取代各地的古人类（包括180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直立人）。与此相对立的多地区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的体质特征不仅仅源于非洲，也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古老人类，这些人群之间有基因交流，从而保证了单一物种的存在。

  


  基因交换


  科学家发现，欧洲人的祖先曾与尼安德特人发生过基因交换，这是否意味着，现代欧洲人具有部分尼安德特人血统？


  认为现代人类可能是非洲祖先与其他古人类共同后代的科学家，并非只有埃斯瓦兰和哈本丁。在一些智人的骨骼化石上，仍然保留着早期人类的某些特征；现代人类的遗传数据似乎也说明，我们的祖先与其他古人类的确有过交配行为 。


  在人体内，一些基因变异出现的时间，远在20万年前——但现代人类起源的时间，也不过在10几万年前。因此，这些古老的变异只可能来自更古老的人类，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可能与其他古人类交配过。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T·拉恩（Bruce T. Lahn）的一项研究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和同事发现，一个调控大脑容量的小脑症基因（Microcephalin gene）竟含有一个奇怪的单体型——它可能是在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的祖先交配时，传递给后代的。


  这个发现将在6个月后得到证实。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美国454生命科学公司共同发起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2008年年底，完成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提取自4万年前的克罗地亚尼安德特人骨骼）70%的测序工作。研究人员估计，相关研究结果将在6个月后公开发表。


  到目前为止，在尼安德特人与欧洲人祖先间，科学家并未发现DNA转移的遗传标记。“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德国马普研究所的斯万特·柏保（Svante Paabo）说：“我们的确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但目前还不能排除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祖先有过交配行为的可能性。”前段时间，柏保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100万个核苷酸进行的分析表明，现代人类祖先的确与其他古人类发生过基因交换。遗憾的是，这一结论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因为柏保用于分析的样品可能被污染了。其他科学家也没有发现拉恩提到的小脑症基因的突变体。


  古DNA研究对样本的纯净度要求很高，对标本的触摸乃至近距离呼吸都可能污染样本。一些古人类学家到野外取样时，为实现与样品的隔离，一般要穿着无尘衣——这种服装一般要在计算机芯片工厂才能见到。由于有一次样品被污染的教训，柏保对试验方法做了一些改变。在每一段尼安德特人DNA的开头处，研究人员都连接了由4个核苷酸构成的“标签”。在测序前，每段DNA必须经过“分子身份鉴定”，以防止样本污染。


  不少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与非洲祖先的基因组相似程度高达99.5%。因此，测定他们的DNA序列，可以为比较基因组学研究提供极具价值的数据，让科学家能在人类基因组中找出尼安德特人与非洲祖先的交配“痕迹”，以及自然选择更“偏爱”哪些特性。柏保说：“如果你对人类进化感兴趣，尼安德特人就是最独特的物种，因为在亲缘关系上，他们离我们是最近的。尽管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至少能得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而对于大部分古人类来说，要得到他们的基因组序列，难比登天。”


  最新一项研究表明（尚未公开发表），尼安德特人的Y染色体与现代人类有较大差异。柏保说：“没有人的Y染色体像尼安德特人的那样。”这一结果与早期的一项研究相呼应：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也很不相同。不过在2007年11月，柏保和同事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也有一个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名为FOXP2的基因。在人体，这个基因与语言发育有关。今年4月，一篇报道曾指出，FOXP2基因可能源于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的杂交。不过，这篇报道涉及的研究样品是否受到污染还不得而知。


  
    姓氏与DNA


    人类历史上的遗传记录，就好比电话簿上写着的联系人名字。2007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马克·A·乔伯灵（Mark A. Jobling）发表文章称，在英格兰西北部，姓氏历史超过1,600年的男性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的Y染色体，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乔伯灵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刑侦调查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把DNA证据和某些姓氏联系起来，以此降低嫌疑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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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


    DNA污染使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分析工作变得复杂。在西班牙的El Sidron洞穴，研究人员为了避免污染样品，特意穿着无尘衣工作。

  


  全基因组分析结果


  寻找答案


  
    人类基因组计划催生了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和强大的计算机分析技术，这让科学家可以迅速比较从全球采集的基因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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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科学家绘制的世界遗传图显示，离非洲越远的人，遗传多样性越低。图中的每个色块代表一个单倍体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非洲是拥有色块最多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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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环境


  基因研究表明，即便是在今天，人类的基因仍在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


  目前，科学家仍在测定提取自早期人类骨骼的DNA序列，以确定我们的祖先是否与其他古人类有过交配行为。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学家利用全基因组分析法分析人类DNA，研究早期人类在迁移并适应新住址的过程中，哪些特性会因为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而改变。


  今年2月，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遗传多样性的确有所下降。该小组从20位欧洲籍美国人以及15位非洲籍美国人身上提取了DNA样品，并对比了4万个SNP。结果发现，与非洲籍美国人相比，欧洲籍美国人携带了更多的有害突变，而这些突变可能与某些疾病直接相关。卡洛斯·D·布斯塔曼特(Carlos D. Bustamante)在研究欧洲人群时提出的“群体遗传回声”效应，或许可以解释上述现象：最初进入欧洲时，非洲祖先的遗传多样性较低，一些有害突变广泛分布于基因组中，当他们的后代增多，新的有害突变也随之增多，而由于时间相对短促，自然选择未能及时除去这些有害突变。


  那么，自然选择如何帮助现代人的祖先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基因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过去两年，很多研究都在寻找出现于人类离开非洲之后，以及有助于人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基因突变。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International HapMap）收录了大量的单体型，并包含了390万个来自北美人（具有西北欧血统的）、尼日利亚、中国和日本人的SNP，因而在遗传学家眼里，基因组单体型图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宝藏。


  哈本丁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在4万年前，DNA变化的频率和人类进化的速率突然加快了。由美国布罗德（Broad Institute）研究所的帕迪斯·C·萨贝蒂（Pardis C. Sabeti）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上的数百个区域仍在经历自然选择，比如调控抗病能力、皮肤颜色、毛囊发育的区域。这一发现说明，即便在今天，不同地区的人在面对不同的食物、病原体和阳光照射量（或时间）时，仍在进行适应性调整。而且，当环境变化时，非洲人的基因也在改变。


  
    未来的挑战


    你会提供DNA吗？


    为了深入研究人类起源，遗传学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集更多土著人的DNA样本。参与了最近一项全基因组比较分析研究的科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库斯·W·费尔德曼（Marcus W. Feldman）说：“如果你明天给我提供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除了我们需要的5,000个研究样本，我还可以多找100多个。”


    资金短缺只是困难之一，另一个难题更让科学家一筹莫展：如何说服人们提供DNA样本。1991年，路易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和同事发起“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打算从全球400个人类族群中，找出25个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然后从这些人体内提取细胞，构建一个细胞库，用于基因组多样性研究。但由于很多人拒绝提供样本，甚至把这项研究称作“吸血鬼计划”（ Vampire Project），卡瓦利—斯福扎的计划最终流产。尽管每到一个地方，科学家都对当地人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人们仍然担心，他们提供的样本会用做商业用途（比如科学家为研究成果申请专利，或用于开发新药），而这种行为和盗版没什么两样。


    最近几年，科学家自发发起了一项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类似的研究计划。世界各国的遗传学家以个人名义采集细胞样本，然后集中起来。目前，科学家已采集到1,000多人的细胞样本，并将它们保存在法国巴黎的人类多样性研究中心。这个细胞库包含了51个人类族群的遗传信息，已被用于多项研究。


    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一样，最近的“基因地理计划”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这项计划旨在全球收集10万人的DNA样本。为了顺利收集样本，计划的发起者拟定了详细的“劝说方案”，并明确表示，收集到的样本不会用于医学研究。即便如此，仍有人反对这项计划，尤其是土著美洲人。不论采集样本的研究人员如何劝说，土著美洲人就是不愿意提供血液样本，甚至不愿意用牙签在口腔内壁刮一下（这样也能采集细胞样本）。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些土著人的细胞样本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它们能反映早期人类迁移的很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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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路易斯·昆塔纳－默齐（Lluis Quintana-Murci）在研究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时发现，有580个基因（包括与糖尿病、肥胖、高血压相关的基因）正在经历不同的自然选择过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疾病的发病模式具有地理差异，也可以为新药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人类遗传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只研究不同种族的人的毛囊大小和对牛奶的消化能力还不行，科学家还必须要知道，哪些因素构成了种族和民族。如果一个与认知相关的基因广泛存在于欧洲人体内，而只有少部分非洲人具有这样的基因，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因为一个单独的基因不能完全决定某种特性，深入理解遗传学机制，也许能避免出现不准确的推测。


  随着遗传研究日渐深入，以及对不同人类世系的遗传构成的详尽了解，“亚洲人”或“美国人”这样的术语可能被更精确的分类所代替，比如中国的汉族人就分为北方和南方世系。昆塔纳－默齐说：“在我看来，世界上并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地域限制。从遗传学来说，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爱尔兰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对人类进化史的回顾，现在仅开了一个头，科学家对数据和功能强大的计算工具的需求似乎没有止境。不过，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库或许可解燃眉之急。今年1月，一个国际联盟在日本宣布成立，目标是从世界各地的族群中采集DNA样本，测定1000个人类基因组序列。这项研究一旦完成，科学家将拥有足够的数据，构建多个人类进化模型，并衡量每个模型的可靠性。持续而深入的研究，最终将完美解答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是谁，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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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最早的美洲人


  很久以来，科学界都认为人类是在13 000年前移居美洲新大陆的。但一项新发现促使考古学家重新审视这一有关美洲先驱者的老观点。


  撰文 希瑟·普林格尔（Heather Pringle） 翻译 张曼菲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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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瑟·普林格尔是加拿大的一位科学作家，同时也是《考古学》（a r ch ae o l o g y）杂志的特约编辑。


  



  
    精彩速览


    考古学家一直认为，最早的美洲人是距今大约13?000年前、从北亚出发到达新大陆的克洛维斯人。但最新的考古学发现表明，人类到达美洲的时间要比上述时间早数千年。这些发现连同遗传学和地质学观点，促使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关于美洲先驱的问题：他们来自何方、何时到达、沿着什么路线抵达新大陆？

  


  今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美洲先住民研究中心的迈克尔·R·沃特斯（Michael R. Waters）下到了一个阴暗的深坑里。在这儿，一些挖掘机正用铲子开凿出一片古老的洪泛平原（floodplain）。人群中传出阵阵嘀咕声，一名挖掘工人递给沃特斯一块沾满泥迹的蓝灰色燧石残片。身为一名考古学家，沃特斯将这块残片在手中翻来覆去研究一番之后，又拿出放大镜仔细察看。


  这块和指甲差不多大小的碎片，像是多功能切割工具的一部分，是冰河时期所用的精细刀刃。很久很久以前，数以千计的人造品被随意丢弃在得克萨斯绿草茵茵的河岸边，这就是其中一个。这类线索非常稀少，它或许能帮助我们追溯美洲新大陆的人类历史，找到最早的美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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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特斯是一位60多岁满脸皱纹的高个子男人，蓝眼睛，眼神敏锐，说话谨慎，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标新立异的人。但他的工作却是致力于推翻关于人类最早定居美洲新大陆的传统理论。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认为第一批美洲人是来自亚洲的猎人，他们翻山越岭，一路向东追踪猛犸及其他大型猎物，穿过了连接亚洲北部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现已经淹没的陆地），最后抵达美洲。相传13 000年前，这些移民到达美洲后，迅速沿着一条从育空河到阿尔伯塔南部的无冰走廊行进，而他们极有特色的石器工具遗留在了今天美国一带。


  考古学家把这些狩猎者称为克洛维斯人，因为他们的很多石器工具发掘于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附近的一个遗址。


  过去十多年，“克洛维斯人最先”理论作为一项新发现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在智利南部一个被称为蒙特沃德的考古遗址，如今就职于美国范德堡大学的考古学家托马斯·D·迪里黑（Thomas D. Dillehay）的研究组发现了14 600年前睡在隐蔽帐篷里，食用海鲜和各种土豆的早期美洲人，远早于克洛维斯人的出现。一些科学家对这类发现极感兴趣，于是开始在北美寻找相似的证据。例如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佩斯利五英里基点山洞”（Paisley Five Mile Point Caves），一个小组发现了一份有历史14 400年之久的人类粪便，里面还找到了沙漠欧芹和其他植物的种子——而不是“大型动物狩猎论”拥护者期望的那种可以吃的植物类型。佩斯利山洞发掘项目负责人、俄勒冈尤金自然文化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丹尼斯·L·詹金斯（Dennis L. Jenkins）说：“这些古人类采用的是大范围采集的觅食模式。”


  如今，在巴特米尔克溪遗址（Buttermilk Creek）边，沃特斯和他的小组已经收获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已有15 500年历史、富含石器工具的地下遗址。该小组已经挖掘到了总共超过19 000个先于克洛维斯人的手工制品——从用于在骨头上刻下小记号的小刀片，到抛了光的赤铁矿（一种旧石器时代常用于制造红色染料的铁矿石），种类繁多。去年春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遗址目前挖掘出的先于克洛维斯人的工具，已经比其他所有这类遗址所包含的工具都多。沃特斯甚至已经没有精力去反复鉴别每个土层。“这明显是北美洲存在先于克洛维斯人的古人类的最好证据，”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兼地理学家万斯·T·霍利迪（Vance T. Holliday）说。


  受到这些发现的激励，考古学家现在开始检验这个提早了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的新理论。利用来自从遗传学到地质学的各个科学领域的证据，他们试图回答一系列相互间密切关联的问题：15 500多年前，这些最早的美洲人究竟来自何处？何时抵达？他们通过什么路径来到美洲新大陆？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出现了令人兴奋的发现。“我们目前在研究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梅西赫斯特学院的考古学家詹姆斯·M·阿多瓦修（James M. Adovasio）说，“我们正在研究早期人类进军地球最后一片大型栖息地时的情况。”


  遗传追踪与考古学证据吻合


  这些新大陆的探寻者，从寒风凛冽的北极，来到高温闷热的亚马孙河流域，直至暴风席卷的南美火地岛一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伟大的品性——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以及适应性。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弗朗索瓦·波德斯（Fran?ois Bordes）所说：“人类的开拓会一直持续，直到来到一个属于其他星系的行星上。”考古学家一直想找到这场洲际冒险的源头，但因为一个大难题，他们始终没能成功：只有在北美和亚洲那辽阔的北部荒野上，找到一小群经常迁徙、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早期人类曾经短暂逗留过的营地，才能证实他们的想法。


  不过，过去几十年间，遗传学家对最早的美洲人群展开了分子层面的研究，在本土人群的DNA中发现了他们来自于何方以及何时从家乡离开的最新线索。


  在多项研究中，遗传学家通过检测现代或古代本土美洲人的DNA样本，寻找一些可作为决定性依据的基因突变或基因标记，来定义被称为“单倍群”（haplogroups）的主要人群血统。他们发现，本土美洲人群衍生出了4个主要的母系单倍群——A、B、C和D，以及2个主要的父系单倍群——C和Q。为了找出这些单倍群可能的来源，一些研究团队对那些遗传结构中包含所有这些血统的旧大陆人群进行了调查。结果，只有位于西伯利亚南部（从阿尔泰山西部到黑龙江东部）的现代居民和这些基因信息匹配。这一发现表明，最早美洲人的祖先很可能来自于东亚某地。


  这一证据消除了大多数考古学家对于美洲人来源地的疑惑，这也明确说明，“克洛维斯人最先”理论的时间框架是错误的。利用人类DNA的突变率，遗传学家计算得出，本土美洲人的祖先和他们远在东亚故乡的亲属的分离，是在距今约25 000年到15 000年之间的某一时间——这是一个不利于向北方迁移的时期。那时，大量冰川覆盖了亚洲东北部的山脉和峡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新英格兰等美国北部好几个州也都被冰川覆盖。实际上，根据保存于格陵兰岛冰核内的信息，以及对全球海平面的测量数据，可以对史前气候进行模拟。重建数据告诉我们，在末次冰期，距今至少22 000~19 000年，这些冰盖是最厚的。


  “不过，当时这群人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可以迁移到新的环境，”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考古学家戴维·梅尔泽（David Meltzer）说，“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祖先，生存方式就是不断适应，他们有很多适应策略。”


  穿着用骨针引着筋腱缝制的温暖兽皮外衣，有着用丰富自然知识武装的头脑，远古美洲人的祖先进入了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北极世界。当时，北欧和北美的冰盖禁锢了巨量的水，使海平面降低了100多米，露出了亚洲东北部与阿拉斯加的大陆架。这些新显现的陆地，与相邻的西伯利亚、阿拉斯加以及北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一起，组成了一条连接旧大陆与新大陆的通道。


  这片今天被称为白令陆桥（Beringia）的陆地，本来是提供给这群先于克洛维斯人的移民的一条欢迎大道。席卷这里的气流过于干燥，几乎没有降雪，阻止了该处冰盖的增长。因此，禾草、莎草等耐寒植物繁荣生长——阿拉斯加西北部火山灰层之下的草原遗留物，以及白令陆桥草原古老大型食草动物的冰冻内脏里的植物遗迹，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些植物形成了一种干旱的苔原草地，供养着体重可达9吨的猛犸，以及巨型地懒、草原野牛、麝牛和北美驯鹿。对于现代虎头海狮群体的遗传研究表明，这些海洋哺乳动物似乎被遍布白令陆桥南部的岛群引导到了礁石上。所以，当时的迁移者不仅可猎取地面的哺乳动物，还会猎取海里的动物。


  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这些开拓者没有过多停留，就急匆匆地穿过白令陆桥，来到了更为温暖和舒适的陆地。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次旅途并非急行军，要比想象的“悠闲”得多。在本土美洲人主要的遗传世系中，有很多分布广泛的单倍型恰恰是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亚洲群体所缺失的（单倍型是指，在单个染色体上紧密连锁、共同遗传的DNA序列组合，单倍群就是一组类似的单倍型，来自共同的祖先）。这意味着，最早的美洲人在前往新大陆的路途中曾停留于某地，在进入美洲前经过了几千年的隔离演化。而这种遗传演化的发生地，很可能就是白令陆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约在22 000年前，由于气候变冷，西伯利亚通道向南移动时，迁移者已经在那儿与他们的亚洲亲属分隔开了。


  这些迁移者不管是被迫在白令陆桥等待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在东北亚的什么地方耽搁了，但他们最终还是开始向东方及南方更远的地方迈进。大约19 000年前的一次气候变暖，使得北美的冰盖开始慢慢缩小，逐渐形成两条通向南方的道路，因而迁移者的迁移路径可能不止一条。根据过去20年来有关现代本土美洲人基因多样性的地理分布的几项研究，最早一批迁移者到达美洲新大陆的时间大概距今18 000至15 000年——这个时间段与新近出现的、克洛维斯人并非最早美洲人的考古学证据非常吻合。“在某一时刻，这些迁移者环顾四周的景色，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冉冉升起的营火烟雾已远远被抛在身后，而前方却渺无人烟，”阿多瓦修说，“正是在那时，他们真正成为了一片陌生土地上的主人。”


  海路横渡


  考古学家讲述最早美洲人的故事，开始于这些迁移者向南方挺进，探索一片人类从未触及过的蛮荒之地。在一个装饰着鲨鱼图片以及一张传统丘马什人独木舟海报的办公室里，俄勒冈大学的考古学家乔恩·M·厄兰森（Jon M. Erlandson）在仔细思考有关最早美洲人迁徙路径的新证据。


  50多岁的厄兰森身形消瘦，头发蓬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掘加利福尼亚沿海岸的遗址，他也因此成为通常被称作“沿海路径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克洛维斯人最先”理论的支持者猜测，早期美洲人是通过陆路迁移的，厄兰森则认为最早的迁移者是从海路到达的。他们划着小舟从东亚到达白令陆桥的南部，然后一路南下到达美洲西海岸。现在，厄兰森和他的同事、州立圣迭戈大学的托德·J·布拉耶（Todd J. Braje），已经发现了一些关键的新证据，可以证明早期迁移者是从东亚出发，通过海路到达智利的。


  科学家最早开始考虑沿海路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现已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菲莎大学退休的考古学家克努特·弗拉德马克（Knut Fladmark）教授，一开始是勘查地质及花粉记录，以便重建加拿大西部沿海岸的古代环境。那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西北部的整个海岸直到冰河时代末期才从厚厚的冰层下显露出来。不过，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布的来自沿海沼泽的古代花粉分析数据来看，在13 000年前，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上就有一片茂密的针叶林，海岸边还布满其他绿色植物。弗拉德马克说，早期人类曾在这些地方驻扎，他们能通过贝壳、鲑鱼等海洋食物获取能量，或许还会捕猎沿着太平洋迁徙的水鸟，以及北美驯鹿等其他食草类陆地动物。


  考古学家现在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部分海岸在至少16 000年前就不再被冰覆盖了。虽然他们至今没能在早期美洲沿海地区发现任何船只残骸，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迁移者很可能使用了某种舟筏：在至少45 000年以前，人类就已用尽各种方法从一个岛渡到另一个岛，从亚洲到达澳大利亚。从很多方面来看，沿水路顺着美洲大陆西海岸而下到达新大陆，其难度要比从陆地上迁移过去小得多。“这种路线近似于沿着南北纵切面，是阻力最小的途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考古学家昆廷·麦凯（Quentin Mackie）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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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科学家而言，寻找早期迁移者的营地仍是一项艰巨任务。冰川时代末期的冰盖融化时，融水使海平面上升，将远古的海岸线淹没在海水数米之下。不过在去年3月，厄兰森和布拉耶在《科学》杂志上撰文，详细描述了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南海岸圣罗莎岛上一个新发现的遗址，该遗址中存在早期航海者的惊人证据。大约在12 000年前，美洲的远古航海者穿过10千米的广阔海域到达了圣罗莎岛，这段旅程应该需要借助船只。


  这一新发现的遗址编号为“CA-SRI-512W”，位于一个内陆峡谷的入口处，并且临近一处古代可能为沼泽的地方。厄兰森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埋藏在沉积物中的人类垃圾，其中包括经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为11 800年前的鸟骨及木炭。早期的海岸捕猎者会把加拿大雁、鸬鹚等水禽或海鸟作为食物，鳍脚目海兽，如海狮、海豹等也是他们的腹中餐。这些捕猎者还留下了一项独特技术的痕迹：50多个外观像是棕色小圣诞树干的纤巧尖头。这些尖头很可能是用于猎捕鸟类和小型水生哺乳动物的飞镖尖端。“它们很薄，做工极其精良，”厄兰森说。总体来看，与生活在内陆、专门狩猎大型动物的早期人类所使用的带有沟痕而且非常坚韧的克洛维斯长箭头相比，这些尖头的设计和制作工艺似乎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厄兰森和布拉耶对这一沿海捕猎技术的起源非常好奇。通过浏览有关其他遗址的考古学报道来寻找线索，他们发现，有研究者曾在广布于太平洋北部边缘地区的古代遗址中发掘出类似的纤巧尖头。这类尖头中，最古老的来自于东亚（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距今大约15 000年。此外，距离东亚越远，这类利器的“年龄”就越小：在美国俄勒冈州一些海角上发现的尖头大概制造于14 000年前；在欧洲海峡群岛、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以及南美沿岸处发现的尖头约有12 000年历史。厄兰森摇头惊叹：“日本的一些尖状器物与海峡群岛的是如此相似。”


  厄兰森和布拉耶现在相信，这一技术的传播路径标示了一条早期沿太平洋北缘的迁徙路线，这是一条食物丰富的沿海大道。例如，在寒冷时期茂盛生长的海藻，丰富了海水中的营养，形成了沿海的水中森林，容纳的物种有岩鱼、鲍鱼还有海獭。这些沿白令陆桥南部海岸生长的水中森林，甚至在冰河时代末期可能都很茂盛。对大约18 000年之前海洋温度的研究表明，沿着白令陆桥南部海岸的海洋冰层只在冬天形成，这种季节性的深度冻结并不能使巨大的水中森林消亡。海藻能存活在海面冰层之下，在那几个月里，它的生理活动降至极低，然后在夏季到来时再次迅速生长，为海洋生物提供大量的栖息地。“不仅仅是海藻能促进沿海地区的迁徙，”厄兰森说，“在海洋河口、鲑鱼溪流等地，还有很多其他资源也能起到类似效果。”实际上，今天这条道路上，从鲸类到海草的可食用物种数以百计。


  即便如此，探索这片富饶海岸的远古美洲人似乎并没有迅速前往南方。事实上，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可能每年仅迁移一千米，同时也会逐渐扩大他们在南部边界的狩猎及聚集领地。“这不是一项沿着海岸的冲刺赛，”厄兰森说，“他们必须结伴而行，因为他们将要进入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所以必须与身后的人保持联系。”


  内陆长廊


  美国西海岸并不是早期迁移者进入美洲新大陆的唯一途径。过去五年中，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地质学家肯尼迪·蒙涅夸（Kennedy Munyikwa）带领了一批地球科学家和测年专家，重新考察了另一条可能的迁徙路径。这条路径曾受到“克洛维斯人最先”理论拥护者的广泛支持，但后来，因为考古学家在智利海岸附近的蒙特沃德遗址，发现了先于克洛维斯人的早期人类遗骸，它又受到冷落。这条大陆中央路线被称作无冰走廊（ice-free corridor），在北美最大的劳伦太德冰盖（Laurentide ice sheet）向东退缩，与覆盖西面的科迪勒拉冰盖（Cordilleran ice sheet）分离后，拦截通路的大量冰川湖被排干，露出了干爽的陆地，于是通道就形成了。由此而形成的长廊沿着落基山脉的东面侧翼延伸了近1 900千米，从阿拉斯加直抵美国本土的48个州。


  今年6月，蒙涅夸和同事在《第四纪地质年代学》（Quaternary G eochronology）上发表了关于长廊形成时间的数据，这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研究者曾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来对沉积物中植物残骸进行检测，由此确定长廊形成的时间。结果显示，大约在13 000年前，两个巨大的冰盖分离，冰川湖干涸。这个时间范围与“克洛维斯人最先”理论的设定是相符的，却排除了该长廊是早期人类迁徙途径的可能。


  然而，当蒙涅夸因为研究古代环境变化而重新审视上述早期研究时，他发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当年，碳放射性年代测定的数据不够充分，甚至有一些明显不可靠。此外，植物的相关数据仅能说明长廊中何时出现了植被，却无法确定冰盖分离、冰川湖干涸的时间。所以，蒙涅夸和同事决定运用光释光测年技术（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重新测定无冰走廊出现的时间。他们主要研究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北部的那部分长廊，在劳伦太德冰盖退缩后，由风吹来的沉积物在那里形成了很多大型冰沙丘，有些甚至高达10余米。


  为了收集数据样本，蒙涅夸和他的团队在最高的冰沙丘上打洞，将黑色塑料管水平地敲进洞中。这些管子一端封口，收集到的沙子是冰沙丘自形成以来就从未在阳光下暴露过的。接下去，他们用光释光技术测定样本的形成时间，测定环境辐射在矿物质（如长石）中保存的能量。结果显示，沙丘形成于14 000年前到15 000年前，蒙涅夸说，这个时间范围可被看做长廊形成的时间下限，因为“沙丘可能是在冰消失1 000年后才形成的”。此外，阿尔伯塔北部的长廊延伸了至少400千米，可能有部分融化形成了湖。而蒙涅夸指出，沙丘中累积的沙源自干涸的湖底。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这个时期，整个长廊是否都处于敞开状态，尤其是通往北方的部分。蒙涅夸认为是这样。他的团队最近测定了沿阿尔伯塔省西北边界向北的沙丘，得到了类似结果。蒙涅夸说，这些数据与现在关于劳伦太德的认识是相符的。他说，地质学家的共识是“冰盖向东北方向的退缩，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前沿，而不是分成若干‘枝杈’。我们设想，未被冰封的陆地会向北方延伸”。如果确实如此，来自亚洲的早期人类也许在约15 000年前才进入长廊，而这时通往西海岸的路径已经打开近1 000年了。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考古学家杰克·艾夫斯（Jack Ives）说，新的光释光测定数据将让人们对长廊产生新的看法，重新挑起关于迁徙途径的大讨论。“此前总有人说，长廊地区是充分调查过的，这是个严重错误，事实上长廊的范围很大，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艾夫斯说。从现有证据来看，早期人类最早出现在北方长廊是在约12 000年前，这是考古学家目前广泛接受的观点。但艾夫斯认为，未来的考古研究可能会找到更古老的遗址。“我想，如果说海岸线是1号高速公路，那么长廊就是2号高速公路，”艾夫斯幽默地说。


  在长廊形成之初，这里曾受到冰川侵蚀，寒风凛冽，这似乎会让早期迁移者望而生畏。但他们还是可能踏上这条道路，美国路易斯伯杰集团（Louis Berger Group）的考古学家斯图尔特·J·菲德尔（Stuart J. Fiedel）认为，当狩猎者看到成群的水鸟秋季迁徙，春季返回，于是决定向南方探索。菲德尔说，食物原本极少，但探索者或许已经能够猎取到鸟类或其他大型猎物，补充高热量食物。最近的基因分析表明，山地野绵羊主要在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活动。


  为了保险，迁移者可能会带上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根据化石证据，早在33 000年前，西伯利亚的猎人就可能驯服了狼。菲德尔认为，早期的狗是猎人的重要伙伴，在穿过长廊的旅途中，它们可以驮载动物。他指出，在历史上，北美大平原上的狩猎者会给狗装上鞍，或给它们套上雪橇来搬运从兽皮被子到食物的各种物资。实验证明，狗可以拉大约27千克重的东西，菲德尔说。此外，199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狗在负重13千克的情况下，一天可以行走27千米，还能在低温条件下维持自己的体温。在饥饿难忍时，迁移者还可以将一部分狗作为食物。


  根据菲德尔的计算，迁移者大概花了4个月通过长廊到达南端，每天前行16千米，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速度，不快不慢。当不毛之地逐渐远去，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富足的景象：长满青草的温暖平原上，有着成群结队的猛犸、牛和马，沼泽和湖泊上布满了水鸟，海洋中则满是鱼和海产哺乳动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在这里，人类没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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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克萨斯州巴特米尔克溪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明显早于克洛维斯文化的器物。到达此处的早期人类可能开采了当地的燧石来制作工具。


  克洛维斯起源


  在巴特米尔克溪遗址总部有些阴暗的空调房里，沃特斯打开了一个笔记本大小的黑箱子。几个工作人员在厨房里边说边笑，准备午饭，然而沃特斯似乎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他迅速浏览了盒子里的东西，里面有20个先于克洛维斯人的石器工具，他首先拿起了一个，然后又拿起另一个看了看。这些工具包含刀片等器物，都是在巴特米尔克溪遗址发现的，由散发着光泽的燧石制作而成，非常小巧，质量也很轻，一些甚至只有几厘米长。沃特斯说，这么一套轻便工具非常适合那些早期“探险家”使用，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和探索未知土地，需要不断迁徙。


  通过仔细研究某些工具，尤其是刀片和双面石器，沃特斯又发现了一些信息：一条关于克洛维斯人起源的新线索。克洛维斯人之前的早期人类在此地打造刀片和双面石器后大约2 500年，克洛维斯狩猎者在北美洲应用了类似的技术来制作较大的刀片——一些刀片长达21厘米，甚至更长。在沃特斯看来，这种技术上的连续性有力地证明，上述两个人类族群存在某种关系。克洛维斯狩猎者很可能就是在巴特米尔克溪发现的最早猎人族群的后裔，而不是后来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另一批移民。“他们似乎起源于大冰原的南面，”沃特斯说。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最早的美洲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很聪明，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定居带。面对未知而无所畏惧，他们很好地适应了两大洲的各种生态系统。“这些美洲人祖先值得我们敬佩，”美国田纳西大学的考古学家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说，“他们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人类最伟大的探索和冒险精神。”本文译者 李辉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张曼菲为师从于李辉教授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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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消失了的“人”


  


  气候变化毁灭了尼安德特人


  科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远多于其他古人类，但他们为何会从地球上消失，至今仍是一个谜。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翻译 杨宁宁


  



  
    尼安德特人为何消失


    ● 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从20万年前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和亚洲西部，但在2.8万年前，这些古人类消失了。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探讨尼安德特人消失的原因。最新理论认为，导致尼安德特人消失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气候突然变化；现代人的祖先在某些生物特征上全面优于尼安德特人，逐步取代了他们。

  


  大约2.8万年前，在如今的英属直布罗陀地区，一小群尼安德特人在遍布岩石的地中海沿岸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很可能是最后一群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西亚的其他地区，尼安德特人早在此前几千年就已销声匿迹，尽管他们在这里有着20多万年的辉煌过去。由于气候相对温和，动植物资源丰富，伊比利亚半岛成为尼安德特人最后的大本营。然而，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未能坚持多久，便迅速走向灭亡，只留下少量石器和篝火残余。


  从1856年发现第一具尼安德特人化石以来，科学家就一直为这群早期人类从何而来、在人类谱系上处于何种位置而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主要是两大理论的对峙：一种理论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当今人类的一个古老变种，他们逐步进化或被欧洲现代智人同化为现代人类；另一种理论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一个与现代人类完全不同的物种（H.neanderthalensis)，现代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地后，很快就将他们消灭了。


  但过去十年，因为两个重要发现，这场争论的焦点——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有过交合还是战争——发生了转移。很多科学家希望，通过分析尼安德特人的DNA，他们能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交合的证据，从而弄清楚这两个群体是否发生过显著融合。然而这样的证据至今未曾发现。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利用改良型年代测定技术发现，4万多年前，现代人类进入欧洲大陆后，尼安德特人没有迅速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了近1.5万年——根本不是“闪电战”理论设想的那样，现代人类迅速取代了尼安德特人。


  这些发现促使科学家更谨慎地看待其他可能导致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因素。各种研究暗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可能是各种环境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假说一］


    气候变化造成尼安德特人的灭亡？


    从大约5.5万前开始，欧亚大陆的气候开始在寒冷与温和之间剧烈地交替变化，时间跨度仅有几十年。当寒流袭来，冰盖扩增，在大部分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区域内，光秃秃的冻原取代了葱郁的森林环境，可捕猎的动物也在发生变化。以前，由于气候变化经历的时间较长，尼安德特人有充足的时间适应新环境，恢复人口数量。


    然而这一次，气候变化太快，没有给他们留下恢复时间。到了3万年前，只有一小群尼安德特人活了下来，生活在气候相对温和、资源丰富的伊利比亚半岛。下图显示了末次盛冰期（大约2万年前）的环境条件。在尼安德特人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这可能是他们所遭遇的最极端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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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迁中的世界


  2万～6万年前，气候变化突然加速，生态环境也发生极大改变，尼安德特人被逼入绝境。


  科学家已找到一系列能证明尼安德特人如何消失的最新证据，古气候学研究提供的数据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在过去20多万年里，尼安德特人经历过寒冷的冰河期和相对暖和的间冰期。最近几年，通过分析从格陵兰、委内瑞拉、意大利等地采集到的海洋沉积物、花粉和原始冰芯中的同位素，科学家精确复原了“氧同位素3期”（oxygen isotope stage 3）的气候变化过程。这段地质时期从6万年前开始，到2万年前结束，最初气候比较暖和，气温最低时整个北欧大陆都被冰川覆盖。


  氧同位素3期开始时，尼安德特人是生活在欧洲的唯一原始人类，而在该时期结束时，现代人类则成为欧洲的唯一人种。科学家据此推测，可能由于气温骤降，尼安德特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没有有效的保暖设施，最终从地球上消失。然而，一个重要事实使这一推测难以成立：此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历过冰河期并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很多生物学和行为特征都说明，尼安德特人能很好地适应寒冷环境。虽然为了抵御严寒，尼安德特人需要用动物毛皮制作衣服，但他们的桶状胸和粗壮的四肢都有利于维持体温。强壮的身躯是尼安德特人适应狩猎方式的结果，因为他们常以埋伏方式猎取独居的大型哺乳动物，如寒冷时期生活在北欧和中欧地区的长毛犀牛。尼安德特人的其他显著特征（如突出的眉骨）可能是遗传漂变形成的中性特征，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但同位素数据显示，气候变化绝非从暖和到寒冷的稳定过渡。时间越靠近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约2万年前），气候越不稳定，经常发生激烈而突然改变。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森林让位给一马平川的草原，麋鹿取代了犀牛……变化之快可以这么形容：一个人小时候看到的植物和动物，在他长大后就已消失，并被其他动植物取代。然后，自然环境又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变回原来的模样。


  直布罗陀博物馆的进化生态学家克里夫·芬利森（Clive Finlayson）曾经主持发掘过多个直布罗陀地区的洞穴。他推测，正是环境条件的快速变化，逐步将尼安德特人逼入绝境。环境变化得越快，就要求尼安德特人在越短的时间内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当树林变成了开阔的草原，采用伏击方式狩猎的猎人就没有了赖以藏身的树林，如果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改变狩猎方法。


  工具和猎物的变化说明，一些尼安德特人的确适应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却在变化中死去，只留下非常零散的群体。正常情况下，这些古人类很可能重新崛起，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经历，只要环境变化不太频繁、间隔期不要太短。然而这一次，环境变化太快，尼安德特人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恢复人口数量。芬利森认为，尼安德特人在气候的反复攻击下，人数锐减，走向灭绝。


  2009年4月，法国地中海大学的弗吉尼亚·法布雷（Virginia Fabre）和同事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发表的一项遗传学研究证实了芬利森的观点——尼安德特人最终分散为零落的群体。他们进行线粒体DNA分析时发现，尼安德特人可能形成了三个分支，分别生活在西欧、南欧和西亚，人口总数时高时低。


  尼安德特人很聪明？


  科学家曾认为，现代人类要比尼安德特人聪明，因而更具生存优势。但近来研究发现，在很多行为上，尼安德特人都与现代人类很相似。那么，现代人类的生存优势从何而来？


  其他科学家仍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在现代人类进入欧洲后才完全消失的，这一事实说明，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脱不开干系，即便他们并没有直接杀灭这些早期人类。支持该观点的科学家推测，尼安德特人最后不得不与“初来乍到”的现代人类竞争食物，并成为这场竞争的失败者。现代人类为什么能在竞争中获胜？答案至今是个谜。


  现代人类对食物没那么挑剔是一种可能。德国图宾根大学赫维·博谢伦斯（Herve Bocherens）进行的骨化学分析等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专吃相对稀有的大型哺乳动物，比如猛犸象和长毛犀牛，但对于早期现代人类而言，很多动植物都是美食。因此，当现代人类进入尼安德特人的领地，并开始捕食大型动物时，尼安德特人就可能遭遇食物短缺，而现代人类则不会为食物问题困扰，因为即使大型动物数量减少，他们还可以食用其他小动物和植物。


  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考古学家柯蒂斯·马利安（Curtis Marean）说：“尼安德特人有自己的穴居生活方式，只要没有现代人类的竞争，这种方式还是挺不错的。”现代人类是在热带环境下进化出来的，进入完全不同的环境后，他们能迅速想出创新性方法来应对遇到的环境难题。马利安认为：“最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尼安德特人的认知能力远逊于现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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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尼安德特人


    德国莱比锡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施万特·柏保（Svante Paabo）领导的研究团队，将在今年下半年发表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这项工作让人们猜测：科学家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复活这些已经灭绝的古人类？如果科学家最终成功，这项将震惊全人类的研究可能引发各种伦理争议：尼安德特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他将生活在实验室、动物园，还是在某个现代人的家里？


    撇开伦理道德不说，科学家能从复活的尼安德特人身上获得什么？答案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少。一个在现代条件下出生和长大的尼安德特人不会“内置”有冰川时代的智慧，他无法教会我怎样做莫斯特石器（Mousterian stone tool），或者怎么把一头长毛犀牛放倒。事实上，他不可能告诉科学家任何关于尼安德特人文明的东西。不过，科学家可以研究尼安德特人的生物学特征和认知能力，弄清楚现代人类与他们之间的哪些差别赋予了现代人类的生存优势。

  


  认为尼安德特人掌握的生存技能偏少的科学家，不止马利安一人。一个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现代人类比尼安德特人聪明，不仅因为他们掌握了更高级的工具制造技术和生存策略，还因为他们善于交流，能形成更强大的社会网络——愚钝的尼安德特人根本无法与现代人类抗衡。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比我们料想的要聪明得多。科学家以前认为只有现代人类才有的很多行为，其实尼安德特人也有。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R·斯特林格（Christopher B. Stringer）说：“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直布罗陀地区的一些考古点，科学家的最新发现让两个人类群体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2008年9月，斯特林格和同事发表文章称，他们在Gorham洞穴以及相邻的Vanguard洞穴内，发现了尼安德特人捕猎海豚、海豹和采集贝类食物的证据。甚至还有一些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尼安德特人也吃鸟类和兔子。毫无疑问，这些发现颠覆了人们由来已久的认识——只有现代人懂得开发海洋资源和猎食小型动物。


  在德国霍赫勒·菲尔斯（Hohle Fels）考古点，科学家发现了更多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行为界限模糊的证据。在这里，科学家不仅挖掘出了36,000～40,000年前生活在洞穴中的尼安德特人使用过的器皿，还发现了33,000～36,000年前，居住在该地区类似气候与环境条件下的现代人类留下的器物。2008年4月，通过对比两个人类群体的遗留物，美国肯尼恩学院的古人类学家布鲁斯·哈迪（Bruce Hardy）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古人类学大会上指出，对遗留工具上的磨损纹理和残留物质的分析表明，霍赫勒·菲尔斯地区的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日常活动基本相同，尽管后者拥有的工具种类更多一些。


  这些古人的活动包括一些复杂而精巧的手工活，比如用树脂将尖尖的石头粘在木制把手上，把尖石头制作成戳刺或可以抛射的武器，用骨头和木头制作日常器具等。哈迪推测，霍赫勒·菲尔斯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制作的工具种类没有后来才居住在这里的现代人多的原因是，前者不需要过多的工具就能完成工作，“你吃柚子，不需要专门做个勺子吧？”


  根据最新发现，“尼安德特人没有发展出语言”的观点似乎也站不住脚：科学家现在已知，至少部分尼安德特人已学会用首饰甚至颜料来打扮自己——在根据考古学记录重构古人的各种行为时，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象征意义的行为往往代表着语言的出现。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约翰内斯·克劳泽（Johannes Krause）领导的研究团队也证实了这一点：DNA分析显示，尼安德特人拥有和现代人一样的语言基因FOXP2。


  
    ［假说二］


    现代人类比尼安德特人聪明吗？


    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认为，现代人类靠着杰出的智慧击败尼安德特人，导致后者走向灭亡。然而，很多证据显示，科学家曾经认为只有现代人类才能完成的很多复杂行为，其实尼安德特人也能完成（见下表）。这些发现揭示，至少一部分尼安德特人具备象征性思维（因此很可能有语言能力），并且具有获取多种食物的工具和实践知识。当然，现代人类对这些工具和知识的运用似乎更为娴熟，也许这使现代人类在竞争中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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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现代人类的优势


  分工协作、消耗能量少、寿命更长……依靠这些优势，现代人类不断挤占尼安德特人的生存空间，最终迫使后者走向灭亡。


  各种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在行为上并没有太大差距，因此很多科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文化和生物形态上的细微差异，以期揭开尼安德特人消失之谜。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卡特琳娜·哈瓦蒂（Katerina Harvati）说：“不断恶化和极不稳定的气候状况会让人类种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很微弱的优势也会变得至关重要，甚至可能决定种群的生死。”


  斯特林格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人类的文明程度更高一些，面对困境的适应能力也更高。在现代人类的遗留物中，科学家发现了针，这说明他们已能缝制衣服和帐篷，具有较强的御寒能力。而同时期尼安德特人却未留下任何缝纫的迹象，他们也许只能制作简陋的衣服和避身场所。


  在小组成员的分工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也有不同。2006年，在《现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亚里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L·库恩（Steven L.Kuhn）和玛丽·C·斯汀纳（Mary C.Stiner）推测，早期现代欧洲人繁多的食物种类可能是促进分工的因素之一：男人狩猎大型动物，女人则负责采集坚果、浆果和一些植物种子。相反，尼安德特人对大型动物情有独钟，这意味着女性和孩子们也要参与狩猎，他们的作用可能是将动物赶往成年男性的“埋伏圈”中。由于食物供应更稳定，养孩子的环境更安全，现代人类便能不断抢占尼安德特人的生存空间。


  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取食物，尼安德特人都需要尽可能多的食物。美国纽约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的古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ie Aiello）说：“尼安德特人曾是人类世界的SUV(运动型多功能车) 。”数项以估算尼安德特人新陈代谢率为目的的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果：与竞争对手——现代人类相比，尼安德特人需要消耗多得多的热量才能维持生命。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能量学专家凯伦·斯托伊德尔-农伯斯（Karen Steudel-Numbers）确信，从解剖学来说，由于尼安德特人身材粗壮，胫骨较短，步行时双腿跨度很小，因此行进所需能量要比现代人类多出3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安德鲁·W·弗洛（Andrew W. Frohle）和杜克大学史蒂文·E·邱吉尔（Steven E. Churchill）构建的模型表明，从日常能量需求而言，在相同气候条件下，尼安德特人每天所需的能量要比现代人类多出100～350卡路里。因此，凭借“节能”优势，现代人类轻松击败尼安德特人：消耗较少能量就可维持基本生理功能，这意味着现代人类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繁殖后代和保障新生儿的存活率。


  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还有一个更为显著的差别，正是这一差别提高了现代人类的存活率。美国中密歇根大学雷切尔·卡斯帕里（Rachel Caspari）领导的研究团队证实，约3万年前，现代人类中长寿人口数量直线上升，出现了很多祖父母级别的老人。尽管科学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现代人类寿命增长，但这一改变产生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结果：人们的适育年限更长，生育能力提升；人们有更多时间钻研某一领域的知识，并传授给后代，比如在旱季去哪里寻找饮用水。斯特林格说：“寿命延长，现代人类就能发展出更大的社会网络，积累更多的知识。”他推测，尼安德特人由于寿命较短，各种知识很可能得而复失。


  通过基因组分析，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多关于尼安德特人为何消失的线索。今年内，科学家就将完成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测序工作，不过尼安德特人消失之谜并不会立即水落石出，因为至今为止，科学家对现代人类基因组大部分区域的功能都还知之甚少，更何况尼安德特人。斯特林格说：“我们的能力远未达到完全解读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程度。”但我们相信，未来的相关分析会明确告诉我们，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在认知或新陈代谢上的差异，以及两大人类群体是否发生过交配。


  这部石器时代的“侦探小说”还远未结束。但科学家已达成共识：无论气候条件还是现代人类的竞争，或是某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都是尼安德特人衰落的重要原因。几乎可以肯定，每个尼安德特人群体灭亡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一些可能死于疾病，一些则由于近亲繁殖。芬利森强调：“每个山谷可能都有自己的故事。”


  至于2.8万年前，生活在直布罗陀沿海洞穴里的最后一群尼安德特人，芬利森非常肯定，他们与现代人类从未有过竞争，因为现代人类在尼安德特人灭亡几千年后才在那个地区安营扎寨。有关尼安德特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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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安德特人最后的堡垒可能是英属直布罗陀地区海岸上的一些洞穴，约2.8万年前他们还在那里生活。相对于冰川时期的欧洲，直布罗陀地区和伊利比亚半岛上的其他地区有着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充足的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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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比特人”

  改写人类进化史


  最新研究显示，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并非直立人，而是一群比直立人更古老的人类。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


  翻译 邢松


  
    “霍比特人”的身份


    ● 2004年，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发现了一具小型人类骨架，并把她命名为“弗洛勒斯人”，通常称为“霍比特人”。科学家认为她生活在距今1.8万年前。


    ●最初考古学家认为，“霍比特人”是直立人的后裔，而直立人的体型与现代人相差无几。


    ●新的研究发现，霍比特人比当初想象的更加原始，这一发现可能推翻以前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些关键假说。

  


  2004年，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发掘一个名为梁布亚（Liang Bua）的洞穴时，发现了一具不太完整但非常特殊的成年女性人类骨架：身高仅约一米，脑容量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科学家把这具骨架命名为LB1，但它很快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霍比特人”（hobbit），得名于英国作家托尔金（Tolkien）的著作《指环王》中的虚构种族。这个研究团队认为，LB1和他们找到的其他散碎遗骸，来自于一个未知人类种属——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可能是从非洲迁徙出来的直立人的后裔。他们推测，由于岛上资源有限，弗洛勒斯人在进化过程中变得矮小。据文献记载，这种现象也曾见于其他哺乳动物，但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生过。


  这一发现震惊了古人类学界——不仅因为弗洛勒斯人是“岛屿法则”（island rule）的首个人类实例，似乎还与“人类大脑容量会随着进化而逐渐变大”的观点相悖。在发现LB1的同一地层中，科学家还找到了很多猎杀动物的石器和烤炙肉食留下的灰烬残余。对于这种脑容量仅与黑猩猩相当的生物来说，猎杀动物、烹饪已经是相当高级的行为。更让人惊讶的是，LB1生活在距今18,000年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等人类近亲消失的好几千年后。


  有人怀疑，LB1不过是一个因患病而发育不良的现代人。自科学家宣布发现LB1以来，怀疑者就不断提出各种可能的疾病——从呆小病（cretinism）到Laron综合征（一种遗传疾病，患者对生长激素不敏感），来解释这位远古女性的奇怪体征。但这些论断并不能让“霍比特人”的支持者信服，相反，他们找到的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怀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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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这具人类骨骼非常奇怪，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让人们怀疑直立人可能并非首批迁移出非洲的古人类。


  
    环球科学小词典


    岛屿法则：1964年，英国科学家约翰·布里斯托尔·福斯特（John Bristol Foster）考察了116个岛屿上的动物生长情况后提出，在岛屿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存在，小动物的体型就会越来越大；相反，如果食物缺乏，大体型动物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这就是岛屿法则，也叫做福斯特法则。

  


  奇怪的骨骼化石


  “霍比特人”的骨骼特征让科学家困惑：既有现代人的特征，也有很多非常原始的特征，很难确定他们是哪种古人类。


  尽管如此，一些新的分析结果还是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初对“霍比特人”某些重要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最近的发现也迫使古人类学家重新审视，把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作为人类进化史上的转折点是否正确（本文的“人类”是指，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人类世系包含的所有种）。


  最新研究表明，LB1的很多身体特征都极为原始——这或许是最让人吃惊的发现（至今，科学家已在梁布亚洞穴中发现了14个古人类的骨骼标本，但LB1的骨骼标本是最完整的）。从发现LB1之初，科学家就把她拿来与330万年前的露西对比（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因为两者的身高和脑容量很相似。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体型，LB1与露西等直立人之前的人类祖先还有不少共同特征，有些特征甚至与猿类相似。


  今年5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威廉·扬戈斯（William Jungers）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他们在分析LB1的脚部特征时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LB1的脚部呈现出少量现代人的特征，比如她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并排在一起，而不像猿类和南方古猿那样分得很开。但总体而言，LB1的脚很原始：长约20厘米，相当于股骨长度的70%。在人类中，这样的比例可谓闻所未闻——一般说来，现代人脚长仅为股骨长度的55%。在这个特征上与LB1相似的物种，除了托尔金在《指环王》中虚构的大脚“霍比特人”，就只有矮黑猩猩了。此外，LB1的大脚趾较短，其他脚趾较长且轻微弯曲，没有足弓，这些都是很原始的特征。


  扬戈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在此前的人类化石中，科学家从未发现这样的脚部特征。”这使得“霍比特人”奔跑不便。盆骨、腿和脚部特征都显示，“霍比特人”已能直立行走，但由于他们腿短而脚长，行走时要想避免脚趾拖地，就必须把腿高高抬起。或许，为了不被弗洛勒斯岛上的科莫多巨蜥抓去当晚餐，“霍比特人”可以短距离冲刺，但绝对不擅于长跑。


  如果“霍比特人”只有脚具有原始特性，科学家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他们是直立人的矮小后裔，脚上的原始特性不过是身体矮化过程中发生的进化倒退现象。但事实是，在LB1的整副骨架上，原始特征随处可见：她手腕上的小多角骨（trapezoid）呈锥形，与猿猴类似，而在现代人中，这块骨头呈靴子状；她的锁骨短而弯曲，现代人的却更长更直；她的盆骨形状与南方古猿相似，像一个盆，而直立人及以后人属成员的盆骨都呈漏斗状……


  从脖子以下的部位来看，LB1更像露西及其他南方古猿，而不是人类，但从她的头骨来看，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经测量，LB1的大脑容量仅有417立方厘米，与黑猩猩和南方古猿相当，但窄窄的鼻梁、突出的眉弓却明确告诉人们，LB1是人属的一员。


  【证据】


  
    神秘的骨架拼图


    至今，在弗洛里斯岛上的梁布亚洞中，科学家发现了14具古人类的骨骼标本，最完整的一具被称作为LB1，绰号“霍比特人”，拥有几乎完整的骨架，生存在距今1.8万年前。LB1的许多特征类似于猿和南方古猿 （比如著名的露西），但也有些特征与现代人类接近。“原始”与“现代”的这种组合，使科学家很难确定“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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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霍比特人”


  不论是从脑容量，还是他们使用过的工具来看，“霍比特人”都可能是比直立人更原始的人类种族。


  兼具“现代头骨”和“原始躯干”的人类化石并非只有LB1。人属最早的成员——能人（H. habilis）就具有这种“新旧结合”的特征。因此，随着对“霍比特人”颅下骨骼的细节特征分析日渐深入，科学家越来越觉得这一矮小人种可能是一种原始人类，而不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他们认为直立人体型已接近现代人。


  上述观点得到了最新分析结果的支持。为了弄清楚“霍比特人”与其他人属成员的关系，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德比·阿格（Debbie Argue）及其同事采用遗传分类法（通过观察生物共有的、新出现的一些特征，厘清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比较了LB1和其他人属成员及猿类之间的解剖学特征。


  在一篇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文章中，阿格和同事根据分析结果，指出了“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可能存在的两个位置：一个位于23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1972年发现于肯尼亚鲁道夫湖）之后，但在约200万年前出现的能人之前；另一个位置在能人之后，但在直立人（出现于约180万年前）进化出现之前。更重要的是，阿格并没有找到弗洛勒斯人与直立人存在紧密联系的证据，因此这让“‘霍比特人’是直立人在岛屿上的矮小后裔”的观点受到了强烈冲击（这项研究还排除了“霍比特人”属于现代人类的可能）。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是比直立人更原始的早期人类，那就很好解释LB1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小，因为相对于直立人的平均水平，人属早期成员的大脑灰质要少很多。然而，在脑容量这个问题上，阿格的分析并没能给出完美的解释。在所有人属成员中，能人的估测脑容量最小，只有509立方厘米，而LB1的脑容量比这个“最低值”还要小20%左右。


  
    智人向“霍比特人”学习？


    分析“霍比特人”在9.5万年前～1.7万年前使用过的工具时，科学家发现，这些矮小古人类仍在使用非洲奥杜威文化时期（约200万年前）的工具制造技术。他们还发现，在1.1万年前，居住在梁布亚的智人竟沿用了这种古老的制造技术，这一发现催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智人与“霍比特人”可能有过交流，并学会了他们的工具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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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病”假说


    一些科学家怀疑，LB1不是一个新种，而是一个现代人，只不过因为患病而导致体型和脑容量变小。但这种说法受到更多的质疑，认为LB1是一个新种的科学家提出了许多证据来反驳“患病”假说。下面是几种可能导致体型和大脑变小的疾病：


    Laron综合征，一种对生长激素不敏感的遗传疾病。


    呆小病，由营养不良，甲状腺发育受阻所致。


    小头性骨发育不良原发性Ⅱ型侏儒症，一种遗传紊乱症，患者体型和大脑较小，但智商不受影响。

  


  岛屿矮化效应可能是“霍比特人”脑容量大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吗？发掘出LB1的科学家首次把这位古老女性的微小脑容量归因于岛屿效应时，很多批评家反驳说，根据人属成员体型与脑容量的比例关系，LB1的脑容量实在太小了。一般说来，如果哺乳动物患了矮化病，脑容量只会稍有缩小。但今年5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岛屿上的矮化哺乳动物可能是个特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埃莉诺·韦斯顿（Eleanor Weston）和阿德里安·利斯特（Adrian Lister）发现，在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岛国上，一些矮化河马化石的脑容量明显小于标准模型的预测值，因此根据“河马模型”，他们认为直立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脑容量与体型的比例关系完全可能变得与LB1一样。


  这项研究给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同一期《自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韦斯顿与利斯特的研究报告之后。利伯曼在文章中写道，要解释“霍比特人”的脑容量为何如此之小，韦斯顿与利斯特的发现堪称“雪中送炭”。


  尽管不少科学家仍赞同最初的观点——“霍比特人”的脑容量小，是因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但梁布亚洞穴考古项目的协调者、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麦克·摩尔伍德（Mike Morwood）现在认为，LB1及其同类是人属的早期成员，在踏上弗洛勒斯岛之前，他们已经比已知最矮小的直立人更为矮小。来到岛上后，矮化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霍比特人”遗留的器具也暗示，他们是非常原始的人类。在发掘梁布亚洞穴初期，科学家发表的初步研究报告主要关注的是，与LB1从同一土层出土的少量石器。他们认为，对于脑容量如此小的人类来说，这些石器的复杂程度令人惊讶。在一些科学家看来，能制作出这类工具的“霍比特人”肯定是现代人类，而不是一个新种。但不久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马克·W·摩尔（Mark W. Moore）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当·布鲁姆（Adam Brumm）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霍比特人”制作的都是基本工具，与其他脑容量较小的人类制作的工具很相似。摩尔和布鲁姆认为，在梁布亚洞穴出土的看似高级的工具可能是偶然诞生的——“霍比特人”制作过成千上万件工具，偶然出现一件高级工具并非没有可能。


  为了制造工具，他们可能会先从洞外的岩石上打下大块石片，再在洞内把大块石片打碎，做成小块石片。除了“霍比特人”，还有其他早期人类使用这种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在梁布亚洞穴以东50千米处一个名为Mata Menge的地方，科学家发现了88万年前的石器工具，此时弗洛勒斯岛上的现代人类还远未出现。但对于是谁制作了这些工具，科学家并不清楚，因为这里至今没有人类遗骸出土，不过科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梁布亚洞穴中“霍比特人”的祖先。此外，出土于梁布亚洞穴和Mata Menge的石器，与科学家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的石器惊人的相似，后者可能是距今120万～190万年的能人制造的。


  
    【野外笔记】


    挖掘霍比特人


    梁布亚（右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地处弗洛里斯岛西部的丘陵地区。发掘至今，科学家已发现14个“霍比特人”的骨架、成千上万件石制品、巨蜥、剑齿象、巨鼠以及站起来有3米高的食肉鸟类化石。从10万年前～1.7万年前，“霍比特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山洞中，他们选择这里，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穴靠近一条河，河水能吸引许多猎物来此喝水。科学家正在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霍比特人”在这里居住数万年后为何突然消失。目前，他们希望能找到第二个小型头骨，以证明LB1及其他“霍比特人”并不是患有疾病的现代人类，而是一个新种。如果能在一些骨骼或牙齿中发现适用于分析的DNA，对研究也会有重大意义。


    [image: sa1109wong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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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比特人”化石所在的土层很深，一直延伸到地下很潮湿的地方。为了防止塌方而伤害到工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很精密的支柱系统。


    [image: sa1109wong09]


    ▲在挖掘坑中，研究人员小心地清理泥土，露出骨骼和工具。在将有价值的标本放进塑料袋前，他们必须将每件标本的确切出土地点记录清楚。同时，清理掉的泥土也会被送到地面，以进行细致的挑选。


    [image: sa1109wong10]


    ▲一名发掘人员正在检查一根巨蜥肋骨。在这个地点，出土了很多石制品，表明“霍比特人”可能猎食了这只巨蜥。


    [image: sa1109wong11]


    ▲科学家要细致筛查从挖掘坑中运出的泥土，以发现那些可能遗漏的骨骼和工具碎片。在发掘点，科学家聘请了当地村民参与发掘工作，这些村民经过三道程序，来对泥土进行筛查：第一步用手挑选；第二步用筛子筛；第三步将泥土运到洞穴外的水田进行清洗，然后再筛，以获得更小的牙齿或骨骼碎片。

  


  谁最早走出非洲？


  科学家推测，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可能并非此前认为的直立人，而是南方古猿或同样原始的类人猿。


  某种意义上，“霍比特人”并非直立人后裔的观点，要比最初的看法更具革命性意义。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戴维·S·斯特雷特（David S. Strait）说：“过去几年，古人类学界有一个极具争议的假说：约在200万年前，人属的一个原始成员走出非洲，他的后裔生生不息，直到几千年前才彻底消亡。”科学家长期认为，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到其他大陆开辟疆土的人类成员，因为在非洲大陆以外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直立人最为古老。为什么是直立人而不是更早的古人类首先走出非洲？科学家的解释是，只有进化出了较大的大脑、更长更适于远距离迁徙的肢体，并发明了先进的工具制造技术后，人类祖先才可能离开非洲。


  迄今为止，人类走出非洲的最古老确凿证据来自于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17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很多人认为，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成员可能很粗壮，能制作设计巧妙的工具，但“格鲁吉亚人”的发现颠覆了这个观点，因为这些古人类比直立人矮小，仅能制作奥杜威文明时期的工具 （距今200多万年，以简单的石制砍砸器、刮削器为特征），而不是比较先进的阿舍利工具（Acheulean implement）——科学家本以为，首批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应该能制作这些工具。但不管怎样，“格鲁吉亚人”仍属于直立人。


  发现


  
    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


    起初，研究者认为LB1和其他“霍比特人”是直立人的后代，为了适应岛上有限的生活资源而变得身材矮小。但新的研究发现，“霍比特人”比直立人更原始，进化出现的时间可能与能人差不多（能人是人属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些研究暗示，“霍比特人”与其他早期人属成员一样出现于非洲，但在到达弗洛勒斯岛之前就已经变得很矮小。到达岛上之后，他们只经历了轻微的矮化过程。


    [image: P122_789_169_1221_641]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不是直立人后裔，人类祖先首次走出非洲的时间可能就要比此前认为的早几十万年；这些人类祖先也不会是直立人，而是另一种早期人类——他们与露西等小型猿人的共同点要比考古学家预想的多得多。这就是说，如果科学家仔细勘查，在非洲和东南亚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填补人类进化史上的这段空白，弄清楚是谁最早走出非洲。


  一些科学家对这个假设不以为然。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说：“在寻找‘霍比特人’祖先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走得越远，就越难解释一个起源于非洲的人类世系，为何只在小小的弗洛勒斯岛上留下些许遗迹。”马丁也认为“霍比特人”不是一个新种。在他看来，LB1是现代人类，因患某种未知疾病致使脑容量变小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排除——到目前为止，LB1是脑容量已知的唯一一位“霍比特人”。马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除了导致脑容量变小，这种未知疾病是否也会使LB1的身体变得像南方古猿一样。


  同时，更多学者在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如果LB1生存在200万年前的非洲，她不会引发争议，但问题是她生活在1万多年前的印度尼西亚，”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马修·W·托谢里（Matthew W. Tocheri）这样说道，他分析过LB1手腕骨。不过他补充说，还有更多的“霍比特人”化石有待发现，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image: p030]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罗宾·W·丹内尔（Robin W. Dennell）说：“很多科学家对亚洲的古人类化石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他推测，甚至南方古猿就已开始向非洲以外迁徙，因为在300万年前，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就已蔓延至亚洲。“当然，我们需要在弗洛勒斯岛及其邻近岛屿（如苏拉威西岛）、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发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丹内尔说。


  摩尔伍德正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除了在梁布亚和Mata Menge搜寻，他还帮助协调了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考古项目，婆罗洲也已成为他的目标。不过，在大陆上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比较困难，因为在这些地区，与“霍比特人”同时期的岩石很少暴露出来。但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困难根本不能阻止科学家探索的步伐。托谢里说：“如果在未来15年内，我们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现新的化石证据，我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但我估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类生存记录。”


  暗示


  
    开辟道路


    教科书告诉我们，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在180万年前扩散到各个大陆。但“霍比特人”告诉我们，最早走出非洲的应该是一个更原始的祖先，这个过程应发生在大约200万年前。如果真是这样，古人类学家就必须找到化石证据，来证明人类在200万年前从非洲扩散到东南亚的这段历史。


    [image: picture]


    “霍比特人”的发现者迈克·摩尔伍德正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地点寻找更多的“霍比特人”遗迹。他认为，在尼亚石洞（Niah cave，位于婆罗洲北部）的进一步发掘，有望找到比梁布亚洞穴中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在大陆上寻找古人类遗迹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岩石层很少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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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 The Primitive Wrist of Homo floresien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minin Evolution. Matthew W. Tocheri et al. in Science, Vol. 317, pages 1743–1745; September 21, 2007.


    ◆ A New Human: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and Strange Story of the “Hobbits” of Flores, Indonesia. Mike Morwood and Penny van Oosterzee. Smithsonian, 2007.


    ◆ The Foot of Homo floresiensis. W. L. Jungers et al. in Nature, Vol. 459, pages 81–84; May 7, 2009.


    ◆ Homo floresiensis and the African Oldowan. Mark W. Moore and Adam R. Brumm i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Oldowan. Edited by Erella Hovers and David R. Braun. Springer, 2009.


    ◆ Homo floresiensis: A Cladistic Analysis. Debbie Argue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


    ◆ LB1’s Virtual Endocast, Microcephaly and Hominin Brain Evolution. Dean Falk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in press).

  

images/00101.jpeg





images/00100.jpeg





images/00071.jpeg





images/00070.jpeg





images/00073.jpeg





images/00072.jpeg





images/00075.jpeg





images/00107.jpeg





images/00074.jpeg





images/00106.jpeg





images/00077.jpeg





images/00109.jpeg





images/00076.jpeg
WHY

WE
HELP





images/00108.jpeg





images/00079.jpeg
ATHER
s

AepUEEE

sutEm
P =






images/00103.jpeg





images/00078.jpeg





images/00102.jpeg





images/00105.jpeg





images/00104.jpeg





cover.jpeg
AKET

ATk, EfEEEE, E@AH






images/00060.jpeg





images/00062.jpeg





images/00061.jpeg
Bk

W2
[V R RIEER
(B) BRAWLARREET

BE 63 21
it 22 5

B 45 23
s 12 12

s R ﬁw&iﬁ%m*&?ﬂﬂﬁﬁ- AN, WEEELN,
i AR BL —F ., RERIRRA
T %’i@ﬂﬁ**ﬁiﬂiﬁ%» i

IR B
i (RARE— ¢

L
N R G A A TRRIH L.
O e i SUEERAMTA — PARE.

2} g AR R R
A=A

s

®E

51 28
31 16

ﬁﬁl*%%&%ﬁifﬁi‘é&& W MABESL
B iz B HE

30 53
8 2

ghxs H— AT T X






images/00064.jpeg





images/00063.jpeg





images/00066.jpeg





images/00065.jpeg





images/00068.jpeg





images/00067.jpeg





images/00069.jpeg





images/00091.jpeg





images/00090.jpeg





images/00093.jpeg





images/00092.jpeg





images/00095.jpeg





images/00094.jpeg





images/00097.jpeg





images/00096.jpeg
(L

m_uuuu_h





images/00011.jpeg





images/00099.jpeg





images/00010.jpeg





images/00098.jpeg





images/00013.jpeg





images/00012.jpeg





images/00015.jpeg





images/00014.jpeg





images/00080.jpeg





images/00082.jpeg





images/00081.jpeg





images/00084.jpeg





images/00083.jpeg





images/00086.jpeg
T

e BRRABLERFANFS

H My = // \\ nml

\

A (SNP ) snP NP

HEARBRERT—ISNPL, SERFTRRORM

Z—RIBERE(.
S AR R4 R HEARTOONAK R RERFHEABIEHONAN B
HESABE R BR HETRE
A.I‘-I_H.H.-A-H-I_‘-H-
L om0
w0 e

—

e





images/00085.jpeg





images/00088.jpeg





images/00087.jpeg





images/00089.jpeg





images/00002.jpeg





images/00004.jpeg





images/00003.jpeg
wrEmAn.

aAmmRiE





images/00006.jpeg
WHERBARY WHERENRY SEERREZAY  VERA






images/00005.jpeg





images/00008.jpeg





images/00007.jpeg





images/00009.jpeg





images/00142.jpeg





images/00141.jpeg





images/00140.jpeg
F AL PEWEA PREEA

EA BA
HIA HIA
BA WREEA
TREEA EA
BB LIN
LIS FRHEBIA
E2 - EON HERA
S R ERAENE  tEH% T AR

LZET o R AR





images/00031.jpeg





images/00030.jpeg





images/00033.jpeg





images/00032.jpeg





images/00035.jpeg





images/00034.jpeg





images/00037.jpeg





images/00036.jpeg





images/00028.jpeg





images/00027.jpeg





images/00029.jpeg





images/00132.jpeg





images/00131.jpeg





images/00134.jpeg





images/00133.jpeg





images/00130.jpeg





images/00020.jpeg





images/00139.jpeg





images/00022.jpeg





images/00021.jpeg





images/00024.jpeg





images/00136.jpeg





images/00023.jpeg





images/00135.jpeg





images/00026.jpeg





images/00138.jpeg





images/00025.jpeg





images/00137.jpeg





images/00017.jpeg





images/00016.jpeg





images/00019.jpeg
R

A EEBLAR

S AR TR
REA R
rapt ol

i

3

R (S5% )





images/00018.jpeg





images/00121.jpeg





images/00120.jpeg





images/00123.jpeg
R

sranven dmewINErR

R —
aommease “o— .
ey szsna
waxam — ] |
TneRTE 5
Enace o ¢
mRezgE o oom NP






images/00122.jpeg





images/00051.jpeg





images/00050.jpeg





images/00053.jpeg





images/00129.jpeg
32

YT

LT





images/00052.jpeg





images/00128.jpeg





images/00055.jpeg





images/00054.jpeg





images/00057.jpeg





images/00125.jpeg
R
L)

R AR






images/00056.jpeg





images/00124.jpeg





images/00059.jpeg





images/00127.jpeg
- EREHARAEIRATHOER






images/00058.jpeg





images/00126.jpeg





images/00049.jpeg
T 60 A [0 A B ) G (A |2 ) G O LB A T [

Al s Y s e e ]

T 1A [ A s e ) I | Y

A o T

R ERNEEEE

A

X BN G TR C T K

A

KT BT RS A

G

T € &8 A& T T AR

G & O T

€A

k| & (8 (T TR

€1 ¢k





images/00110.jpeg





images/00112.jpeg
LRRLHFDNA Yetath AREA

? KKk
a [N
RN Eou
A x
‘ DNAHESREE ’






images/00111.jpeg





images/00040.jpeg





images/00042.jpeg





images/00118.jpeg
\ IEEE pSiLE)

[ shrxs;
[P

BRI T
(DRSSP

ML






images/00041.jpeg





images/00117.jpeg





images/00044.jpeg





images/00043.jpeg





images/00119.jpeg





images/00046.jpeg
AKABREE
(36 I

SALEERT

A HFIRG 3 IS

A

L






images/00114.jpeg





images/00045.jpeg





images/00113.jpeg
MBEFFF
BRRF)

g






images/00048.jpeg
b SR A S ol N S e e S e
T N A I e ) D )

SEL AR IO A0 [ (e ) D N A ! [ ) A B R e [T G

Allc [cl[xc7/Iic aa Al c T rrclrk
il [ ) R

G

L6 TN T ETAL A

A

e e e ]

T i I ] ) e [l





images/00116.jpeg
it AR 3t






images/00047.jpeg





images/00115.jpeg
KEUBEER
[ )

- 50000
— 5000
5000
— 0000
35000






images/00039.jpeg





images/00038.jpeg
THE
AQUATIC APE
HYPOTHESTS

Elsine Murzan






